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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討論中國的童子軍運動時，人們往往只記得其在國民黨掌控下，成為黨

國體制控制、訓育青少年的一種手段。然而，這並非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發展的全

貌，童子軍運動自 1910 年代初通過威海衛租界中英國教育人士的引介，首次踏

上中國土地後，其發展其實經歷了多個不同的階段。透過研究童子軍運動在 1909

年至 1926 年間的發展，本文希望重新描繪童子軍運動在進入黨國體制時期前的

多元面貌。 

最初，外籍教育工作者首先將童子軍帶入租界，在租界建立起以外僑為主的

童子軍團體，其後嚴家麟與康普藉由外僑童子軍的協助，陸續建立起屬於中國人

的童子軍。透過建立科層化的童子軍組織，康普所組織的中華童子偵探會曾嘗試

主導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童子軍，不僅

童子軍團開始在許多地方出現，完全由中國人組成的童子軍組織也陸續成立。此

後，中外童子軍界人士對於童子軍運動主導權的競爭也隨之出現，最終外籍人士

逐漸被邊緣化，江蘇省童子軍成為此一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中流砥柱。在這

個競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逐漸發展出具有部分地方特色的規範與訓練內容，

代表著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第一次在地化。而且，由於中央政府尚未大力介入，

童子軍在此一時期尚能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地方多能以其需要自行調整訓練內容，

同時也能大致遵循童子軍原初的目標。 

1924 年中國童子軍參與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標誌著早期童子軍發展的

巔峰，是此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不僅反映出江蘇地區童子軍活動的發達，也象

徵長期封閉的中國童子軍運動走上國際舞台，拉近中國與國際童子軍發展潮流的

距離。代表團成員不僅帶回了寶貴的個人經驗，亦將萬國童子軍大會的決議案帶

回中國，通過童子軍組織或報章雜誌向國內的童子軍傳達當時國際童子軍的發展

方向，並開始推動組織羅浮童子軍與加強教練員訓練等項目，使中國的童子軍運

動重新跟上世界的腳步。 

本文希望還原了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多元化的童子軍發展時期，呈現早期

童子軍活動在中國租界和各地發展的多元樣貌；全然不同於 1920 年代後期以後

國民黨逐漸將童子軍運動納入黨國教育體制，成為政治化活動和趨向軍事化精神

的童子軍教育。 

 

關鍵字： 

中國童子軍運動、中華童子偵探會、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萬國童子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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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considered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as a way in 

which the Nationalist regime managed to discipline and control its subjects of teenagers.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The scout 

movemen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by some foreign educators in British settlement at 

Weihaiwei( 威 海 衛 ) in the early 1910s. By 192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had been through several stages. By examining the blooming of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between 1909 to 1926,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true face of its early-stage development before the stage of party-state system. 

In the beginning, foreign educators started to run scout troops for immigrant 

teenagers in the settlement in the early 1910s. A few years later,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the alien scout troop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hia-Lin Yen(嚴家麟) 

and G. S. F. Kemp started to run their scout troops for Chinese teenagers in Wuhan(武

漢) and Shanghai(上海). This wa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boy scout movement. By 

establishing a bureaucratic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run by 

Kemp) was trying to lead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However, when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became known with the scout movement, many scout troops were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Meanwhile, many associations of 

the scout troop were created by the Chinese educators as well.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struggling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Boy Scout movement. As a 

result, the Shanghai County Scouts Association merged the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Since then, foreigners gradually became marginalized from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and the Jiangsu Province Scouts Association started to play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started to develop some codes and courses with local characters, symbolizing the 

first wave of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Moreover, with lower degre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the Chinese scout troops were still highly 

independent in this period when they still could change the training methods along with 

the local needs as well as follow the primitive, core value of the scout movement.   

In 1924, the Chinese scouts took part in the second World Scout Jamboree, a 

milestone before it entered the period of party-state system.  From this event onward,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not only became prospered in Jiangsu but also became 

more internationalized and connected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 scout mov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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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ion not only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but also brought the resolution 

made by the World Scout Conference back to China. Moreover, by promoting the 

approaches of the world scout movement through the Chinese scout organization and 

mass media,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was able to develop the Rover Scout 

organization and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scout leaders.   

In short, this thesis intends to reveal the true nature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hinese 

scout movement. As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emonstrate, its highly independent and 

pluralistic feature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eriod after 1926 when the scout 

movement was closely controlled 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became more 

politicalized and militarized. 

 

Keywords : 

Boy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The Jiangsu 

Provinc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World Scout Jambo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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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907 年，英人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首創童子軍活動，

成為今日全球童子軍運動的濫觴。在中國，童子軍運動的引進開始於 1910 年代，

依照目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的官方說法，是由嚴家麟於民國元年在湖北武昌文華

書院所首先引進。1然而，根據目前所掌握之資料，同一時期，在上海亦有一批有

志者致力於引進童子軍，主要由華童公學校長康普（G. S. F. Kemp）所領導。2暫

且不論在確切時間上究竟何者為先，重要的是，在同一年內同時有兩地開始進行

童子軍活動的引進，此一事實所展現出的是童子軍活動對當時候的教育者可能具

有某種吸引力，或許當中的理念或方法特別切合當時候社會對於青少年教育之所

需，才使得在不同的地方都同時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進而積極推動。另外，

從一些史料中可以發現，在文華書院正式創立童子軍團之前，曾派員前往上海，

向租界內的英國童子軍學習相關的訓練方法。3而上海方面，華童公學所辦理的

童子軍，在教學上，由於位處租界，更是主要由外籍教員、教練主導。4上述案例

反映出租界與童子軍引進中國的過程、最初的訓練實是息息相關，因此，租界童

子軍的發展也是在追尋中國童子軍的原初發展時所不能忽略的重要課題。 

迄今為止，學界對於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之研究，多數仍聚焦在 1926 年起國

民黨逐步將童子軍收歸中央管制之後的發展，並將童子軍定位為國民黨統治、規

訓青少年的一種手段，從而忽略了此前童子軍活動的發展歷程，也淡化了民國初

期童子軍活動發展的多樣性。北伐前後，國民黨開始有意識的逐步將童子軍活動

納入控制，佔據了童子軍在中國整體發展歷程中很長的一段時間，也對往後童子

軍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正是由於國民黨在 1920 年代後期的大力推動，童子軍

活動在中國以及戰後的臺灣才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青少年訓練活動，甚或被納入

學校教育活動的一環。然而，自童子軍運動於 1910 年代引進中國，至 1926 年國

民黨於青年部下設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委員會」為止，通過爬梳相關史料，可

 
1 〈我國童軍運動的發展〉，中華民國童軍總會（http://scouting.edu.tw/Content.aspx?SeqNo=38 
&TabSeqNo=0&lang=big5），最後檢索日期：2020/3/1 檢索。 
2 黃其劉，〈華童公學童子軍之創始〉，《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3（上海，1948），

頁 50。 
3 Archie T. L. Tsen, “Chinese Boy Scouts: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25 Oct. 1913, p. 277.。 
4 黃其劉，〈華童公學童子軍之創始〉，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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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一幅不同於國民黨管制時代的景象。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引介、創立以及

早期發展，不論在理論的介紹或是在實際訓練上，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民間教育界

人士以及具有半官方身份的省、縣教育聯合會所主導，5並且在各個地區也呈現出

不同的發展脈絡，迥異於國民黨管制時期所建立的總會管理體制。透過回溯此一

時期之發展，希望能還原當子軍運動最初在華發展的多元面貌，並嘗試瞭解民間

對於童子軍活動的看法，以探尋童子軍運動能夠在中國發展的原因。 

再者，本文希望強調童子軍作為一種源自西方的青少年教育方法，在被引入

中國及其發展過程中，與中國的交流以及兩種文化之間所產生的衝擊。此外，自

貝登堡於 1907 年在白浪島（Brownsea Island）首次嘗試童子軍的訓練方法以來，

童子軍便快速發展成為一項國際性活動，更逐漸形成一個國際組織，即世界童軍

運動組織（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簡稱WOSM）。6目

前，由於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後，原有的童子軍團體與組織基本上被共青團等

所取代，因此，國家會籍仍由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保有，會籍名稱為 Scouts of China，

另外，香港童軍總會以及澳門童軍總會則以地區取得會籍。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

下，WOSM 成為中華民國目前少數保有國家會籍並且能夠在其主辦的國際性集

會中正式升起國旗的國際組織。正由於這一層重要性，使得追尋中國早期參與國

際性童子軍活動的歷史更顯重要。1920 年，WOSM 所組織的第一次萬國童子軍

大會於英國舉行，7中國方面儘管未能派員參與，但很快便在 1924 年第二次萬國

童子軍大會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時，由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與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共

同選派代表團前往與會。8此次代表團的派遣，在中國的童子軍運動發展上具有

 
5 關於江蘇省教育會定位，即該會究竟屬於民間社團或政府單位抑或是介於其中的半官方組

織，筆者參考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書中指出學界對於此一問題尚未有所定

論，但根據該書所述，江蘇省教育會在制度上雖屬社團，但實際上卻被視為教育行政之輔助單

位，權限與正式的政府教育單位「學務公所」、「勸學所」等高度重疊，不僅部分經費來源於

政府補助，並高度介入地方教育事宜，在當時就有人認為「教育會之地位隱然若議事機關」。

由此，筆者認為雖然在制度上省教育會屬民間社團，但由於實務上高度介入地方教育事務，與

政府單位相互合作，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江蘇省教育會定義為具有半官方地位。參見谷秀

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6 WOSM 為全球童軍運動的領導組織，由 169 個國家及地區組成，下轄世界童軍會議、世界童

軍委員會以及世界童軍總部。”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WOSM, https://www.scout.org/nso/  
(accessed March 3, 2020) 
7 英文稱為 World Scout Jamboree，今譯為世界童軍大露營，為一項國際性的大型童子軍活動，

原則上每四年舉辦一次，每次由不同會員國主辦。為配合歷史脈絡，本文仍採用萬國童子軍大

會一詞作為代稱。 
8 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於 1924 年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近郊的 Ermelunden 舉行，共計有來自

40 國共 4549 人參與。這是中國首次派遣代表參與此一國際活動。代表團成員包含李啟藩、章

駿（字君疇）、沈同一、謝文通、駱志聖、蓋其新、吳達元、林文奎、曹庸方（江蘇童子軍聯

合會），經乾林、樂秀榮、王瑋（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及張江泉（南洋大學附屬小學）等

人。〈蘇童子軍歡送赴丹代表〉，《申報》，1924 年 7月 1 日，第 11 版。 〈蘇童子軍赴丹代

表團赴奉〉，《申報》，1924 年 7月 11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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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重要性，其一，這是中國方面首次自國內選派代表團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

在人員選派以及各項事務的安排上，主要由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所組成的「籌備

選派江蘇童子軍代表赴丹委員會」來主導，顯示出江蘇童子軍界人士在此事上佔

有主導地位。9然而，經費部分則主要由江蘇省財政廳從民國十二年度留學經費

剩餘款中提撥一萬元支應，10而且最初北京政府教育部也曾下訓令，稱將咨請財

政部籌播一萬元作為經費，11顯示政府方面對此仍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且在財務

上提供重要支持，因此，此一代表團不僅具有半官方的身份且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二，此次代表團的領隊章駿在返國後即將此次出訪經歷撰寫成《參與萬國童子

軍大會報告》一書，12當中詳述代表團準備與正式出訪後的過程，並以其在活動

中的所見所聞，對當時中國童子軍活動的發展與未來提出批評與建言，為此次國

際活動留下重要史料。本文擬分析《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一書、相關報導

以及部分團員歸國後的著述，以探討此一國際性活動是否讓參與者獲得不同的經

驗、想法或對其產生哪些影響，以及這些參與國際活動的親歷經驗是否影響到日

後中國的童子軍訓練方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兩岸歷史學界對於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發展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整

體而言主要聚焦於1926年以後童子軍運動逐漸受到國民黨控制的時期，同時也多

以政治史、軍事史的研究視角進行分析。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從三個面向進

行討論，一為童子軍活動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二為1926年以前的童子軍發展，三

為地區性的童子軍發展，以下依序說明。 

首先，針對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整體發展。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

少年訓練（1911-1949）〉將中國童子軍的發展分為組織的始創（1911-1928年）、

中國童子軍訓練的定型（1928-1937年）以及戰時的中國童子軍運動（1937-1949

年）等三個階段。雖然全文更為強調國民黨對於童子軍運動的影響，但作者已嘗

試探討早期童子軍運動的發展，並指出由於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組織，各地開始

 
9 〈蘇童子軍聯合會昨開董事會〉，《申報》，1924 年 6月 9 日，第 14 版。 
10 〈江蘇童子軍赴丹經費有著〉，《申報》，1924 年 6月 13 日，第 13 版。 
11 〈部令籌認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經費〉，《申報》，1924 年 5月 9 日，第 10 版。 
12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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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獨立的童子軍組織彼此競合，爭取在童子軍事務上的話語權，可惜對於此一

問題作者並未進一步申論。13田耕《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題研究》則將童

子軍的出現以及在中國的引進與民族主義做連結，不可否認這確是童子軍發展的

一個重要背景，然而過於聚焦在民族主義對童子軍運動的影響，也可能忽略發展

過程中的其他面向。另外，儘管該書嘗試對初期各地對童子軍運動的推行進行論

述，然而，或受限於材料，相關內容仍有增補空間。14王晉麗〈童子軍在中國–

中國近現代童子軍興衰史的初步考察〉將童子軍的發展分為童子軍在中國的傳入

（1912-1915）、童子軍在中國的發展（1916-1925）及童子軍在中國的異化（1926-

1949）等三個階段。在前兩個階段中，作者對於1926年以前民間對於童子軍運動

的推動有更多的討論，特別是在嚴家麟所創辦的文華童子軍部分，而對於第三期

的討論則不脫前面幾位研究者的看法，認為童子軍逐漸異化成為國民黨的統治工

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已經注意到童子軍參與國際活動的議題，可惜申論仍不

充分。15連建華〈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聚焦在中國方面對於童

子軍服務員的訓練，將其分五個階段，按照時間將重要事件詳細羅列，對往後的

研究者頗具參考價值。該文較特殊之處為不再僅著眼於國民黨政府對於童子軍教

育的控制，也旁及中國童子軍與國際的互動。16其他關於童子軍在中國整體發展

過程之研究猶有多篇，但多屬通論性質，故不擬逐一回顧。17 

除了對中國童子軍的整體研究成果之外，一些研究者也逐漸將論題縮小，嘗

試針對發展歷程中的個別時期或區域進行更細緻的討論。在1926年以前的童子軍

 
13 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1月）。 
14 田耕，《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題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該書為博士學位論文出版） 
15 王晉麗，〈童子軍在中國–中國近現代童子軍興衰史的初步考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教

育學院碩士論文，2006 年 1月）。 
16 連建華，〈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訓練歷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學系活動領導班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 年 7月）。 
17 其他相關之研究可參見王晉麗、樊茂蘭，〈抗戰前童子軍在中國的發展〉，《山西大同大學

學報》，22：5（大同，2008），頁 31-33。李艷芬，〈中國童子軍的起源與發展〉，《高

考》，18（長春，2018），頁 240-241。吳小瑋，〈“童”與“軍”之悖論——民國童子軍發

展歷程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上海，2014），頁 111-115。孫玉

芹，〈民國童子軍研究述評〉，《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1（河北，

2010），頁 114-117。孫玉芹、邵艷梅，〈中國童子軍源流考〉，《蘭臺世界》，31（瀋陽，

2013），頁 77-78。陳寶霖，〈新中國建立前童子軍的發展及活動〉，《少年兒童研究》，18
（北京，2010），頁 10-14。盛靜雅，〈民國童子軍問題研究綜述〉，《高校社科動態》，2
（石家莊，2011），頁 33-38。張曉輝、榮子菡，〈民國時期童子軍的中國化及其影響〉，

《廣西社會科學》，2（南寧，2005），頁 123-125。戚學民、潘琳琳，〈建章立制：國民黨對

童子軍的組織建設〉，《南京大學學報》，4（南京，2017），頁 112-122。齊慧麗，〈民國童

子軍研究綜述〉，《才智》，29（長春，2017），頁 229-230。蔣曉星、孟國祥，〈中國童子

軍問題研究〉，《學海》，4（南京，1993），頁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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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部分，羅敏〈早期中國童子軍組織的創建（1912—1926）〉仍認為早期的童

子軍教育內容多與英國相似，但卻指出康普在推動童子軍教育時已意識到，如果

只是模仿英國的訓練方法，再加上教練皆為外國人，這樣的情形將使得童子軍難

以在中國普及，故為此召開會議，嘗試建立一套適合中國的訓練方法。由於作者

並未註明此一史料的出處，目前尚無法確認此一說法的真實性，然而，倘若此一

說法為真，將非常值得探討，由於康普已經意識到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因此，在

推動時便不可能完全照搬英國的訓練方法，就算表面上與英國極為相似，倘若進

行細緻的分析，當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並藉此呈現出異文化之間的交流與

衝突。再者，作者也指出由於領導權分散，各地的童子軍訓練內容也呈現出差異。

筆者認為若能進一步分析各地在訓練上的特殊內容，或可發現各地在推行童子軍

活動上是受到其不同層面的內涵所吸引，從而呈現出此一時期童子軍活動的多元

性。另外，在該文中，作者亦點出許多重要議題，雖然並未進一步申論，但對於

研究者在搜尋議題上仍有很大的幫助。18而孫玉芹與薛國風合著〈北洋時期童子

軍訓練模式及其歷史經驗〉一文，作者指出在經費部分，多數童子軍團體缺乏穩

定的經濟來源，必須由參與推動者自籌，而這樣的情形使得當時積極參與者皆為

有志之士，且發展較不受政府或學校當局的約束，更符合童子軍英國創立主張「參

與者應為自願」之初衷。不過，該文亦點出在發展初期，部分地區政府也曾提供

相關經費，但對於這些經費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政府與民間在推動童子軍發展上的

關係，並沒有進一步的討論。此外，該文也指出初期創辦者在推動童子軍運動的

廣告策略，不過詳細過程與影響為何，仍有待進一步追溯。19 

對於地區性的童子軍發展，相關研究以沿海省份如江蘇、廣東以及河北等三

省較多。主要由於三者皆為清末民初重要的沿海省份，北京、天津、上海、廣州

等皆為中外往來之主要口岸，西方的知識往往首先由此傳入，童子軍也不例外，

除了目前所認為首創中國童子軍的文華書院位於湖北之外，發展最快也最顯著者

當屬江蘇，特別是上海，而京津地區與廣東隨後漸次發展起來。在江蘇方面，羅

敏〈抗日戰爭前江蘇童子軍研究〉一文在1926年以前童子軍的發展方面跨出了顯

著的一步，對於個別童軍團與聯合會的建立過程都有詳細的說明，認為江蘇省在

推動童子軍活動上之所以能夠有顯著的成果，主要由於當時江蘇省教育會的大力

支持。當時省教育會在地方教育事務上具有相的大的話語權，因此，在省教育會

的支持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很快便在全省成立童子軍團，並進一步推動組織、

 
18 羅敏，〈早期中國童子軍組織的創建（1912—1926）〉，《黑龍江史志》，10（哈爾濱，

2009），頁 53-54。 
19 孫玉芹、薛國風，〈北洋時期童子軍訓練模式及其歷史經驗〉，《中州學刊》，2（鄭州，

2014），頁 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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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制度化，有利於童子軍活動的推展。不過，對於作者認為此一時期的童子

軍訓練是照搬國外理論與經驗的看法，筆者有所保留，一方面由於在該文並未針

對當時的訓練內容詳加考證。另一方面，孫玉芹〈江蘇童子軍研究：1915-1926〉

一文，曾指出在江蘇首辦童子軍的唐昌言，在創辦之初就已經意識到武昌、上海

所辦的童子軍「一切規章，模仿英美，誓詞規律格言，甚至集會時所用口令亦習

用英語，殊違國情」，20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其所創辦的童子軍還會完全按照國

外的方法嗎？因此，是否真如同作者所言，希望在本文中進一步爬疏相關史料。

21關於上海方面的研究，翟海濤與何英合著〈民國上海的童子軍教育及其影響〉

一文，在內容上儘管並無太多創見，但其中提及日本少年聯盟為借鑒中國的童子

軍教育經驗，曾邀請上海南洋童子軍團赴日訪問一事值得關注。倘若掌握更多相

關資料，此事當可作為中國青少年藉由童子軍進行國際交流的另一案例，且能證

實中國的童子軍活動在國民黨控制時期以前已發展出相當的成果。22 

在河北方面，相關研究主要針對童子軍在北京與天津的發展。池維強〈民國

時期京津地區童子軍教育研究〉對京津地區童子軍的發展有統整性的梳理，點出

京師學務局對於推動童子軍教育介入甚深，這與其他地方主要由民間推動的情況

不同，也是目前有關研究常見的盲點。從宏觀角度觀察，可能會認為在整體發展

上政府不太介入，從而以為這是一個普遍現象，而忽略個別地區所表現出的差異

性，本文擬特別補足此一面向。另外，池維強的研究首次提到天津最早的童子軍

團成立於租界的新學書院，並由張忠仁任團長兼教練。由於張忠仁為日後國民黨

接收童子軍過程中重要的領導者之一，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亦持續在童子軍

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23因此，若能進一步探究其在天津期間創辦童子軍的過程

與採行的研究方法，並與之後國民黨統治時期進行比較，或可藉張忠仁來瞭解民

間童子軍教育者如何轉變為黨化童子軍教育領導者的原因與過程。24田耕〈藤影

荷香中的營帳——清華童子軍鉤沉（1915-1928）〉探討清華學校創辦童子軍的過

 
20 孫玉芹，〈江蘇童子軍研究：1915-1926〉，《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7：1（南京，

2011），頁 76。 
21 羅敏，〈抗日戰爭前江蘇童子軍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4月）。 
22 翟海濤、何英，〈民國上海的童子軍教育及其影響〉，《歷史檔案》，4（北京，2009），

頁 112-117、124。 
23 張忠仁於 1928 年國民黨在中央訓練部下成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時被任命為司令，領

導進行相關行政法規的釐定與全國性登記作業的進行。隨國民來政府來台後，接辦國立臺南師

範學校，擔任校長，之後亦持續推動童子軍教育之相關研究，相關著作於其逝世後，由紀念張

忠仁先生工作委員會重新編輯出版。參見田耕，《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題研究》，頁

223。紀念張忠仁先生工作委員會編，《童子軍運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紀念張

忠仁先生工作委員會編，《童子軍文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紀念張忠仁先生工

作委員會編，《童子軍學術論叢》（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0）。 
24 池維強，〈民國時期京津地區童子軍教育研究〉（天津：天津師範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

2012 年 5月）。 



 7 

程與後續發展，作者指出在組建童子軍團以前，清華校院中就已經有軍操團的存

在，此一狀況與文華書院類似，在嚴家麟辦理童子軍活動以前，文華校園內就有

推行美國式的兵操，此與軍操團都是屬於以軍事化訓練為目標的組織。25倘若如

同部分研究者所說，童子軍的發展是受到軍國民教育思潮的影響，或如田耕所說

軍操團與童子軍都是屬於準軍事化組織，則兩者基本上性質類似，而軍操團的出

現又在童子軍之先，那麼何以軍操團的組織並未受到推廣。因此，筆者認為最初

有志之士在推動童子軍教育時應是很清楚的意識到其與軍操團這類軍事化組織

之間的差異，從而選擇了童子軍教育進行推廣；不過，詳細史實為何仍有待進一

步研究。26 

針對廣東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榮子菡〈廣東童子軍研究1915–1938〉一文，

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廣東童子軍的特殊性，一方面，在朱慶瀾任省長時期（1916-

1917），對於童子軍教育的推動提供積極協助，加速童子軍在廣東的發展。另一

方面，國民黨對於童子軍組織的介入也是從廣東開始，時間上比1926年正式決定

逐步將全國童子軍納入麾下還要早，可以說是國民黨對於控制童子軍的首次嘗試，

因此別具意義。27從前述北京、江蘇以及廣東的例子，可以看到童子軍發展史上

三個不同的發展範式，而三者在發展上所表現出的差異是本文希望探討的主題。 

最後，尚有兩篇關於地區性童子軍發展的研究，其中，束婷婷〈民國時期安

徽童子軍研究〉一文對於安徽童子軍的發展有詳盡的討論，特別從戶外活動、社

會服務、對外交往以及其他活動等四個面向進行討論，描繪出民國時期童子軍參

與者的實際活動，將童子軍的發展過程從傳統政治史的討論框架抽離出來，更貼

近當時一般民眾的生活，此一觸角是可再延伸的議題。28謝華的〈雲南童子軍論

述〉一文，儘管如同作者自陳，由於缺乏相關史料，因此對於1926年以前雲南童

子軍的發展並沒有太深入的論述，但透過此一研究可以看到從1910年代正式引進

以來，在近十年內，從中國沿海直至內陸諸多省份都已經有童子軍的組織，可見

童子軍之教育內涵確有吸引時人之處，才能很快的形成一股風潮，逐漸成為近代

中國教育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29 

 
25 嚴家麟，〈我怎樣舉辦童子軍〉，《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3（上海，1948），頁

31。 
26 田耕，〈藤影荷香中的營帳——清華童子軍鉤沉（1915-1928）〉，《晉陽學刊》，6（太

原，2011），頁 99-103。 
27 榮子菡，〈廣東童子軍研究 1915–1938〉（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 6
月）。 
28 束婷婷，〈民國時期安徽童子軍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3月）。 
29 謝華，〈雲南童子軍論述〉（昆明：雲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1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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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過去關於中國童子軍發展的研究，大多放在國民黨統治的脈絡下

討論，認為童子軍教育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逐漸成為控制、塑造青年的一種工具，

然而，這僅僅是童子軍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面向，1926年以前主要由民間所

主導的童子軍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為童子軍活動日後在中國的發展奠

下重要基礎，因此，釐清此一時期的歷史脈絡相當重要，儘管已有學者嘗試對此

進行討論，但相關論述仍不夠充分，且尚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與討論，為此，本

文希望運用當前在尋找史料上的優勢，透過新近掌握之史料，補充清末民初童子

軍運動在中國的引進與早期發展之相關內容。此外，本文也嘗試在既有研究中注

入一些新的元素，像是加強對於國際交流和跨國移動的討論，這些視角也是本文

特別著意之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世界童軍運動組織作為一個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過去的研究卻極少著重中

國童子軍與國際活動的連結，因此，本文期望能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梳理清末民初

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引進與早期發展，特別是對童子軍如何通過租界區外國童子

軍團的引介而進入中國的過程，及其與原初在英國創辦的童子軍活動之差異等議

題進行研究。期望能將童子軍在兩種文化之間轉換所產生的碰撞與融合重新描繪

出來。另外，本文將探討中國首次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的歷程，以了解當時中國

的代表如何透過此一活動與世界產生聯繫。這樣的聯繫並不只是單方面的，在中

國代表從中獲取新知與經驗的同時，中國的形象與文化也透過他們傳達給世界，

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最後，本文試圖突破傳統政治、軍事史的研究框架，嘗試

從民間的角度去檢視早期童子軍運動何以受到青睞而被引進中國。 

在材料部分，本文將使用更多的報刊資料與1926年以前出版的童子軍訓練相

關書籍，首先，這是過去研究中較少使用的材料，透過重新檢視當時的訓練書籍，

希望能有利於掌握當時候的訓練架構與重視的訓練內容。其次，藉由報刊資料，

或許可以提供一個不同於政府檔案的視角，從而更貼近當時普羅大眾的生活與看

法，使整體研究更為豐富、寫實。此外，針對第四章有關參與1924年萬國童子軍

大會之內容，本文將使用該次代表團的領隊章駿在返國後所撰寫的《參與萬國童

子軍大會報告》一書作為史料，此一資料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被廣泛應用，因此，

希望透過對書中內容的詳盡分析，能對相關議題有更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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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節除緒論、結論外，各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早期發展（1909-1915）」，首先，簡要說明

童子軍在英國的原初發展。其次，將追溯童子軍運動傳入中國的路線，梳理其

從威海衛進入中國後的發展，嘗試了解童子軍運動如何透過租界進入中國，在

外籍教育界人士的支持下，在上海租界蓬勃發展，並進一步拓展到華人社群

中，從而奠定童子軍運動在上海的基礎，使上海成為中國童子軍運動在國民黨

掌控時期前的重鎮之一。再者，本章將觀察上海、武漢兩地，針對兩地最早出

現以中國人為主的童子軍團進行考證，希望確認兩者的創始時序先後及其初步

的發展。 

第二章「中國童子軍運動的加速發展與在地化（1915-1917）」，從童子軍在

1915 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中的活動談起，觀察童子軍如何通過遠東運動會讓社

會大眾看見其宗旨與優點，進而逐漸使之擴展到上海以外的地區。之後，將針對

此一階段，童子軍在中國的加速發展與擴張進行說明。而政府亦在此時注意到童

子軍活動，便嘗試藉由具半官方背景的省教育聯合會介入童子軍，由於上海方面

童子軍運動已有相當發展，加上無錫的童子軍運動發展在此時也漸有成績，兩地

所屬的江蘇便成為此一嘗試的首個試驗場域，在江蘇省教育會的主導下，促成中

國首個省級童子軍組織——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的出現，此一過程也將是本章的

重點。最後，本章將以中華童子偵探會、無錫童子軍聯合會與江蘇童子軍聯合會

各項規制進行比較分析，嘗試暸解在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在

地化轉變。 

第三章「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中外競爭與主導權轉移（1917-1926）」，主要

討論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的發展，瞭解該會如何在競爭激烈的上海地區站穩腳步，

瓜分同樣以上海為中心的中華童子偵探會早期所建立起的基礎，逐步成為中國童

子軍的中堅份子。並自 1920 年代間，以其成員為主幹，在當時希望成立一個全

國性童子軍聯合會的風潮中，嘗試凝聚全國各地的童子軍勢力，推動成立全國性

統合組織，以便將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推上另一個高度。然而，筆者也注意到，

中華童子偵探會早在 1915 年，便已藉遠東運動會舉辦之機，以該會為主體成立

「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雖具有全國協會的名義，卻在上述的這波風潮中缺席，

主要由於在與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的競爭中失敗，進而被省童子軍聯合會下轄的上

海縣童子軍聯合會合併。因此，本章將梳理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的出現與發展，

觀察該會與省、縣聯合會的競爭關係的策略，以期瞭解以外籍人士為首的中華童

子偵探會如何逐漸被邊緣化，並最終在 1920 年被合併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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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國童子軍的跨國交流——1924 年萬國童子軍大會」，從中國代表

團參與 1924 年的萬國童子軍大會著手，分別從事前的準備、活動中的見聞以及

歸國後的影響等三個部分進行分析。在事前準備方面，希望了解包括主導人物、

代表團選拔、經費籌措等過程。在活動中的見聞部分，則希望詳細了解中國童子

軍代表團在活動中的一舉一動，像是參與了哪些活動，或是與哪些國家的代表交

流等，首先，代表團成員通過國際交流所獲得的經驗在其歸國後將可能帶來進一

步的影響，其次，代表團成員在這些活動中的表現，也是中國向國際展現自身形

象的一種方式，因此，瞭解這方面的內容，將有助於拓展此一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最後，在歸國後的影響方面，將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其一是影響，主要著重在

經驗、新知的分享。代表團成員藉由參與國際活動獲得新知與經驗，在歸國後透

過哪些管道將這些經驗分享出去，又是否對於之後的童子軍發展產生影響。再者，

希望了解代表團歸國後，國內童子軍運動的主導者是否曾進行相關的反省，不論

是對於事前準備或是在活動中的表現，這些都將影響到下一次參與此一活動時的

事前準備，以及對於當時童子軍訓練方法的檢討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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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童子軍運動的引進與最初發展 

（1909-1915） 

 

自從 1942 年 2 月 22 日，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提請中國童子軍榮譽評判

委員會確認嚴家麟為中國童子軍創始人並獲通過後，中國童子軍由嚴家麟於

1912 年 2 月 25 日創始便成為官方的正式說法。1此一決議代表了當時國民政府

對於中國童子軍起源的看法。隨著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來台，此一說法也被帶

到台灣，此後，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教育部主持的詞庫等皆長期擁護嚴家麟創立

之說，2在此一引導下，使得一般社會大眾也逐漸認同此一「歷史」。 

然而，事實確實是如此嗎？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筆者曾偶然注意到一批文

章，刊載在 1947 年 3月到 11月之間的《童軍導報》上，3文章內容主要在討論

中國童子軍的創始紀念日為何以及創始人頭銜應授予何人的問題。在看到這些報

導後，筆者才認知到原來現今官方奉為圭皋的「嚴家麟創始說」，其實在嚴家麟

地位甫獲政府承認不久便有人提出異議，而這或許也暗示著童子軍在中國的起源

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故事。翻閱近來童子軍相關之研究，可以發現已有部分學者

開始注意到中國童子軍的創始問題，但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種新的共識。 

本章將追溯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早期發展，除了希望嘗試釐清中國童子軍的

創始問題，也希望探尋童子軍運動傳入中國的路線，畢竟，就算嚴家麟確實是中

國童子軍創始人，童子軍運動也並非憑空出現在中國，他應當也是從某些地方或

某些人那裡獲取到關於此一新興活動的資訊與訓練方法，如租界的外僑社群或基

督教社群等，倘若能將這個資訊傳播的過程描繪出來，相信能使童子軍運動在中

國發展初期的故事變得更為清楚、豐富。 

 

 
1 中國童子軍總會編，《中國童子軍創始三十周年暨十五屆童軍節紀念集》（重慶：中國童子

軍總會，1942），頁 15-17。 
2〈我國童軍運動的發展〉，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6。謝美連，〈嚴家麟〉，教育百科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嚴家麟&search=嚴家麟&order=keyword_title 
），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6。 
3 童軍導報資料室，〈童子軍的兩個紀念日考證〉，《童軍導報》，5（南京，1947.3），第一

版。舒非，〈史料考證：在中國辦童子軍最早的人是康普先生〉，《童軍導報》，6-7（南京，

1947.5），第三版。鐵錚，〈童軍史話〉，《童軍導報》，8（南京，1947.7），第三版。自

愛，〈史料考證〉，《童軍導報》，8（南京，1947.7），第三版。蓋其新，〈史料考證：蓋其

新先生來函更正補充〉，《童軍導報》，9-10（南京，1947.9），第二版。童軍導報編輯，

〈史料考證：復蓋其新先生關中國童子軍源流考文〉，《童軍導報》，9-10（南京，

1947.9），第二版。正義，〈史料考證：贊成童子軍導報以張謇為中國童子軍創始人、民國六

年六月十七日為中國童子軍創始日〉，《童軍導報》，11（南京，1947.11），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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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租界與童子軍 

 

在過往的歷史教育中，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往往被描繪成對中國充滿惡意的侵

略與剝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殖民地。不可否認，這確實是租界問題的一個面向。

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租界的出現其實也創造了西方文化與知識的入口，

成為中國人認識西方文化、學習新知的重要場域之一，間接推動著中國的現代化。

而童子軍進入中國的過程，其實正是租界在知識傳播功能上的重要展現。 

在正式探尋童子軍運動的傳播與租界之間的關係前，先簡要說明全球童子軍

運動的起源。1907 年 8月 1日，羅伯特・貝登堡（Sir Robert Baden-Powell，1857-

1941）於英國南部普爾（Poole）港灣內的白浪島（Brown Sea Island）舉辦了一

場為期八天的實驗性露營活動，他集合了二十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男孩，教授搭

帳、生火、煮食、尋路等各式技能，並藉此訓練他們紀律、騎士精神等貝登堡認

為的高貴價值，活動中的各項訓練便是之後童子軍訓練的雛形，這項活動也成為

今日全球童子軍運動的原點。貝登堡的初衷是希望透過訓練強化孩童的品格與公

民意識，因此，在白浪島活動獲致相當成功後，他便將其思想系統性地寫成《童

子警探（Scouting For Boys）》一書後於 1908 年出版，該書一出版便成為當年度

的暢銷書之一，一年內便再版五次。而根據《童子警探》一書的指引，正式的童

子軍團於是年開始於英國各地陸續成立。該書也陸續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幫助童

子軍運動逐漸拓展至世界各地。4 

童子軍運動開始於英國，在中國的發展也與英國在華租界息息相關，這樣的

發展過程其實有跡可循，當時英國的多個海外殖民地，如澳洲、加拿大、南非、

紐西蘭等，都在 1908年間就開始出現童子軍活動，5顯見童子軍運動由於切合當

時英國社會的需要，6不僅在國內受到歡迎，也很快被移植到其他英屬區域內，童

子軍正是在這波潮流中，作為一種教育方式被帶入中國。經查閱了近代中國重要

的中英文報刊如《申報》、《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上海泰

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等發現，有關童子軍的報導最早出現在 1909 年

8 月 28 日的《北華捷報》，內容主要是有關位於威海衛英租界的「威海衛學校

 
4 The Scout Association, An Official History of Scouting (London: Hamlyn, 2006), pp.30-45. 
5 The Scout Association, An Official History of Scouting, p.124. 
6 關於童子軍運動的內涵如何切合當時英國社會之所需，在田耕《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

題研究》一書中有詳細討論，本文不贅，參見田耕，《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題研究》

（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頁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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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haiwei School）」一年一度的頒獎典禮，7報導中詳細記錄了該校校長當年

度的校務報告，指出該校於該年成立了童子軍團，由該校教師克雷達克（A. C. B. 

Craddock）主持，是遠東地區首先參與童子軍運動的學校，並表示童子軍訓練能

夠使學生學會獨立、負責、自重等良好的品德，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於童子軍活動

的高度期待。當天，學校也安排童子軍表演搭建營帳、烤麵包、建橋等技能，向

與會來賓展示他們接受的良好訓練。8自此，童子軍運動正式進入中國。之後，雖

然有關報導數量有限，在《北華捷報》上仍不時能夠看到關於威海衛童子軍的報

導。在隔年同樣有關該校頒獎典禮的報導中，與會的威海衛行政公署專員

（Commissioner of Weihaiwei）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H. Stewart Lockhart，

1902-1921 在任）在致詞中表示他相當高興看到童子軍運動有良好的發展，並且

恭喜主持該校童子軍活動的克雷達克從英國童子軍總部得到了童子軍團團長的

認證，也祝賀該校童子軍團正式獲得總部的認可。雖然致詞中僅寥寥數語，卻可

以發現該校的童子軍活動已有顯著的進展，不論是童子軍團組織或是團長的能力

都已達到英國總部的標準，因此才能在這兩方面取得認證。9而在獲得英國總部

的認證後，威海衛學校童子軍團也有了正式的團名：「貝登堡童子軍北中國第一

團（The 1st North-China Troop of Baden-Powell Boy Scout）」。10 

在威海衛學校創設童子軍團後不久，興辦童子軍的思潮也開始在上海出現， 

1910 年 9月 2日，《北華捷報》刊出一篇題名為〈童子軍（The Boy Scout）〉的

文章，未有作者署名。簡要介紹了童子軍的緣起、目標以及現況，指出童子軍運

動目前除了英國，已經擴展到歐洲大陸、美國、澳洲、印度等地，並且在團結各

階層的男孩、為他們建立良好的人格特質與騎士精神，從而使其成為更為高貴的

男性上獲得相當顯著的效果。作者認為只要有合適的童子軍團團長願意承擔起引

導男孩建立良好人格特質與獨立自主性的工作，童子軍團能夠在任何地方立足，

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不能是上海呢？」作者以一個反問句作結，清楚表現出對

於上海也能夠成立童子軍團的期待。11 

隨著〈童子軍〉一文的刊出，確實在上海公共租界刮起了一股發展童子軍運

動的熱潮，相關團體陸續開始嘗試組織童子軍團。其中又以上海的基督少年軍

 
7 威海衛學校，1901 年由赫伯特・畢爾（Herbert L. Beer）與查爾斯・畢爾（Charles E. Beer）
兄弟創立於威海衛，為一所專門招收英籍男性學生為主的私立寄宿學校，學制大致上與英國本

土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相同，屬於中等教育範疇。“The Weihaiwei School,”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30 Jan. 1901, p. 223. “The Weihaiwei School,”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1 Dec. 1901, p. 1142. 
8 “The Weihaiwei School,”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8 Aug. 1909, p. 514. 
9 “Weihaiwei School,”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9 Dec. 1910, p. 583. 
10 “King George V.,”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0 May. 1910, p. 427. “Weihaiwei 
School,”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6 Aug. 1911, p. 523. 
11 “The Boy Scout,”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 Sep. 1910, p.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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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ys’ Brigade）為先，12這點或許與貝登堡在英國國內和基督少年軍的淵

源有關。事實上，貝登堡本身便曾參與基督少年軍，擔任榮譽副主席（Honorary 

Vice-President）一職，並與基督少年軍的創辦人史密斯爵士交好。貝登堡對於童

子軍活動的初衷，原是想設計出一種訓練方式，在基督少年軍等青少年團體中做

運用，而非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團體，也因此集其思想之大成的《童子警探

（Scouting For Boys）》一書其實原先係發表在英國的《基督少年軍雜誌（B. B. 

Gazette）》上，英國基督少年軍也曾採用童子軍的訓練方法。131910 年 9月底，

以基督少年軍幹部為首召開會議，另有部分對童子軍運動感興趣的社會人士參與。

與會人士認為由於基督少年軍本身就是青少年訓練團體，且在當時已有相對完善

的組織與參與者，因此應利用原有的組織與資源，自基督少年軍中挑選二十五名

成員作為童子軍團的創始團員，並暫不另行成立一個獨立的童子軍組織。同時，

要求之後選出的創始團員必須是原團體中值得信任的成員，如此才能為之後的童

子軍訓練設下高標準。初期之所以限制團員人數，主要是認為可以讓團員、團長

間的關係更緊密，有助於團長更好的掌握團體狀況，從而讓團員得到更好的訓練，

未來的童子軍運動發展創造也能有良好、堅實的基礎。另外，會中亦決定組成一

個童子軍委員會來領導之後的發展，成員除了有基督少年軍的幹部外，尚有貝塔

（L. M. Beytagh）與史塔德（A. W. Studd）等社會人士，貝塔被選為領袖（Chief 

Scout）。14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是在基督少年軍的組織下展開籌組工作，初期資

源、人員也大都來自於此，然而，參與籌劃者皆能理解童子軍活動的宗旨，因此，

並未將基督少年軍的一些規制與宗教背景強加於童子軍團上，明確指出新設的童

子軍團將獨立於教會之外，並且不會過問參與者的宗教背景。15 

在基督少年軍展開童子軍團籌組工作前後，上海公共租界其實尚有另一個團

體亦在組織童子軍團，不過，關於此一團體加入推動童子軍運動的原因與最初發

展，由於缺乏史料，目前仍不太清楚。該團體所組織的童子軍團在相關報導中被

稱為「龍團（The Dragon Troop或 The Dragon Co.）」，16在目前所能取得的史料

 
12 基督少年軍源自英國，由威廉・亞歷山大・史密斯爵士（Sir William Alexander Smith）創

立，旨在改善傳統主日學模式的不足，將團隊精神與軍事紀律等融入宗教活動中，期望以更多

元的方式教育青年成為良好的基督徒。參見〈起源與發展〉，香港基督少年軍（https://www.bb 
hk.org.hk/about.php?classid=2），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7。 
13 Donald M. McFarlan, “First For Boys”, The Boys’ Brigade (UK), https://boys-brigade.org.uk/wp-
content/uploads/2014/09/ffb.pdf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1) 
14 貝塔服務於工部局火政處轄下的消防隊，史塔德則是萬國商團（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少校，兩人在當時皆活躍於租界社交圈。“Late News Supplement,”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5 May. 1909, p. 402. “Wedding,”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8 Apr. 1911, p. 83. 
15 “Shanghai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0 Sep. 1910, p. 766.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0 Sep. 1910, p. 771. 
16 “Th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6 Dec. 1910, p. 665. “Local And General 
New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0 Jan. 1911,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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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出現在 1910 年 12月 16日《北華捷報》上一篇關於基督少年軍所屬童

子軍團的報導，文中指出第一團（The 1st Troop，指基督少年軍所屬童子軍團）

由於和龍團合併，因此團員人數增加了一倍，並稱龍團在合併前已獨立運作了一

段時間。17由此可知，在第一團成立前後，公共租界還有另一個童子軍團正在籌

組，並且規模可能與第一團相近，也在二十五人之譜。 

不過，到了 1911 年 1月 20日，《北華捷報》上的一篇報導中卻稱龍團將正

式隸屬於倫敦總部，並改名為貝登堡童子軍上海第一團（The 1st Shanghai Co. 

Baden-Powell’s Boy Scouts，後稱貝登堡童子軍），由於龍團的名稱再度被單獨提

出來，顯示雖然之前的報導指出其已與基督少年軍所屬童子軍團合併，但最終兩

團體似乎仍是各自獨立的。18此一訊息在同年六月再次獲得確認，相關報導中指

出，童子軍倫敦總部委請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法磊斯（Sir 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1911-1922 在任）轉知，本地（上海）的貝登堡童子軍團已正式獲得註冊，

並取得一切權利，如同英國本土的童子軍團，即使該團並非成立於英國殖民地。

19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當時的英國總部雖然在童子軍訓練的內容、標準上有示範、

領導作用，但在組織上尚屬於國家層級的童子軍總會，因此僅接納位在英國領土

（含殖民地）上的童子軍團為成員，而上海的貝登堡童子軍則屬於特例，可能由

於其成員多為英籍。既然貝登堡童子軍已取得總部註冊，同樣位於租界，且成員

也以外國人士為主的基督少年軍所屬的童子軍團（後稱上海童子軍）又是否有向

倫敦註冊呢？20從目前能夠取得的相關史料所見應該是沒有，在 1912 年 10月 26

日《北華捷報》上刊出上海童子軍的年度報告中，便指出由於該團的國際性質

（international character）不符合倫敦總部的資格要求，因此無法在倫敦總部註冊。

21所謂的國際性質，應該是指其團員組成較為多元，不以英籍成為為限，尚包括

其他國籍的外僑，因而不符合當時倫敦總部以接納英國籍成員為主的政策。而貝

登堡童子軍與上海童子軍在成員構成上的不同，也使得兩者各自發展出部分不同

的訓練與活動內容。 

由於未獲得倫敦總部註冊，使得上海童子軍毋須受到總部方面的制約，更有

靈活變動的空間，也因此在訓練與活動上發展出一些與貝登堡童子軍不同之處。

 
17 “The Boy Scouts,” p. 665. 
18 “Local And General News,” p. 155. 
19 “Baden-Powell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 Jun. 1911, p. 610. 
20 由於龍團於 1911 年 1月改名為貝登堡童子軍上海第一團，此後在相關報導中便改稱其為貝

登堡童子軍（Baden-Powell’s Boy Scouts 或 Baden-Powell Boy Scout），而基督少年軍所屬的

「第一團」則被稱為上海童子軍（Shanghai Boy Scouts），本文為配合歷史脈絡，之後將以此

二名稱來稱呼這兩個團體。 
21 “Shanghai Boy Scouts: Chief Scoutmaster’s Report For The Year ,”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6 Oct. 1912, 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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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訓練上，童子軍本身就頗為強調參與者對於自身所屬國家、宗教的認同，這點

清楚展現在童子軍的諾言，童子軍諾言是每一位參與者在宣誓正式成為童子軍一

員時皆需背誦的內容，代表著童子軍運動的核心，它要求所有成員「憑我的榮譽，

我承諾：將盡力完成對於神和國王的責任；隨時隨地扶助他人；遵守童子軍規律」，

22因此，對於自身國家的認識也是童子軍考驗中重要的一環，在貝登堡童子軍，

團員必須認識英國國旗的組成，而上海童子軍則要求團員認識任意六個國家的國

旗，這點顯示出上海童子軍的團員組成或許不是以英籍為主，而是包含了許多不

同國籍的成員，也反映當時公共租界多元的國籍組成。23在活動上，雖然如前所

述，上海童子軍在創立之初就強調獨立於教會之外且不干涉團員的宗教背景，然

而，從相關史料中其實還是能看到特定的宗教人士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貝登堡

童子軍也不例外，這點可能與當時租界地區的宗教文化以及前述諾言中所強調對

於宗教的重視有關。 

上海童子軍方面，與新天安堂（Union Church）關係緊密，服務於該堂的牧

師達文特（Rev. C. E. Darwent）在童子軍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天安堂起源於

原山東路天安堂，屬公理宗（Congregational Church）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86 年該堂的英美僑民於蘇州河畔另建新天安堂，原天安堂則留給華

籍信徒使用。新天安堂做為公共租界除聖公宗以外，信奉新教各派僑民的聯合禮

拜堂，24其融合了各國僑民的多元特性明顯反映在之後童子軍團的組成上，即前

面曾指出該團的國際性質。而根據上海童子軍創立後的首次年度報告指出，最初

決定成立上海童子軍的會議，正是在達文特的倡議下召開。達文特長期參與基督

少年軍的活動，其所在的新天安堂也是基督少年軍隸屬的教堂，25因此，在基督

少年軍支持下成立的上海童子軍自然與新天安堂關係密切，許多活動中都假新天

安堂舉行，達文特也長期擔任童子軍委員會的成員。26與上海童子軍不同，貝登

堡童子軍與上海聖三一主教座堂（Holy Trinity Church）關係密切，該堂屬英國聖

公宗，1875 年維多利亞女王將該堂升格為主教座堂，歸坎特伯里大主教直接管

理，由於宗教地位崇高，在旅滬英國聖公宗信徒的宗教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

成為上海重要的外僑社交中心之一。27該堂主任牧師沃克（Dean Rev. A. J. Walker）

 
22 “Shanghai Boy Scouts,” p. 766. 
23 “Th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8 Oct. 1910, p. 234. 
24 參見〈第二節 差會所屬教堂〉，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 
/DFZ/Info?idnode=75317&tableName=userobject1a&id=92055），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8。

〈第三節 獨立性教會所屬教堂〉，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 
DFZ/Info?iDnode=75317&tableName=userobject1a&id=92056），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8。 
25 “The Boys’ Brigade,”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8 Nov. 1924, p. 238. 
26 “Shanghai Boy Scouts: Annual Report,”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4 Nov. 1911, p. 276.  
27 參見〈第二節 差會所屬教堂〉，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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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童子軍活動相當熱衷，不僅主持貝登堡童子軍的宣誓與宗教相關活動，亦參

與 之 後 成 立 的 上 海貝登堡童 子 軍 協 會（ Shanghai Baden-Powell Scouts’ 

Association）。28除此之外，伴隨著國家認同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整個童子軍團的

對外活動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以貝登堡童子軍來說，由於成員以英籍為主，且

宗教信仰也偏英國國教聖公宗，因此與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關係相對密切，在總

領事館舉行的重要活動中經常能看到貝登堡童子軍參與服務工作，例如在 1911

年 6月間為甫繼位的喬治五世所舉行的慶生與慶祝加冕等兩場活動中，便都能看

到貝登堡童子軍擔任升旗與護衛工作。29此外，時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的法磊斯

曾親自擔任貝登堡童子軍的領袖（Chief Scout），積極參與相關活動。30相對於

此，上海童子軍則經常參與其他國家駐滬總領事館的活動，例如同樣在 1911 年

6月間丹麥駐上海總領事館為丹麥國王婓特烈八世（Frederik VIII）舉行的慶生活

動上，便可見上海童子軍擔任護衛工作。31 

 

 

 

第二節   中國人的童子軍 

 

隨著威海衛、上海等租界出現了中國境內最初的童子軍團，雖然當時的參與

者仍以外籍僑民為主，然而童子軍的宗旨、訓練方法等資訊已由此傳入中國，透

過報章雜誌的宣傳與部分社會菁英的倡議，最終促成以中國人為主的童子軍團開

始出現，童子軍運動也逐漸在中國拓展開來。 

以中國人為主的童子軍團之出現，目前主流說法咸認為是由嚴家麟於 1912

年 2月 25日創始。一般大眾所熟知的故事大致如下： 

嚴家麟（1890~1949），別號嘉林，湖北省武昌人，清光緒 16 年 3 月 4 日

出生於漢口，是中國童子軍創始人。他世代耕讀傳家，至其父賴經商謀生。

幼年就讀私塾及教會小學；中學時就讀漢口聖公會主辦的歌頌學堂及文華

書院；後進入備館（大學預科）及文華大學正科。……。宣統三年（1911）

 
28 “Local And General New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9 Apr. 1911, p. 305. “The 
Baden-Powell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3 May. 1911, p. 441. “Shanghai 
Baden-powell Scouts’ Associa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1 Oct. 1911, p. 169. “From 
The Pulpit”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5 Jul. 1914, p. 260. 
29 “Local And General New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0 Jun. 1911, p. 706. “King 
George V, The Coronation Day,”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4 Jun. 1911, p. 819.  
30 “Baden-Powell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 Jun. 1911, p. 594. 
31 “Local And General News,” p.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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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校長（翟雅各，Rev.	James	Jackson，1851-1918）所給之英國童子軍的

小冊子和圖書館創辦人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女士所

給之美國童子軍的小冊子，發現童子軍教育所孕育的自由、平等、犧牲、

服務等精神，正是當時青年學生所亟需。（當時文華書院的學生很多是仕

宦世家，志氣消沈，缺乏進取精神）於是把英、美童子軍的誓詞、規律、

三級訓練標準等加以翻譯，取其所長，在幼童部創設了文華童子軍。民國

元年（1912）2月 25 日集合全校師生於公書林（圖書館）舉行宣誓禮，正

式成立童子軍組織，即我國童子軍第一團。以後並訂 2月 25 日為中國童

子軍創始紀念日（又稱思源日）。……。民國 14 年赴美進修，獲哥倫比

亞大學學位。民國 16 年返國，仍致力於童軍教育研究，……。民國 31 年

2 月 25 日在四川重慶市，中國童子軍總會採納童子軍榮譽評判委員會之

評定，獲頒「中國童子軍創始人」之榮譽章，全國童子軍並呈獻「萬里杖」

以示尊敬。民國 32 年，應教育部之邀，於重慶籌設並主持國立童子軍師

範學校，抗戰勝利該校遷至武昌。民國 36 年因病請辭校長。民國 38 年武

昌陷共前，傳聞已因病逝世。32	

上述關於嚴家麟生平之說明，出自國立編譯館編審的《教育大辭書》，可以說代

表著官方對於中國童子軍創始的正式說法，亦最為大眾與研究者所熟知。然而，

與嚴家麟本人在幾篇不同的文章中所陳述之興辦童子軍經過做比較，筆者發現當

中的內容基本上與 1948 年刊載在《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上的〈我怎樣

舉辦中國童子軍〉一文大致相同，32但與嚴氏更早之記述則有相當出入。為何會

有這樣的狀況以及事實的真相究竟為何？以下將從幾個不同的面相進行分析。 

首先，在時間上，1912 年 2月 25日目前被視為是嚴家麟首先組織童子軍的

重要日子，然而，在目前所找到的幾筆史料中，可以發現要在這個時候組織一項

新的青少年活動，實際上或許是有困難的。事實上，文華大學自辛亥革命以後，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因戰亂波及而不得不停課，同時，有部分學生遷移到遠

離戰事的上海。在 1911 年 11月 4日（辛亥年 9月 14日）的《申報》曾有以下

記錄： 

武昌文華大學校為美國聖公會所設。……。此次鄂亂，該校本欲照常上課，

奈多數學生年齡太幼，槍林砲雨中，為免驚惶，不得已暫時停課，現來滬

 
32 謝美連，〈嚴家麟〉，最後檢索日期：2020.01.26。嚴家麟，「字瑞芝」，在 1921 年出版的

《第六期 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中可見其名及字被列入武昌文華大學的教員名錄。由於目前所見

相關資料中未見其字的紀錄，故在此說明。參見中華續行委辦會主編，《第六期 中華基督教會

年鑑》（上海：中華續行委辦會，1921），頁 327。 
32 嚴家麟，〈我怎樣舉辦中國童子軍〉，《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3（上海，

1948），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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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有四、五十人。……。公議立一文華旅滬學會，附設英文夜課，……。

惟聞此次來滬者不只四、五十人。33	

而學校的復學，並不是在戰事結束後便馬上恢復。在 1912 年 1月 30日的《南華

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曾報導：「武昌文華大學校長詹姆斯・傑

克森博士，已經回到武昌，並準備於 3月 4日重開學校。」34另外，在同年 3月

30日的北華捷報中也有曾報導：「學校已於本月初重開，	……	但尚有許多來自

於中國各地的學生仍對返校有疑慮，相較於去年的四百名學生，文華大學目前僅

有二百二十名返校……。」35從上述兩則報導中，可以清楚看到文華大學最早應

是在 1912 年的 3月初才復學，而且即使開學了，還是有部分學生尚未回到學校，

顯示當時的社會狀況尚未完全回穩。上述的這些紀錄，筆者認為正好可以證實目

前公認嚴家麟在 1912 年 2 月 25 日創辦中國童子軍的說法是有疑問的，主要由

於當時學校根本尚未復學，又如何能將學生集合起來並舉行活動。 

接著，關於創辦的過程，目前主流說法認為他從文華大學校長翟雅各以及文

華公書林創辦人那裡得到英、美兩國關於童子軍的活動的相關書籍，並將相關內

容翻譯成中文，藉此認識到童子軍活動，從而開始組織童子軍活動。然而，根據

嚴家麟 1915 年出版的《中華旗語》一書，書中嚴氏的自序卻有不同的描述，序

言中指出：「民國二年，校長翟君雅各命麟赴上海英人童子軍中調查童子軍辦法，

以備歸後為本校童子軍之組織。……。返校已民國 2年 2月矣，比時組織文華童

子軍，教授法均按英美定章。」36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到當時嚴家麟是在文華大學

校長翟雅各的安排下，到上海去接受訓練，學習童子軍的組織方法，而非如前所

述，從相關書籍中學到童子軍組織辦法後便有能力在校興辦童子軍團。類似的記

錄，也出現在 1913 年 11月 25日《北華捷報》的一篇讀者投書，文中指出：「今

年 1 月，我們派遣兩名高年級學生前往上海，接受上海童子軍威爾許先生（Mr.	

G.	R.	Welch）訓練，他們在當地停留將近一個月，並在 2月返回，他們在文華大

學組織了中國的第一團童子軍。」37該篇文章作者署名為「Archie T. L. Tsen」，

根據筆者考證，作者應為時任文華大學預科教務長的陳宗良，38以其當時所任職

 
33 〈文華大學校學生之精神〉，《申報》（上海），1911 年 11月 4 日，第 2 版。 
34 “Northern Note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Kong) 30 Jan. 1912, p. 8. 
35 “Changes At Wuchang: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0 
Mar. 1912, p. 848. 
36 嚴家麟，《中華旗語》（武昌：文華大學校，1915），頁 1-4。 
37 Archie T. L. Tsen, “Chinese Boy Scouts: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25 Oct. 1913, p. 277. 
38 陳宗良，字中樑。生於湖北漢口。畢業於武昌文華書院。曾任文華書院敎員及文華雜誌編

輯、文華敎育界經理。宣統三年，自費遊美，於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敎育。民國元年，取得學士

學位及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科畢業文憑。同年，回國擔任武昌文華大學預科敎務長。北京清華學

校編，《遊美同學錄》（北京：清華學校，1917），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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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他的說法當是值得參考的。綜合上述兩人的說法，可以發現嚴家麟應該就是

陳宗良所說的兩名高年級學生之一，並且是文華大學校長翟雅各為了之後在校內

興辦童子軍，始於 1913 年 1月間遣其赴上海接受童子軍訓練，學習組織方法，

後於該年 2月返回學校後開始組織童子軍團。值得注意的是，陳宗良一文所提及

的上海童子軍威爾許先生，正是公共租界上海童子軍的團長（Scoutmaster），由

此可以看到租界外僑童子軍與中國童子軍的淵源。 

透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目前將中國童子軍首創日期訂於 1912 年 2月 25日

的說法是有誤的，根據上述的相關史料，正確的年月最早應該是 1913 年 2月左

右。不過，確切的日期，在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中，仍無有利證據能夠確定。 

在嚴家麟於文華大學組織童子軍的同年，於上海租界其實另有一個以中國人

為主的童子軍團正在組織，此一童子軍團由華童公學（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

校長康普（George Samuel Foster Kemp，1878-?）於華童公學創辦。康普畢業於

英國牛津大學，在取得教育學位後，1904 年受聘來華，在上海華童公學擔任資深

助理教師（Senior Assistant Master），1909 年起接任校長，此後持續擔任校長一

職務近 26 年，直到 1933 年始退休，並離華返英。39康普長期參預租界華童教育，

不僅華童公學在其主持下發展良好，其對中國童子軍運動的貢獻亦不容小覷。目

前所查到有關華童公學創辦童子軍最早的記述出現在 1913 年 7 月 19 日北華捷

報的一篇報導中，當中指出：「在過去幾個月間，一個由三十名中國男孩組成的

童子軍團已經成立，多數為華童公學或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School）的學生。」

40儘管沒有指出確切時間，但可以看到成立的時間應是在 1913 年 7 月以前的幾

個月內。類似的紀錄也出現在同年 10月的一篇報導中，當中引述康普的演講，

指出： 

在康普先生簡短的演講中，他略述了中華童子偵探會（The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後有譯為中華童子軍協會）的成立與方法。雖然他已

有組織一個中國童子軍團的想法超過兩年，但直到公共租界工部局慷慨同

意出借場地，這項計畫才得以付諸實踐。在五月，由數名來自於華童公學

的學童組成童子軍團。41	

此一報導不僅將華童公學成立童子軍的時間縮小至 1913 年的 5月，也指出組織

童子軍的想法已經經過至少兩年的醞釀，只是在各方面條件成熟後才得以實現。

另外，在康普本人所撰寫的一篇關於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文章中，對於最初成立

童子軍的過程也有所描述：「那是在 1913 年的 4 月，一小群熱心的支持者，齊

 
39 “Mr. Foster Kemp To Retire,”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8 Jan 1933, p. 96. 
40 “Chines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9 Jul 1913, p. 213. 
41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9 Jul 1913,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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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上海工部局華童公學，組成了一個協會（Association，當指中華童子偵探會），

並在一段時間內，滿足於僅監督一個由該校學生所組成的童子軍團之發展。」42

綜合上述三段內容，可以大致描繪出華童公學組織童子軍的過程，是在一群熱心

者的支持下，先在 1913 年 4月有中華童子偵探會的成立，而後於隔月以華童公

學的學生為基礎組織了童子軍團，並將該團置於中華童子偵探會的監督之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 1940 年代以後，關於華

童公學成立童子軍的過程，開始出現一些與前述不同的故事，主要出現在中文的

刊物上，其中最為詳盡的記述出現在黃其劉 1948 年所撰寫的〈華童公學童子軍

之創始〉一文，文中如此描述： 

民元四月其劉方讀於華童公學，同學謝芝庭、周大綸、壽柟三君讀字林西

報載有英國童子軍活動消息，即舉以詢諸監院英人康普君。君既為詳釋其

意義及組織，復示意謝君等從從事組織中國童子軍。是年暑假組織成功，

報名加入者可三十餘人，聘西童公學教員古安得君擔任教練。復由康普君

之竭力提倡，青年會中學希爾君聖約翰中學諾登君相繼響應，先後組織。

是年九月首創童子軍之彼登堡中將有遠東之遊，順道來滬視察吾國童子軍，

乃由英國領事召集，就領館草坪受彼氐檢閱。參加者第一隊為華童公學，

第二隊為青年會中學，第三隊為聖約翰中學共計七拾一人。是年秋季中華

童子軍協會成立。43	

該文不僅將童子軍團成立時間定在民國元年，且說是先有童子軍團，始成立中華

童子軍協會，與上述以早期英文報刊資料綜合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該說法亦可

見於黃建勛的〈華童公學略史〉一文，當中指出：「民國元年，吾校學生二人偶

見報載歐美童子軍情形，乃召集同志一、二十人，組織中華第一對童子軍，經校

長康普先生暨隊長魯賓蓀先生，熱忱指導訓練，成績極佳。」44那麼，究竟哪一

個說法為真呢？根據目前研究，筆者較傾向於認為前一種說法更為接近歷史事實，

原因有二。其一，對於前一種說法，目前有更多民國初年的報刊資料能夠佐證，

由於時間上更為接近，可信度也更高。其二，上引黃其劉所寫的〈華童公學童子

軍之創始〉一文，記錄了華童公學童子軍於 9月在英國領事館接受世界童子軍創

始人貝登堡的檢閱，然而此項紀錄明顯是有誤的。首先，貝登堡確實曾在 1912

 
42 G. S. F. Kemp,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 Jul. 1915, p. 
434. 
43 黃其劉，〈華童公學童子軍之創始〉，《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3（上海，

1948），頁 50-52。文中的中華童子軍協會一名為該會中後期所使用之名稱，英文全名為 The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最初曾譯為中華童子偵探會。參見“Chinese Boy Scouts,”, p. 
213. 
44 黃建勛，〈華童公學略史〉，《華童公學校刊》，1（上海，1933），頁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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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上海訪問，然而時間並非在 9月，而是在 4月。45其次，貝登堡在返國後曾

將此次訪問過程撰寫成調查報告，當中與中國的童子軍活動有關之描述僅寥寥數

語，指出：「在中國與日本，童子軍協會與由歐裔兒童組成的童子軍團已經有了

良好的開始，並且自我訪問以後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46倘若當時已經發展出

完全由中國人所參加的童子軍隊伍，在此一報告中應當有更多的紀錄。而且，關

於貝登堡訪華一事，在當時的《北華捷報》有相當篇幅的報導，當中僅提到上海

童子軍、貝登堡童子軍以及貝登堡女童子軍出席了檢閱儀式，而並未提及華童公

學或是相關的華人團體曾出席。47由此，筆者認為黃其劉所說華童公學童子軍曾

接受貝登堡檢閱一事是有誤的，而該文連接受貝登堡檢閱如此重要的事件都出現

錯誤紀錄，更不免讓人對該文的其他內容產生質疑。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確認嚴家麟創辦童子軍的時間當非如目前主流說法，

認為是在 1912 年 2月 25日，而應該是在 1913 年 2月左右，不過確切的日期目

前仍沒有關鍵性的史料能夠確認。在康普創辦童子軍的部分，正式成立的時間應

該是在 1913 年 5月之間，而且是先有中華童子偵探會的成立，才以華童公學學

生為基礎組織童子軍。由此可知，雖然目前一般所認為嚴家麟創辦童子軍的日期

是不正確的，但若細究時間，嚴家麟在文華大學校創辦童子軍的時間，仍較康普

要早 3 個月，所以，目前以嚴家麟作為中國童子軍的創始人的說法仍然是適當

的。 

 

 

 

第三節   中華童子偵探會 

 

    在武昌與上海於 1913 年先後成立以中國人為核心的童子軍組織後，可以說

童子軍運動正式在中國落地生根，不過，仔細觀察兩地的童子軍發展狀況，可以

發現上海方面有更快速的發展，筆者認為除了與上海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入

口以及當地本就有的童子軍運動淵源有關外，中華童子偵探會創立之初即建立起

的科層體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先成立協會型態的組織，才在其下成立童子

軍團；這種科層體系也是與武昌方面最大的不同，讓之後希望參與童子軍活動的

 
45 “General Baden-Powell: Boy Scouts' Review,”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0 Apr. 1912, 
p. 144. 
46 Robert Baden-Powell, Report on Boy Scouts Overseas (London: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1912), p. 3. 
47 “General Baden-Powell: Boy Scouts' Review,”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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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不需從頭開始，而能夠透過加入中華童子偵探會，快速取得所需的資源。相

對於此，中華童子偵探會也能藉由更多團體的參與來加快發展，雙方共生互利，

共同推動上海方面中國童子軍的快速發展。以下，將主要關注康普所倡議成立的

中華童子偵探會與其轄下童子軍團的發展。 

     1913 年 4 月 19 日，《北華捷報》報導了中華童子偵探會成立的消息，報

導中指出成立該會的目的，最主要是希望在上海租界的華人社群推動童子軍運動，

其次也希望將童子軍運動推廣到中國各地。而在籌備過程中，上海公共租界的外

僑童子軍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過與嚴家麟接受上海童子軍訓練不同，該會則

受到了貝登堡童子軍相當大的幫助。康普在一次中華童子偵探會的會議中，曾清

楚表示該會在創立之初受到貝登堡童子軍團長史都華（A. Stewart）、助理團長羅

胥（Roach）以及其他指導員「有價值的（valuable）」的協助。其中，史都華更

在協會成立後擔任團長一職，雖然在 1913 年底便交棒，但仍持續擔任協會的執

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委員。 

    在組織上，中華童子偵探會創立之初便設有名譽性質的會長、副會長等

職，而實際會務則交給另外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執行，由康普長期擔任委員會的

主席，而會長等職則邀請當時上海華界的名士出任，最初由鍾文耀擔任會長、

薩鎮冰任副會長，此一設計或許是為了幫助會務推展。鍾文耀為清末首批官派

留美幼童之一，耶魯大學畢業，返國後曾服務於上海海關道台，後加入政府鐵

路事業，於伍廷芳麾下工作，1893 年赴美擔任中國駐華盛頓公使館秘書兼翻

譯，1903年調馬德里任代辦（chargé d'affaires），1904年調任駐馬尼拉公使，

1905 年返國後擔任天津知府，1906 年起長期掌理滬寧鐵路逾十年，期間曾同時

掌理輪船招商局（1907-1910）及滬杭甬鐵路（1914-1916）。48薩鎮冰為晚清、

民初著名海軍將領，曾入福建船政學堂，畢業後奉派赴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

深造，歸國後任天津水師學堂管輪班正敎習，其後陸續調升，曾任軍艦艦長、

駐廣東南澳鎮總兵、北洋水師統領、廣東水師提督、海軍大臣、海軍總司令等

要職，民國成立後，曾任吳淞商船學校校長，1913 年調任淞滬水陸警察督辦。
49從上述的簡介，可以看到兩人不僅皆有赴外留學經驗，且在清末、民初都曾

任要職。這可能正是兩人獲邀的原因，由於官居要職，能提供向中國人宣傳所

需的知名度與影響力，而留洋的經驗，也讓他們更樂於接觸新事物，從而對於

推動童子軍運動的發展更能有所助益。雖然因為中華童子偵探會的目標在推動

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發展，因此需要一些中國知名人士擔任領袖人物，不過，

該會畢竟仍是以租界為基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還是相當重要的，因此，

 
48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Who's Who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p. 
119. 
49 A. R. Burt, J. B. Powell, Carl Crow, Biographies of Prominent Chinese (Shanghai: Biographica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25),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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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亦邀請了時任工部局董事會總辦的雷弗森（W. E. Leveson，1906-1919 在

任）同任副會長。50 

    在發展上，最初是以華童公學或英華書館的學生為基礎，在 1913 年 5月間

組成了第一個隸屬於協會下的童子軍團，定名為「中華童子偵探上海第一團（The 

1st Shanghai Troop of Chinese Boy Scouts）」，有約 30名成員，以華童公學為總

部。51到了 11月，團員增加至 61 人，共分成七個分隊，除了前述兩校的學生外，

也開始有上海中國青年會（Chinese Y.M.C.A.，後簡稱青年會）的成員參與。另

外，還有一個 7名成人組成的分隊，來此接受訓練以備成為指導員或幹部。而幹

部方面，主要由四人來帶領團隊活動，分別是一名團長（英籍）、兩名助理團長

（英、美籍各一）以及一名榮譽外科醫生（honorary surgeon，中國籍，領有英國

醫療資格）。在訓練上，由於與貝登堡童子軍關係密切，因此訓練與考試內容大

多與貝登堡童子軍相同，主要包括繩結、急救、信號傳遞、基本教練與烹飪等。

不過，畢竟國情不同，訓練內容也並非全數照本宣科，還是有做因地制宜的調整，

像是將烹飪項目改為中國菜餚，以符合參加者的生活習慣。52到了 1914 年 1月，

原隸屬於第一團的三個分隊（當時已增加為八個分隊）獨立成第二團（2nd Shanghai 

Troop），有團員二十五人，並以青年會為總部。53同年底，在相關報導中可以看

到，中華童子偵探會單所轄童子軍再增至四團，人數在 150 人之譜。54到 1915 年

5月為止，該會單在上海已轄有童子軍五團，除原有兩團外，又新增聖約翰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滬北公學（Baptist College）以及聖約翰青年會學校（St. 

John’s Y.M.C.A. School）等三團，人數超過二百人。55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童子

軍運動在上海方面，因著中華童子偵探會的引領，確實有顯著進展。值得注意的

是，當 1914 年中，黃憲昭（又名黃新，Hin Wong）於廣東高等學校（Kwangtung 

College）創立童子軍後不久，56該團便向中華童子偵探會申請隸屬與尋求建議，

而上海方面也同意，並提供諾言、規律的複本及臂章等，顯示該會不僅在上海佔

 
50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 
/DFZ/Info?idnode=64501&tableName=userobject1a&id=58073），最後檢索日期：2020.02.01。 
51 “Chinese Boy Scouts,”, p. 213. 
52 “Chines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5 Nov. 1913, p. 538. “Chines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6 Dec. 1913, p. 772. 
53 “Chines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3 Jan. 1914, p. 45. “Chinese Boy 
Scout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3 Feb. 1914, p. 5. 
54 “Local And General,”The Shanghai Times, (Shanghai) 14 Dec. 1914, p. 4. 
55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8 May 1915, p. 421. 各校
中文名稱參考〈中華童子軍上海支會報告〉，《中華童子軍》，1：幼童號（上海，1919），頁

29-32。 
56 黃憲昭，曾留學美國，耶魯哥倫比亞外交學專科畢業，曾於檀香山擔任報刊編輯，1912 年回

到中國，曾擔任路透社通信員，1915 年任廣東高等學校校長。參見北京清華學校編，《遊美同

學錄》，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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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領袖位置，由於組織完備、發展快速，在中國其他省份的童子軍運動發展上亦

具有一定的領導地位。57 

 

 

 

 

 

 

 

 

 

 

 

 

 

 

 

 

 

 

 

 

 

 

 

 

 

 

 

 
57 “Kwangtung Notes,”Peking Daily News, (Beijing) 12 Jun. 1914, p. 4.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9 Dec. 1914, p.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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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童子軍運動的擴張與在地化   

（1915-1917） 

 

    童子軍運動，在透過威海衛、上海等地租界的英人社群帶入中國後，很快便

經由教會學校與租界的對華教育體系等管道開始為中國人所知。1913 年，最早

以中國人為主的童子軍團先後由武昌文華大學與上海華童公學成立。其中，又以

上海方面的發展更為快速，主要由於創辦初期便有計劃且系統性的建立起一套以

中華童子偵探會為中心的科層管理體制，使之後欲參與童子軍活動的團體能夠透

過加入該會來取得所需資源，而不需自行從頭開始發展。透過這種合作、互利的

發展方式，中華童子偵探會遂得以快速推動童子軍運動在上海的發展，並開始嘗

試將觸角延伸至其他省份，截至 1915 年 5月初，該會單在上海已轄有童子軍五

團，包括華童公學、青年會、聖約翰大學、滬北公學以及聖約翰青年會學校等，

人數超過二百人。另在廣東有廣東高等學校一團。 

    儘管上海方面的童子軍發展已有相當成果，但若把視野放大到整個中國，可

以發現童子軍運動仍舊集中在早期開始發展的幾個地區，並沒有顯著的擴散，同

時主導的單位仍以租界、教會系統的教育機構為主，沒有更多中國地方性的教育

機構參與。那麼，這樣子的情況是如何出現改變的呢？本章將嘗試從四個方面探

究此一問題。首先，將聚焦在 1915 年於上海舉行的遠東運動會，探討中國的童

子軍運動如何利用這項大型、且為時人所矚目的國際性活動，藉由將童子軍演訓

變成運動會的主要節目之一，讓更多中國民眾有機會從報章雜誌的報導認識到童

子軍活動的內容與優點，從而為童子軍的進一步發展奠下基礎。其次，將探尋

1915 年前後在上海以外的地區，所開始出現的一波興辦童子軍的熱潮，嘗試說

明此波熱潮出現的原因與當時的發展情形。之後，伴隨這波童子軍的興辦熱潮，

政府教育單位似乎也因而開始注意到童子軍運動，並進而嘗試透過具半官方性質

的地方教育組織來介入童子軍活動，藉由成立新的統合性組織，為之後主導童子

軍發展方向埋下伏筆。因此，本章也將探究政府單位在這個階段如何開始注意到

童子軍活動並開始逐步介入。最後，將比較中華童子偵探會、無錫童子軍聯合會

與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等領導性童子軍組織的各項規制，觀察童子軍文化在中國的

傳承關係，並探尋各個發展階段，隨著領導團體的不同，各組織是否將原始的童

子軍規制內化，從而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童子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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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遠東運動會與童子軍運動 

 

    1913 年，遠東運動會首次於菲律賓舉行，最初有菲律賓、中國及日本等國參

與。該會是由菲律賓每年舉辦的賽藝會衍生而來，是東亞第一個大型、國際性運

動賽事。更是中國首次派遣運動員參與的國際型賽事，比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

會更早，因此具有重要意義，在當時備受公眾矚目。遠東運動會以當時已舉辦過

五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模仿對象，除了定期舉行外（1913 年至 1927 年每兩年

舉辦一次，1927 年起改為三年一次，1930 年起再改為四年一次，與奧林匹克運

動會交叉舉辦），同樣由各會員國輪流舉辦。不同之處在於運動會的主辦單位是

由各成員國組成的遠東體育協會，該協會會由各國輪流主持，以辦理當屆於本國

舉行的運動會，與奧運會的組織稍有不同。此外，在比賽規則上亦大致按照奧運

會的成規。1934 年，由於日本執意欲將滿洲國納為遠東運動會的參與國之一，導

致中國退出，遠東運動會因而停辦。從創辦到結束，遠東運動會共舉辦過十屆，

其中，中國曾主辦 1915 年、1921 年及 1927 年等三屆，大會場地皆設在上海。1 

    1915 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大會自 5月 15日起至 5月 22日

止，共為期七日。2期間除了各項體育競賽外，童子軍也被列為主題活動之一，在

第四日舉辦了童子偵探隊大會操，針對指定項目進行演練競賽，比賽項目包括放

箏、搭帳、救護、造橋、射擊、傳號、斥候、擊劍、鑽木取火等數項，都是童子

軍活動中重要的訓練項目。當時共有中國籍童子軍 250 人參與，按照學校分為華

童公學、青年會、聖約翰大學及廣東高等學校等 4隊，另有外國籍童子軍 1隊一

同演訓，但不參與競賽。在各項演練中，每位童子軍皆表現出高度專注，對於司

令發布的各項指令皆能快速反應，展現出訓練之有素，讓觀者留下相當深刻的印

象。此一活動最終由華童公學奪得第一，並由時任中華童子偵探會會長的鍾文耀

頒給獎牌。3 

值得思考的是，童子軍在民國時期雖然曾被歸類在體育範疇內，然而這種分

類法能否能獲得其他參與國的認同呢？況且童子軍操演在性質上畢竟與其他競

賽項目大相徑庭，此次參與者也僅限於本國籍的童子軍。對於師法奧林匹克運動

 
1 董首義，〈中國與遠東運動會〉，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運動技術委員會編，

《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 第二輯》（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57），頁 81-92。伍廷芳，〈遠

東運動會攷略〉，《進步》，8：3（上海，1915），頁 1-3。 
2 5月 16 日逢週日，因此未比賽。參見〈遠東運動會之秩序〉，《申報》（上海），1915 年 5
月 12 日，第 10 版。 
3 “The Far Eastern Olympic Games,”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7 Mar. 1915, p. 910.〈第

二次遠東運動會之逐日記事〉，《進步》，8：3（上海，1915），頁 17-19。〈遠東運動會之

童子軍〉，《少年雜誌》，5：6（上海，191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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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遠東運動會來說，顯然不會是各會員國合議的競賽項目之一，那麼當時遠東

體育協會為何會將童子軍操演加入正式活動日程中呢？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如

會議紀錄等能夠確認，然而筆者認為與青年會及中華童子偵探會當有相當大的關

係，首先，時任青年會國家體育總監（National Physical Director）的柯克樂（J. H. 

Crocker，1870-1959）當時也兼任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幹事，4在實質上主導安排運

動會的各項事務。5雖然有關他與中國童子軍活動的資料較少，然而從部分資料

可以發現柯克樂對於童子軍運動確實有所涉獵。6同時，由於其所屬的青年會對

於童子軍的參與甚深，相當早便成立童子軍團，並加入中華童子偵探會。因此，

童子軍操演被納入遠東運動會一事，或有可能是青年會內童子軍相關人士單方面

的決定，或是與中華童子偵探會討論之後的結果，並經由柯克樂來執行，為的是

透過遠東運動會，增加童子軍的曝光度，以達到宣傳童子軍運動的目的。其次，

如前所述，中華童子偵探會雖由外人主導，但仍設有榮譽性的會長、副會長等職，

此次童子軍操演得以被納入，這些名仕的支持可能也有所幫助，當時包括會長鍾

文耀、副會長薩鎮冰、虞洽卿等人都列名第二屆遠東運動會贊成員，而同樣列名

贊成員還有黎元洪、熊希齡、張謇等人，袁世凱也以大總統的身份列名特別贊成

員，顯示出當時北京政府對於此一活動的重視。因此，倘若有柯克樂以其職位之

便，再加上鍾文耀等人的支持，要將童子軍活動變成遠東運動會的主要活動之一

應非難事。 

    第二屆遠東運動會，由於為當時少見的國際性運動賽事，不僅獲得北京政府

及地方要員的大力支持，如袁世凱及黎元洪皆以個人身份捐贈數千元予遠東體育

協會。7也吸引了中國全國上下對於此項活動的關注，各大報章雜誌在活動期間

 
4 柯克樂，全名為 John Howard Crocker，於麻薩諸塞州基督教青年會體育訓練學校（Y.M.C.A.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College）取得碩士學位。1894 年獲派為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

阿默斯特（Amherst）鎮青年會的主任秘書，其後陸續任職於多個青年會分會。1908 年為加拿

大組織了第一支正式代表隊參與倫敦奧運。1911 年來華，任職於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5、

1919 年兩度主導中國參與遠東運動會事宜。1930 年以國家體育總監之職退休，合計在基督教青

年會體系中服務近 36 年。參見“The J. Howard Fonds AFC 62 Fonds Descriptio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Western Archives, https://www.lib.uwo.ca/files/archives/archives_finding_aids/ 
AFC_62_-_J_Howard_Crocker_fonds.pdf (accessed May 10, 2021) 〈遠東運動會消息〉，《申

報》（上海），1918 年 5月 10 日，第 10 版。 
5 J. H. Crocker, “J. H. Crocker, National Physical Director, China.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 30, 1914”,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http://purl.umn.ed 
u/194335(accessed April 3, 2021) 
6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教育研究》，19（上海，1915），頁

3。 
7 J. H. Crocker, “J. H. Crocker, National Physical Director,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hina.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 30, 191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http://purl.umn.edu/194240(accessed April 3, 2021) J. H. Crocker, “J. H. Crocker, 
National Physical Director, China.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 30, 1914”, (accessed April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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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相關報導。其中進步雜誌社出版了一期第二屆遠東運動會的專刊，當中對於

遠東運動會的緣起、本屆活動期間每日的情況以及最終的比賽結果都有詳盡的紀

錄，是了解第二屆遠東運動會的重要史料。而童子軍運動由於參與了遠東運動會

的活動並在會中服務，8在全國上下皆對運動會相當關注的氛圍下，確實也藉此

機會，透過與會觀眾的實際所見以及報章雜誌的報導，而讓更多人認識童子軍活

動的內容與優點。當時《進步》雜誌特製遠東運動會專刊刊登了數篇童子軍相關

文章。例如鍾文耀的〈論童子偵探隊〉一文，除了簡介童子軍的起源外，也描述

童子軍在運動會上操演時紀律之嚴明，「步伐進退，儼若成人，見者驚嘆」。同

時，他也指出童子軍訓練目的在養成青年高尚優美之人格，並強調童子軍訓練決

不涉及軍事，希望民眾不要因爲這方面的誤解而對於參與童子軍有所顧忌。9另

外，中華童子偵探會書記員費家祿介紹童子軍起源與中華童子偵探會的文章，文

中特別強調童子軍訓練不涉軍事範圍，顯然也欲藉此機會宣傳童子軍運動並化解

時人對於童子軍涉及軍事的誤解。10 

除了《進步》雜誌，在其他的報刊雜誌中亦有當時親自到現場觀賞者所寫的

文章，反映出會中童子軍的活動情況以及時人對於童子軍的看法。例如在江蘇第

三師範學校學生所寫的〈參觀遠東運動會第一次報告〉中，當時由學校派往上海

參訪的學生就對童子軍操演時的敏捷身手及鎮靜態度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11而

在《學生雜誌》的相關報導中，也描述了童子軍「操演活潑，精神振作，後與外

國童子軍兩隊參合，演技競爭，尤形激烈」。12此外，在《少年雜誌》中，記者

甚至特別針對遠東運動會中的童子軍操練撰寫文章，描繪當時的景況，指出「觀

者人山人海，拍掌之聲如雷動，多說道遠東運動會，唯有童子軍會操最為出色。」

最後並以問句作結，反問讀者「少年諸君，也有願充童子軍的嗎？」儘管寥寥數

言，卻表現出對於童子軍活動的高度肯定。13綜合來看，當天的童子軍操演確實

表現優異，使觀者留下了相當良好的印象。而這些正面的回饋更帶來了非常好的

宣傳效果，在中華童子偵探會主席康普於同年七月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便曾指出遠

東運動會確實幫助該會吸引了更多成員的參與，並為中國的童子軍運動帶來了更

大的動力，由於有太多團體受到吸引而有意參與童子軍活動，使得該會在安排新

 
8 鍾文耀，〈童子偵探隊之頌詞〉，《進步》，8：3（上海，1915），頁 7-8。 
9 鍾文耀，〈論童子偵探隊〉，《進步》，8：3（上海，1915），頁 10-11。 
10 費家祿，〈童子偵探隊之說明〉，《進步》，8：3（上海，1915），頁 6-7。 
11 〈參觀遠東運動會第二次報告〉，《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3：3（無錫，

1915），頁 8-9。 
12 〈參觀遠東運動會記略〉，《學生雜誌》，2：6（上海，1915），頁 3。 
13 〈遠東運動會之童子軍〉，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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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與提供訓練資料上一時間措手不及。14另外，在隔年的《申報》報導中也提到，

過去「國人罕有知之者，去歲靶子場公園舉行遠東運動大會，有童子軍大操，童

子軍之名乃大著，風聲所播，漸及內地，而辦童子軍者始眾。」15由此可見童子

軍運動確實藉由遠東運動會的宣傳而有進一步的發展，不僅讓更多民眾認識到童

子軍，也讓童子軍運動開始逐漸拓展到上海以外的地區。 

 

 

 

第二節   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加速發展與擴張 

 

由於資料的限制，目前無法明確得知到底有哪些童子軍團是受到第二次遠東

運動會的影響而成立。然而，不論是真的受到第二次遠東運動會中童子軍操演的

吸引，抑或是通過其他管道認識到童子軍，在 1915 年前後，確實曾出現一股倡

議及興辦童子軍團的風潮，推動中國的童子軍運動步入另一個階段。例如商務出

版社發行的《教育雜誌》與《少年雜誌》便分別在 1915 年 8月刊出兩篇文章，

宣傳童子軍運動的優點，並倡議興辦，尤其是《教育雜誌》所登一文，由時任主

編的朱元善親自執筆，顯見對於此一主張的重視。16隔年，浙江省教育會發行的

教育週報亦刊出〈吾國應組織少年義勇團議〉一文，文中除了介紹童子軍的起源，

分別介紹了當時英、法、德、俄、美等國的童子軍活動，作者認為童子軍訓練除

了有切和兒童心理（指從遊戲中學習）、合乎公民教育與適合發展本能（指友愛、

合作、競爭等）等優點外，更有改善、補救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功能，包括矯正

社會上缺乏愛國心、公德心、重文輕武、無強健體魄、無科學知能的惡風，以及

補足學校教育重知識教育而不重身體訓練的缺點等。17除了為文倡議，也有許多

學校、教育單位實際著手成立童子軍團，如北京青年會便在 1915 年 6月成立北

京第一童子義勇軍，18北京清華大學也在同年成立童子軍團。19另外，如江蘇省

立第二師範學校及其附屬小學、東吳大學、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上海縣立第一高

 
14 G. S. F. Kemp,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 Jul. 1915, p. 
434. 
15 〈上海之童子軍〉，《申報》（上海），1916 年 3月 4 日，第 10 版。 
16 〈提倡少年義勇團〉，《教育雜誌》，7：8（上海，1915），頁 13-14。〈童子軍〉，《少

年雜誌》，5：8（上海，1915），頁 1-3。 
17 我生，〈吾國應組織少年義勇團議〉，《教育週報》，138（杭州，1916），頁 1-12。 
18 〈北京有童子義勇軍出現〉，《申報》（上海），1915 年 6月 24 日，第 6 版。 
19 關於清華大學童子軍團的成立與發展過程，田耕〈藤影荷香中的營帳——清華童子軍鉤沉

（1915-1928）〉一文已有討論，本文不贅。參見田耕，〈藤影荷香中的營帳——清華童子軍鉤

沉（1915-1928）〉，《晉陽學刊》，6（太原，2011），頁 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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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學校等也都在 1916 年便成立童子軍團。20藉此，可以大致看到在 1915 年前

後出現的一波童子軍倡議與興辦熱潮。不過，倘若將目光轉至無錫，當地的情形

其實更能展現出此一風潮下童子軍發展的盛況。 

無錫的童子軍運動開始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後稱第三師範附小），

由時任第三師範附小主事的唐昌言於 1915 年倡議成立，從該校發布的〈組織童

子義勇隊宣言〉中可以看到，他們認為童子軍是利用兒童活潑的天性、好奇心與

冒險心，來培養其養成勇敢、規律、忍耐、整潔等良好習慣，並增進個人知識。

文中指出東西各國教育家皆贊成此種教育並竭力提倡，而且當時上海的西人學校

早有童子軍，但中國人辦理的學校為仍未聞有此種組織，因此才決定在該校組織

童子軍，以急起直追。21籌備之初，除了派員至上海青年會觀摩，該校亦禮聘曾

在上海青年會接受童子軍訓練的顧拯來及高翔千專責組織童子軍團。由於事前準

備充分，該團成立過程相當順利，在創辦之初就有 69名學生參與。22此後，如無

錫市立第一國民學校，私立秦氏國民學校等皆繼而興辦，然而，當時各團皆各自

獨立，並未如上海方面有一個上層管理組織能夠統合各團，建立統一的訓練方法。

有鑑於此，唐昌言在 1916 年初聯絡無錫已成立童子軍團的各個學校，商議組織

聯合會，各校皆表贊同，隨後便在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召開第一次無錫童子軍聯合

大會，會中決議成立中華江蘇無錫童子軍聯合會（後稱無錫童子軍聯合會），至

此，中國第一個完全由中國人領導的地方性童子軍組織遂告成立。23 

在 1916 年發布的〈中華江蘇無錫童子軍聯合會報告書〉中可以清楚看到該

會的成立過程及會務發展等內容，報告中指出該會在成立之時便有十一團參與，

而至報告書正式發布時更已轄有有二十三團，由此可見當時童子軍運動在無錫確

曾蔚為風潮。在會務方面，無錫童子軍聯合會除了將各校納管，編定團號外，也

著手管理訓練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修訂各級童子軍訓練課程，提供各

校教練員統一的訓練標準，從而使各團各級童子軍的程度逐漸達到一致。其次，

將審定團員升級資格之權收歸聯合會，過往各團團員是否修畢各級（入團、本級、

優級）所需之課程，從而有取得各級之資格，通常由各校自行認定。而在由聯合

 
20 希三，〈童子軍之討論〉，《教育雜誌》，8：5（上海，1916），頁 12。杜定友，〈本校童

子軍〉，《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1：4（上海，1916），頁 7。〈童子軍記事〉，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10（江蘇，1919），頁 71。〈上海童子軍現狀一

斑〉，《童子軍月刊》，1：3（上海，1919），頁 1。 
21 〈組織童子義勇隊宣言〉，《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3：2（無錫，1915），

頁 250-255。 
22 〈童子義勇隊職員隊員一覽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3：2（無錫，

1915），頁 256-257。唐昌言，〈附屬小學校大事記〉，《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

誌》，上期（無錫，1916），頁 1。 
23 朱承洪，〈對於無錫童子軍之意見〉，《無錫縣教育會年刊》，1（無錫，1918），頁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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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納管後，教練員在對團員試驗合格後，須開立報告，送交聯合會由會長審定，

通過後才授與證書。透過這種做法，聯合會更能確保轄下童子軍皆有其所屬各級

所必須具備之技能，保證該會童子軍訓練之嚴謹。最後，該會將三種會議列為定

期召開，包括研究會、練習會及全體會，研究會每兩週一次，由協會職員及個團

團長參與，討論、研究訓練方法等事宜；練習會每週一次，由各團派隊長數人參

與，研習各種課程，再由他們回去指導所屬的隊員；全體會每兩個月一次，各團

須全體出席，演練各種課程。24透過以上這些措施，無錫童子軍聯合會不僅統合

了無錫的各個童子軍團，更提升童子軍訓練的嚴謹程度，使無錫成為童子軍運動

中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 

 

 

 

第三節   省級童子軍組織的成立 

 

隨著童子軍運動在中國愈形發展，希望成立一個省級、甚至全國層級童子軍

組織的聲音因此時有所聞，或受此影響，政府方面似乎逐漸認識到童子軍訓練的

優點與重要性，遂有意識的開始調查童子軍活動。其後，更由具半官方背景的地

方教育組織出面組織童子軍管理單位，嘗試統合一地的童子軍活動，其中，又以

童子軍運動最為興盛的江蘇地區（包括上海、無錫）為先，由江蘇省教育會首開

此例。25 

江蘇省教育會對童子軍運動的關注開始得相當早，1914 年前後，時任該會

副會長的黃炎培就曾到上海青年會訪問，親身觀摩過青年會的童子軍訓練，對此

一活動相當讚賞，因此，在會後便指派當時擔任該會教育研究部編輯主任的王朝

陽再到青年會參訪。26王朝陽將此次參訪經歷撰寫成調查報告，分三期刊載在江

蘇省教育會發行的《教育研究》上，全篇內容詳盡，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童子

軍確實做了相當的研究。報告中除了紀錄參訪之所見，作者從貝登堡所撰寫的《童

子警探》一書中節錄了關於童子軍組織方法的部分，另外，也簡介了英、俄、法、

德與其他數個國家的童子軍發展狀況。各國由於政情、民情各異，分別發展出不

同的目標與訓練方法。如俄羅斯便由於日俄戰爭戰敗的影響，其訓練極為重視童

 
24 〈中華江蘇無錫童子軍聯合會報告書〉，《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下（無

錫，1916），頁 1-6。 
25  
26 〈報告：同月二十九日幹事員常會〉，《教育研究》，19（上海，1915），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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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軍的軍事特質，對於童子軍在公共、道德方面的訓練則相對輕視。相較之下，

英、法、德的童子軍訓練則更為重視道德與體能的均衡訓練。作者相當推崇德國

的童子軍，認為該國「統率者優良，重以政府之命令，……，故一經提倡全國翕

然而從風，頃刻得團員數十萬。」由於發展順利、訓練成效良好，讓一戰期間的

德國童子軍得以展現出強盛的愛國心與有用的戰鬥力，並能在槍林彈於下救護傷

員，童子軍訓練的優點一覽無遺。此次參訪，作者是在青年會童子軍週六例行的

演練時間到會訪問，因此能實際觀察童子軍的日常訓練，當天的演練項目包括自

行車競速、賽跑、生火、炊事、旗號（報信）以及鑽木取火等，在活動中，作者

注意到教練員特別注重團員的運動家精神，例如，一位團員在擲球時沒有盡力，

且兒戲視之，便當場受到教練員的糾正。又或者在鑽木取火時因為久未成功而喪

氣，教練員便親自引導，帶領團員持續嘗試直到成功。作者認為這些雖然都只是

些小動作，卻將影響到團員長大後的為人處事，也是中國當前教育中缺乏的。在

第一期的文末，作者便總結指出童子軍是「一種精神教育」，他認為中國的兒童

在幼時實與外國兒童無異，但卻在傳統的教育中逐漸遲鈍而「漸近廢人」，也因

此中國需要童子軍這種精神上的教育，來補充當前學校教育的不足。27 

儘管王朝陽是受黃炎培指派去調查童子軍運動，並且，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他

對於各國童子軍運動有所了解，且相當贊同童子軍的教育理念。然而，該份報告

在提出後，卻並未在省教育會中引起足夠的重視。在 1917 年以前，《教育研究》

中僅有一次對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附小童子軍的報導，轉載了該校辦理童子軍之

初發佈的〈組織童子義勇隊宣言〉，並刊登了一張該校童子軍的照片，此外再無

相關報導。而在《江蘇省教育會月報》中也有同樣的情況，顯見童子軍議題在當

時並未受到重視。不過，這樣的情形在 1916 年末出現轉變，或與北京政府方面

對於童子軍運動開始有所重視有關。1916 年 12 月 14 日，教育部函文江蘇及直

隸二省省長，請其派員調查二省童子軍運動辦理情形後提報教育部，以便教育部

考核後以資提倡。隨後，時任江蘇省省長的齊耀琳便委派省視學臧祜進行調查，

並將調查報告送交教育部核查。在報告中，臧祜詳細記錄了上海的中華童子偵探

會與無錫童子軍聯合會的各項組織辦法與轄下團數、人數等資料，從中可以清楚

看到兩地童子軍的發展狀況，而且，單就下轄的團數與人數，無錫甚至有超越上

海的態勢。根據此份報告，教育部認為「童子軍之組織……實為教育之良法」，

因此做出兩項決議，於 1917 年 6月 19日行文江蘇省長，公函中要求：一、請江

 
27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頁 1-7。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

會童子義勇隊報告（續第十九期）〉，《教育研究》，20（上海，1915），頁 1-21。王朝陽，

〈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續第二十期）〉，《教育研究》，22（上海，

1915），頁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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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省辦理講習會，讓有意願參與教授童子軍的教師有實地研習之機會，二、請省

視學多加倡導，待舉辦童子軍之處稍多，即可察酌各省情形，設一總匯機關。據

此，江蘇省長公署於 7月 2日發布訓令第三千零零一號，除對上海、無錫辦理童

子軍各校給予嘉勉，也要求各縣酌量仿辦。不過，教育部為何突然開始注意到童

子軍活動呢？此一轉變或許與唐昌言有關，在教育部函文江蘇省請調查童子軍活

動前後，他曾就組織童子軍團一事上書當時的教育總長，提出三點意見，其一、

確定全國童子軍總會，其二、利用教育會設立童子軍支部，其三、培養童子軍人

才，其所提出的這三點大致與教育部行文江蘇省長的內容相合，因此，筆者以為

教育部方面有將唐昌言的意見納入考量應是肯定的，且更有可能是受唐昌言影響

而開始注意到童子軍。28 

在教育部開始注意到童子軍運動的同時，江蘇省教育會也開始在童子軍方面

有所動作，嘗試成立一個省級的童子軍統合組織。根據相關資料，當時是由省立

第二師範學校上書江蘇省教育會，請求籌設一個全省童子軍聯合會，其在文中提

到第二師範學校曾計劃加入中華童子偵探會，但因「性質微嫌不合」，且與該會

接洽不便，因此才轉而請求省教育會籌劃此事。29由此來看，省教育會似乎是被

動開始籌劃此事，然而，時任第二師範學校校長的賈豐臻，早自民國元年起便長

期擔任省教育會幹事員，對省教育事業涉入甚深，30因此，此次關於設立省童子

軍聯合會剛好由其擔任校長的學校提出，究竟是巧合，抑或是省教育會有意為之

的結果，似乎還值得商榷。總而言之，在接到此一要求後，省教育會方面對此表

示同意，並很快安排於 1917 年 3月 24日開會討論相關事宜，邀請第二師範及上

海縣立第一高等小學等校派代表出席，會中決議先徵集各個已辦童子軍學校的願

詞、規律、課程、編制、經費與服裝用具等資料，整理出一個統一的規定後，再

進一步討論童子軍聯合會的成立問題。在各校將資料上交後，省教育會便推派唐

昌言、王朝陽、賈豐臻、楊聘漁、沈信卿、沈叔逵、余日章等七人擔任審查人，

七人中，唐昌言、王朝陽、沈叔逵、賈豐臻、楊聘漁皆為第一線的教育者，且任

 
28 〈電直隸、江蘇省長各學校仿辦童子義勇隊希派員詳查報部（五年十二月十四）〉，《教育

公報》，4：2（北京，1917），頁 71。〈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教育

公報》，4：11（北京，1917），頁 31-52。〈咨覆江蘇省長上海無錫童子團辦法請推廣以為教

育補助文（第一千九百十五號，六年六月十九）〉，《教育公報》，4：11（北京，1917），頁

59。〈附唐昌言為組織童子軍團事上本部范總長函〉，《教育公報》，4：11（北京，1917），

頁 59-61。〈江蘇省長公署訓令第三千零零一號（教育部咨上海無錫各校辦理童子軍應先傳知

嘉勉轉行各縣酌量仿辦）〉，《江蘇省公報》，1284（鎮江，1917），頁 1-2。 
29 〈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請籌設一全省童子軍聯合會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3月（上

海，1917），頁 4。 
30 〈現任職教員姓氏錄（民國六年）〉，《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9（江蘇，

1917），頁 18-21。〈江蘇省教育會職員累任次數表〉，《江蘇省教育會年鑑》，5（江蘇，

1920），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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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校多已有辦理童子軍經驗，唐昌言為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主事，無錫

童子軍聯合會便是在其倡議奔走下成立。王朝陽為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

從前述其參觀上海青年會童子軍的報告中，便能看到其對童子軍是有相當程度的

瞭解。31沈叔逵為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附屬小學校長，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及附屬小

學皆在 1916 年前後便成立童子軍團，聘請外籍教練擔任團長，且向中華童子偵

探會登記為該會所屬的第九、第十團，藉此沈叔逵當對童子軍亦有一定的瞭解。

32賈豐臻、楊聘漁分別為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及附屬小學主事，成立省童

子軍聯合會的提議便是由該校提出。33另外二人中，沈信卿長期在江蘇省教育會

任職，曾任該會駐會幹事，並代表該會參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教育行政經驗豐

富。34余日章曾先後任職於武昌文華書院附中及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雖然其本身

似乎較少直接童子軍活動，然而其先後服務的單位皆有辦理童子軍團的經驗，或

許由於這一層關係，讓其對童子軍有所瞭解，從而被延攬為審查人。35從以上諸

人的背景，可以看到具童子軍學識者佔多數，且多具有學校領導人身份，由此或

許更能讓審查兼顧童子軍規制與地方教育所需。審查會於 4月 22日召開，會中

整合各校規制，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願詞、規律與課程草案。之後，省教育會另邀

李啟藩對此一草案進行覆審，李氏長期服務於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1915 年

起擔任青年會童子部幹事，主理青年會的童子軍事務，童子軍資歷豐富，省教育

會請其進行覆審，顯示出謹慎的態度。36最後省教育會於 5 月 13 日召開大會，

由已辦理童子軍的各校派員參與，針對草案進行討論，終於完成江蘇童子軍聯合

會的會章。六月十七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會後，將成立省童

子軍聯合會一事併同該會章程一同呈報教育部及江蘇省長公署，經兩單位核准備

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宣告成立。37自此，中國第一個省級童子軍組織正式出

 
31 〈南京快信〉，《申報》（上海），1916 年 7月 27 日，第 3 版。 
32 沈叔逵創辦南洋大學附屬小學，並自任校長二十餘年。而南洋大學前身即為交通部上海工業

專門學校，1921 年短暫與他校改組為交通大學，然未及一年，1922 年便再度獨立，並改稱交通

部南洋大學。〈新任南匯縣長沈叔逵先生〉，《圖畫時報》，383（上海，1927），頁 1。〈南

洋大學三十年來之概況（一）〉，《申報》（上海），1926 年 10月 4 日，第 12 版。〈沈叔逵

遺灰海葬〉，《申報》（上海），1947 年 9月 29 日，第 4 版。杜定友〈本校童子軍〉，《交

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頁 5-10。 
33 〈現任職教員姓氏錄（民國六年）〉，頁 18-19。 
34 沈恩孚，字信卿，本文行文皆用沈信卿。〈沈恩孚〉，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沈恩孚&searchType=1），最後

檢索日期：2021.05.12。 
35 〈余日章〉，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 
pleName=余日章&searchType=1#1），最後檢索日期：2021.05.12。 
36 〈青年會童子部開幕之圓滿〉，《申報》（上海），1915 年 10月 19 日，第 10 版。〈上海

之童子軍〉，《申報》（上海），1916 年 3月 4 日，第 10 版。 
37 〈復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3月（上海，1917），頁 4。〈致上

海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3月（上海，1917），頁 5。〈致余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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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也象徵政府方面開始介入童子軍活動，但並不深入，在童子軍事務上，童子

軍界人士仍能保有高度自主性。 

 

 

第四節   童子軍文化的在地化 

 

    從中華童子偵探會（後稱中華童子軍）到無錫童子軍聯合會（後稱無錫童子

軍），再到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後稱江蘇童子軍）的出現，由於各組織主導者的

不同，也引導童子軍活動出現不同的變化。透過觀察這些變化，可以看到童子軍

運動在中國如何逐步發展出不同的童子軍文化，以符合自身的國情與需要。以下，

將比較上述三個領導性童子軍組織在對於團組織、願詞、規律、課程及補充課程

等各方面規定上的異同（參見附錄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王朝陽的調查報告

可知，中華童子軍的各項規定大致以貝登堡的《童子警探》一書為依歸，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英國原始的規定。38 

    組織上，由於江蘇童子軍未有詳細規定，因此僅得比較其他兩會。兩會在這

方面有相當大的不同，首先，無錫童子軍規定每隊六至十二人，一單位有三隊至

六隊即可成一團，比中華童子軍的規定來的寬鬆，或許反映出無錫各團規模差距

甚大，因此採寬鬆認定比較能符合當時的情況。其次，在團員資格，不似中華童

子軍除年齡外，未有其他限制，無錫童子軍明確規定須為中華民國國民方有參加

之資格，顯示出對於國家認同的重視。39最後，在經費上，中華童子軍主要由團

員自行籌措，無錫童子軍則僅要求團員自行負擔服裝費，其他相關費用則多由職

員捐助或由校友會、學校補助。40這樣的差異可能反映出當時不同的經濟水平，

無錫方面可能由於學生家庭經濟水準平均較上海租界差，倘若過於要求其在經費

 
唐閏生沈信卿王飲鶴沈叔逵賈季英楊聘漁七君請審查已辦童子軍各學校開送之願詞等印刷品

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4月（上海，1917），頁 5。〈致李啟藩君請覆加審閱印刷品

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4月（上海，1917），頁 5。〈致已設童子軍各學校通知大會日

期請推代表蒞會書〉，《江蘇省教育會月報》，5月（上海，1917），頁 1-6。〈中華民國江蘇

童子軍聯合會開會記事〉，《江蘇省教育會月報》，6月（上海，1917），頁 19。〈呈教育部

齊省長文〉，《江蘇省教育會月報》，6月（上海，1917），頁 2-7。〈江蘇省長公署批第九百

七十五號〉，《江蘇省公報》，1282（上海，1917），頁 3-15。〈指令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童子

軍聯合會章程及願詞規律課程准備案文（第四百五十五號，六年七月二十日）〉，《教育公

報》，4：12（上海，1917），頁 71-76。 
38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頁 3。 
39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32、37。 
40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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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提供支持，可能大幅降低其讓子弟參與童子軍活動的意願，因此才有這樣折

衷的辦法。 

    在願詞及規律方面，無錫童子軍及江蘇童子軍除了在文字上稍有出入外，其

中心思想其實大致相同。從文字細節中，依稀可以看出兩者間的傳承關係，江蘇

童子軍的版本（後簡稱江蘇版）基本上是對於無錫童子軍版本（後簡稱無錫版）

的修正與補充，這可能與無錫童子軍的倡議者唐昌言從一開始即參與江蘇省童子

軍聯合會的籌辦工作有關。而中華童子軍的版本則與其後的兩個版本有明顯差異，

首先，在願詞上，無錫版將願詞第一條「完全盡我對於上帝及國家之天職」簡化

為「盡國民之責任」，主要刪去語句中「上帝」二字，褪去基督教義色彩，以符

合中國之宗教習俗。41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江蘇版，雖然願詞維持與無錫版相同，

但卻在規律的公德一節有所更動，將原來的「童子軍須崇尚公德，對於公共之物

尤當盡愛護之責」，修改為「童子軍須崇尚公德，愛護公物，對於他人所守之宗

教習俗，亦宜敬重，無所排斥」，展現出對於其他宗教的尊重與包容，或許反映

出當時社會風氣的轉變。42其次，在規律部分，無錫版除了在每條規律前新增一

個兩字的標題，清楚呈現每條規律的中心思想。最重要的變革在新增了兩條規律，

總數增加為十二條，新增的內容包括公德以及整潔，從內容上看，這兩點所要點

出的正好是當時社會上亟待改善的惡風，如缺乏公德心與不注重個人及環境整潔

等，因此才將之加入童子軍最基本的規律中，希望藉由改變童子軍，進而逐漸改

變整個社會風氣。43 

    課程部分，三個版本同樣都分為初級、本級、優級等三個等級的課程。與願

詞及規律的情形類似，江蘇童子軍與無錫童子軍的版本，其主要內容與概念大致

相同，江蘇版主要是針對無錫版做出補充與更有條理地說明，而從中華童子軍版

演進到無錫版則有比較明顯的改變。其中，在初級課程中，新增了「能知修剪指

爪及清潔指爪、齒牙之方法理由及不可隨意涕唾與必須鼻呼吸之故」等內容，主

要與個人衛生及環境整潔有關，與規律同樣反映出當時社會普遍對於個人衛生與

環境整潔意識的缺乏。在本級課程上，則新增了「能知正宴客及宴會時賓主之禮

節」及「能穿針以縫鈕扣或修補破孔及清潔衣服一件或鞋襪一雙。復能正確傳一

口信，其字數在十五個以上者，或掃除街巷一條，其掃去之廢紙與塵土須滿一畚

 
41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頁 2。〈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

狀況報告書〉，頁 44。 
42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45。〈指令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童子軍聯合

會章程及願詞規律課程准備案文（第四百五十五號，六年七月二十日）〉，頁 74。 
43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44-45。〈指令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童子軍

聯合會章程及願詞規律課程准備案文（第四百五十五號，六年七月二十日）〉，頁 73-74。我

生，〈吾國應組織少年義勇團議〉，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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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者」等兩項內容，主要內容除了增進童子軍維持自身與環境整潔的能力外，也

希望加強童子軍對於社交禮儀之理解。44 

無錫版所做的改變，不論是在規律或是課程上，其核心概念一致。都旨在通

過教育童子軍整潔、衛生方面相關之知識，來進一步達到改正社會風氣之效。而

在禮節部分，則或許是希望補充學校教育之不足，幫助團員出社會後能更快適應，

並能與人有良好的社交關係，從而幫助其發展。江蘇版則承繼了無錫版的中心思

想，但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更高的包容性。 

    最後，在補充課方面。補充課為優級課程之進階，旨在增進童子軍對於特定

專業項目的理解，從而增進其能力。在貝登堡的《童子警探》中，原僅設有軍醫、

收發、先鋒、航海等八部，主要在加強原三級課程中已有基礎之能力，如軍醫是

增強救災、救傷之能力，收發是增進收發訊號之能力，先鋒與航海則是加強結繩

之應用與游泳、操舟之能力。45不過，到了無錫童子軍版則開始有所改變，除了

將原有的項目再做劃分與刪減，如刪去射擊、遊獵，以符合當時中國之民情，並

將航海細分為游泳、搖船二班外。此一版本且新增了十餘項不同類型的課程，其

中，如書記班、通譯班、簿記班及商業班等，觀其內容，當中所要求之能力，大

都對於童子軍未來從事商業有所幫助。如養蠶班、農事班，更是貼近無錫在地傳

統的蠶桑產業，展現出童子軍在傳播過程中的在地化轉變。46而江蘇童子軍在補

充課上則更為豐富，全部項目超過三十項以上，但與無錫童子軍明顯的就業導向、

在地化特徵不同，更多的反應出對於現代科學、技術的強調，如將基本的救傷再

細分成陸域的救護、水域的救生及看護等，並新增肺病檢查一項。或如傳統的旗

語收發進階成電報收發。又如新增電學、氣象、飛機、化學、攝影及印刷等。47 

    透過以上討論，可以清楚看到中華童子軍偵探會、無錫童子軍聯合會、江蘇

省童子軍聯合會等重要童子軍團體，在願詞、規律、課程等各方面雖然有所傳承，

但對於原初的各項規定，也並非一成不變或照單全收。而能根據本身的風俗民情

與社會發展所需做出改變，例如因應當時的社會習氣，對於規律、課程作出適當

調整，加強對於公德與整潔的重視。而發展出在地化、就業導向的特徵，也切合

 
44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38-39。 
45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續第十九期）〉，頁 7-10。 
46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頁 40-44。 
47 由於〈指令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章程及願詞規律課程准備案文（第四百五十五

號，六年七月二十日）〉一文中尚未見有關於補充課之規定，因此，筆者參考 1919 年由江蘇省

童子軍聯合會同人編輯的童子軍月刊，各期中關於補充科之資料，整理出大致的項目。參見

〈補充科徽章圖（其三）〉，《童子軍月刊》，1：3（上海，1919），頁 1。〈補充科資格及

程度〉，《童子軍月刊》，1：4（上海，1919），頁 1。〈補充科徽章圖（其六）〉，《童子

軍月刊》，1：6（上海，1919），頁 1。〈補充科徽章圖（其七）〉，《童子軍月刊》，1：7
（上海，1919），頁 1。〈補充科徽章圖（其八）〉，《童子軍月刊》，1：8（上海，

1919），頁 1。〈補充科徽章圖（其九）〉，《童子軍月刊》，1：9（上海，191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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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中國教育界提倡職業教育的風潮。48由此可見，童子軍在中國的早期發展，

儘管大量保留了童子軍活動原始的規定與核心概念，但並不是一昧的跟隨，而能

隨著社會變化、科技發展，變化出更多元的課程內容。 

 

 

 

 

 
48
 參見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

1997），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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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中外競爭與主導權確立

（1917-1926） 

 

1915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於上海舉行，此次活動中，童子軍被列入大會的

主題活動之一，隸屬於中華童子偵探會的童子軍，不僅參與大會的服務工作，亦

在大會期間進行了精彩的童子軍操演競賽。此次遠東運動會不僅是首次在中國舉

辦，而且由於其國際性質，吸引了當時中國全國上下的關注。童子軍在大會中的

良好表現，也因此透過觀眾或記者的記錄及報導而為人所知，更多人開始認識到

童子軍訓練的目標與優點，中國的童子軍發展也在此時迎來了另一波高潮。一些

教育機構開始設立童子軍團，無錫縣童子軍聯合會亦在此一階段成立，成為第一

個縣級童子軍聯合組織。隨著政府有關部門對於童子軍活動的關注逐漸增加，在

江蘇省教育會的支持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正式成立，為首個省級童子軍統合

性組織，象徵著童子軍活動開始逐步被納管。 

隨著縣級、省級的童子軍聯合會陸續成立，呼籲成立一個全國性童子軍聯合

會的呼聲在 1919 年後越來越高。此一背景也和一戰後中國興起澎湃的五四新文

化運動思潮相關，在引介新思想和試圖改造傳統國民性的想法下，中國童子軍運

動的全國擴張也就自然蘊育成形。1 

本章將討論在這波倡議成立童子軍全國聯合會的風潮中，江蘇省童子軍聯合

會，如何逐漸成為中國童子軍的中堅份子，並以其成員為主幹，嘗試凝聚全國各

地的童子軍勢力，試圖成立一個全國性統合組織，以便將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

推上另一個高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華童子偵探會」早在 1915 年，便

已藉遠東運動會舉辦之機，廣招各地童子軍有識之士至上海開會，當時便決定以

中華童子偵探會為主體成立「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根據相關史料指出，該會

總會設於上海，並在廣東、南京、武漢、北京、天津及蘇州等處設有分會。2然而，

事實上，該會在全國性會務方面其實未能順利推行。同時，隨著江蘇省童子軍聯

合會在上海成立，分別以中、外人士為首的兩股勢力遂開始出現競合關係，在競

爭中，中華童子偵探會逐漸被邊緣化，最終在 1920 年被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下

轄的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合併。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也因而未能以其「全國協會」

的名義，與後續成立全國性童子軍聯合會的風潮相結合，繼續主導中國童子軍運

 
1 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新北：桂冠，1989）。 
2 G. S. F. Kemp,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 July 1915, p. 
434. 希廉，劉彭年譯，〈中國童子軍事業之進行〉，《中華童子軍》，1：1（上海，1919），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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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發展。這個結果不僅象徵著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外國主導勢力正式退出，也

代表著中國童子軍運動進一步趨於統一。因此，本章亦將探討此一階段中，以中

華童子偵探會與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為首的中外勢力，雙方的競合關係與最終主

導權的轉移。 

 

 

 

第一節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之發展 

 

1917年 6月 17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正式成立，隨即展開童子軍活動推

動工作。除了由江蘇省教育會將童子軍聯合會審定的童子軍願詞、規律、課程及

聯合會章程等資料寄送各縣教育會，請其轉與轄內未辦童子軍的各學校，供其參

考與仿辦。另外，聯合會成員也意識到教練人員的數量與能力將嚴重影響到各校

辦理童子軍的成效，因此，在開成立會時便已決定要在暑期開辦童子軍研究會。

3對象以現任的小學教員為主，授課內容包括童子軍之歷史及宗旨、童子軍訓練

法與組織法以及基本的技能訓練（如旗語、急救法、生火法等）。研究會在同年

7 月 23 日正式開班，至 8 月 8 日結業，為期近三週，共有 204 人參與，包括浙

江、安徽也有人到場參會。省童子軍聯合會除聘請無錫童子軍聯合會會長唐昌言

擔任研究會主任，也聘請李啟藩（上海童子軍第二團團長）、沈同一（上海童子

軍第十團副團長）、顧拯來（無錫童子軍聯合會總教練）、王錦雲（上海童子軍

第十五團團長）及沈信卿（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臨時幹事）等人擔任講員，同時

亦邀請中華童子偵探會轄下的外籍童子軍教練到會演說。由授課成員的背景來看，

皆為一時之選，對童子軍活動與訓練皆相當有經驗，由此可見省童子軍聯合會對

於此一活動的重視。4 

隔年，在江蘇省教育廳的要求下，江蘇省教育會請省童子軍聯合會續辦此一

活動，但由於此次教育廳將通令各縣選派合格人員參與，與前次自由參加的性質

不同，因此改名為童子軍講習所，此外，由於省童子軍聯合會方面注意到當時童

子軍團集中在小學單位，造成學生往往在童子軍課程尚未修畢時，便因畢業而脫

離童子軍組織，認為這樣子的狀況其實相當可惜，因次也建議省教育廳一併要求

 
3 〈本埠新聞  省敎育 會暑假期内之講演〉，《申報》（上海），1917 年 6月 28 日，第

10 版。 
4 〈附童子軍研究會簡章及課程表〉，《江蘇省教育會月報》，6月（上海，1917），頁 9-
12。〈江蘇省教育會附童子軍暑期研究會紀要〉，《江蘇省教育會月報》，8月（上海，

1917），頁 4。 



 42 

省立中學等各學校一同派員參與，此議也獲得教育廳的贊同。7 月 21 日童子軍

講習所正式開班，至 8 月 8日結業，同樣為期近三週，共有 183人參與，其中 14

人來自外省。講授內容除了如前次的基礎項目外，並新增了更為專業的項目，包

括請唐荃（第一農業學校農科主任）講童子軍必備的農業知識、陳穀岑（第三師

範學校教務主任）講童子軍野外必備的博物知識，以及請上海英國童子軍總教練

勞合（英文不詳）講童子軍與教育之關係與訓練的應注意事項等。5 

除了辦理研究會，儲備童子軍訓練人才外，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亦透過其他

方式逐步提升該會轄下童子軍團的質與量。例如派專員至地方考驗各團童子軍，

此一政策源自該會章程，章程中明文規定聯合會應設考驗員，然而成立後聯合會

似乎並未正式對各團進行考驗。而在 1917 年 8 月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的大會又

決議要添設巡迴指導員一職，由於完全沒有留下相關史料，筆者認為此二項目在

當時可能並未付諸實行。6此二項職務的目的皆在確認、幫助轄下各團提升童子

軍知能，確保所訓練出的童子軍具有基本一致的水準，因此是相當重要的職務。

直到 1919 年底，在省教育廳的指示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始展開考驗與指導

工作。當時省教育廳認為省內童子軍活動已相當發達，但擔心各地發展「風氣不

齊，精神未易一致」，因而指示省童子軍聯合會派遣視察員，分赴地方考察，並

進行指導。省童子軍聯合會委派總教練顧拯來與副總教練沈同一擔任，分別前往

金陵道、徐海道、淮陽道以及滬海道、蘇常道等地視察。7在此次工作結束後，江

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並未停止此項任務，仍不定時派員前往各校考驗與指導，持續

推動各校童子軍精進能力。8 

另外，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亦規定本身及轄下的各地方童子軍聯合會應定期

舉行童子軍會操，此一活動雖然主要是表演性質，用以向與會來賓展示平日的訓

練成果與宣傳童子軍活動，但也會延請評判員，針對各團表現進行指導。最初，

省級童子軍會操自 1918 年首次舉辦，每年舉行一次，且皆配合省立學校聯合運

 
5 〈江蘇教育廳委託本會辦理童子軍將習所公函〉，《江蘇省教育會月報》，6月（上海，

1918），頁 4-5。〈童子軍講習所開辦情形〉，《江蘇省教育會月報》，7月（上海，1918），

頁 8-12。〈本會附設童子軍講習所畢業紀略〉，《江蘇省教育會月報》，8月（上海，

1918），頁 14-16。〈江蘇教育廳訓令第六百十五號（為准教育會函復童子軍講習會辦

法）〉，《江蘇省公報》，1633（鎮江，1918），頁 2-7。 
6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大會記〉，《申報》（上海），1917 年 8月 22 日，第 11 版。 
7 〈蘇教育廳委派童子軍視察員〉，《童子軍月刊》，1：9（上海，1920），頁 29。〈童子軍

全省教練員會記〉，《申報》（上海），1920 年 8月 14 日，第 10 版。 
8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幹事會記〉，《申報》（上海），1920 年 12月 13 日，第 11 版。〈演

講童子軍要旨〉，《申報》（上海），1921 年 1月 13 日，第 7 版。〈考騐童子軍〉，《申

報》（上海），1921 年 10月 31 日，第 11 版。〈童子軍聯合會幹事會記〉，《申報》（上

海），1922 年 1月 23 日，第 15 版。〈童子軍聯合會昨開幹事會〉，《申報》（上海），1923
年 1月 15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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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一同在南京舉行。1919 年舉行時，共有教練員四十三人，童子軍六百九十六

人參與，分別來自上海、南京、武進、嘉定、無錫、昆山、寶山、吳江、南通及

江都等十一區，顯示江蘇省內童子軍的發展狀況相當良好。1920 年雖因故取消，

但有鑒於轄下童子軍日增，同年教練員會議遂提議省級童子軍會操改為三年舉行

一次，並經幹事員會通過，會中另決議縣級童子軍會操仍應每年舉行。9由於江

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成立之初，並不是各縣都已成立童子軍聯合會，因此會中關於

縣級童子軍會操的決議初期仍無法在各縣執行。1920 年松江及武進兩縣首次舉

行，到了 1922 年，省童子軍聯合會始正式通函轄下的嘉定、青浦、崑山、太倉、

吳縣、吳江、常熟、無錫、江隂、武進、松江、奉賢、如臯、泰興等各縣童子軍

聯合會，並訂出詳細日期，希望各縣能按時舉行，以便考驗員前往視察，由縣童

子軍聯合會數量的顯著增長，亦可明確看到從 1917年到 1922 年的短短六年間，

江蘇省內的童子軍活動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10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不僅透過舉辦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執行童子軍團視察、

考驗工作以及舉行童子軍會操等方式逐步加強江蘇省方面各團童子軍的知能以

及訓練童子軍的能力，也透過許多不同的機會向外界展示其實力。例如在 1917

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時，江蘇省教育會的代表就向與會的各省代表介紹江蘇

對於童子軍運動的注意以及童子軍講習所的設置，或是在 1920 年全國教育會聯

合會正好移師上海之時，商請所轄的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召集旗下各團會操，表演

操法、信號、救護、遊技及烹飪等項目，並廣邀各省代表，有包括黑龍江、北京、

河南、安徽、山東、山西、福建、浙江、奉天、廣東及江西等各省代表二十餘人

到場參觀，會中並由江蘇省教育會代表沈信卿向各代表介紹童軍之宗旨與江蘇省

創辦童子軍的歷史。藉此不但能向各省代表宣傳童子軍運動，也能展示出江蘇省

在童子軍運動上的實力。11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正是藉由以上這兩方面的方式，

在透過多種方式加強本身能力的同時也積極對外宣傳，從而逐漸在中國的童子軍

 
9 〈會務錄要〉，《江蘇省教育會月報》，2月（上海，1918），頁 6-7。〈童子軍聯合會選舉

教練員紀〉，《申報》（上海），1919 年 2月 24 日，第 11 版。〈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幹事會

紀〉，《申報》（上海），1920 年 9月 13 日，第 10 版。〈全省童子軍會操之通告〉，《申

報》（上海），1921 年 3月 17 日，第 10 版。 
10 〈考驗童子軍〉，《申報》（上海），1920 年 5月 11 日，第 7 版。〈童子軍代表赴常 參觀

武進童子軍會操〉，《申報》（上海），1920 年 5月 21 日，第 10 版。〈江 蘇 童 子 軍聯合 會

之通函  酌定各縣童 子 軍 會操日 期 〉，《申報》（上海），1922 年 4月 1 日，第 15 版。有

關江蘇省各縣童子軍聯合會的成立與發展，羅敏〈抗日戰爭前江蘇童子軍研究〉已有討論，本

文不贅。參見羅敏，〈抗日戰爭前江蘇童子軍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4月），頁 15-17。 
11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之第五日〉，《申報》（上海），1917 年 10月 18 日，第 7 版。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紀〉，《申報》（上海），1920 年 10月 21 日，第 10 版。〈童子軍

歡迎各省教育會代表〉，《申報》（上海），1920 年 11月 1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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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站穩腳步，並逐漸取得主導地位，使其日後成為全國童子軍聯合會組織過

程中的中堅力量。 

 

 

 

第二節   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的出現 

 

    在研究童子軍全國性統合組織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成

員為主幹所推動成立的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其實並不是此類組織的濫觴，早在

1915年，中華童子偵探會便藉遠東運動會舉辦之機，以該會成員為主，集廣東、

蘇州、天津、北京及南京等五省代表一同召開會議，決定將該次會議認定為中華

全國童子軍協會（National Boy Scouts Association of China 或 Chinese Boy Scouts 

Association，另有譯為全國童子軍協會、中華民國童子軍會、中華童子軍協會等，

後簡稱中華童子軍）的首次會議，並宣布一方面以中華童子偵探會為主體擴編為

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另一方面也將原中華童子偵探會改稱為中華全國童子軍協

會上海支會（Shanghai Branch）。12需要注意的是，儘管看似正式成立了一個全國

性組織，有科層化的體制，上海方面也形成了兩個團體，然而，實際上真正在運

作的仍是原中華童子偵探會中的同一批人，只是團體名稱不同而已。況且，從目

前可取得的史料中來看，當時除了廣東方面稍有發展外，其他地區幾乎仍未見比

較有規模的童子軍活動或團體出現，因此，在之後的發展中，中華童子軍幾乎只

是空有其名，並未再見有以該會之名發起會議，共商童子軍發展之事，該會也未

能受到他省童子軍的擁護，真正承擔起統合全國童子軍的工作。 

    不過，中華童子軍也並非沒有嘗試過要成為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主導力量。

在 1915年，上海支會便以英文印行了中華童子軍的章程，1916 年譯成中文後再

版，名為《中國童子軍章程》，1917年發行《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章程》，1918

年編定童子軍規律、童子軍露營須知、童子軍自由車隊訓練法等書，並由商務印

書館印行，主要應是希望透過正式發行書籍讓更多人認識該會的組織，且建立起

 
12 G. S. F. Kemp, “The Scout Movement in China,” p. 434. “Chinese Boy Scouts, Third Annual 
Meeting” The Shanghai Times, (Shanghai) 2 Oct 1915, p. 2. 〈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章程〉，《申

報》（上海），1917 年 6月 27 日，第 1 版。〈童子軍之歷史〉，《申報》（上海），1917 年

9月 26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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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標準讓後進者能夠借鑒，進而認同該會並加入。13另外，上海支會下轄的華

童公學童子軍也在 1919 年開始發行《中華童子軍》，此份刊物採每月發行，主

要是認為當時各地的童子軍「消息不通、感情不密」，因此希望以該刊當作一個

平台，聯絡各地童子軍感情，並增進童子軍學識之交流。14此外，與江蘇省童子

軍聯合會一樣，中華童子軍也曾多次舉辦童子軍會操、遊藝會等活動，該會的童

子軍會操比較偏重競賽性質，透過這些活動，一方面讓各團互相切磋，透過比賽

與獎勵鼓勵各團積極訓練，另一方面也歡迎一般民眾到場參觀，間接達到宣傳效

果。15從以上各項措施，可以發現中華童子軍對於推動更多單位參與童子軍以及

繼續進行童子軍的全國統合工作其實仍相當積極，那麼為何中華童子軍仍在之後

的發展中逐漸被邊緣化，甚至讓 1915 年就成立全國童子軍總會的史實漸漸為人

所遺忘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協會成立時間過早，當時全國童子軍數量、分

佈廣度不足，尚不足以形成組織全國性組織所需要的共識，中華童子軍雖說集合

了五省代表，然而，除了上海、廣東的童子軍運動較有發展外，其他如蘇州、天

津、北京及南京等地，童子軍運動的規模仍未蓬勃發展，因此，在這種各地童子

軍運動基礎仍不穩固，共識尚未形成的情形下，就直接要推動成立全國性的童子

軍組織，有點過於著急，也是造成其之後未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之ㄧ。其次則是

來自其他童子軍組織的競爭，不論是江蘇童子軍聯合會以及其轄下的上海縣童子

軍聯合會，會址都設在上海，從成立之初就開始與中華童子軍競爭當地各童子團

的認同與加入，從而稀釋掉中華童子軍會在上海的基礎與影響力，再加上兩會所

具有的半官方背景，也讓中華童子軍會更難以與之匹敵，從而逐漸被邊緣化，終

至被合併，成為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的一部分，也失去了在之後倡議成立童子軍

全國聯合會的風潮中，爭取一席之地的機會。 

 

 

 

第三節   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與中華童子軍的競爭 

 

 
13 “Chinese Boy Scouts, Third Annual Meeting”, p. 2. 〈上海童子軍之興盛〉，《申報》（上

海），1916 年 11月 2 日，第 11 版。〈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章程〉，第 1 版。〈商務印書館十

一月新出圖書〉，《申報》（上海），1918 年 12月 18 日，第 1 版。 
14 〈童子軍發行月報〉，《申報》（上海），1919 年 1月 2 日，第 11 版。 
15 〈全國童子軍大演習之預備〉，《申報》（上海），1917 年 11月 7 日，第 10 版。〈全國童

子軍大操續誌〉，《申報》（上海），1917 年 11月 15 日，第 10 版。〈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

上海支會民國八年春季會操簡章〉，《申報》（上海），1919 年 4月 13 日，第 11 版。〈中華

童子軍上海支會報告〉，《中華童子軍》，1：幼童號（上海，1919），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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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後簡稱縣聯合會），目前尚未找到具體的成立時

間，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其成立時間約在 1917 年 9 月間，在江蘇省童子軍聯

合會成立後的三個月，是其轄下成立較早的聯合會之一。16到了 11月，上海縣童

子軍聯合會舉行第一次聯合運動會時，麾下已有童子軍九團。相較之下，起步甚

早的中華童子軍，在同年所轄有的童子軍團則有十一團，僅比成立未及一年的縣

聯合會多了兩團。17顯示出縣聯合會在其教育方面的半官方背景下，對於當時上

海地區新成立的童子軍團來說更具吸引力與認同感。同時，中華童子軍在發展了

五年之後，理論上基礎應更為穩固，但卻迅速被後起之秀逼近，也反映出其在宣

傳與招募上正遭遇瓶頸。 

    1919 年以前，與縣聯合會舉行會議或活動有關的報導或紀錄相當稀少，因此

無法確認其實際成員究竟有哪些人，不過，從現有的資料中還是能發現一些蛛絲

馬跡。在第一次聯合運動會舉行時，大會成員如下：吳懷疚、賈季英、徐燮元、

周大綸、經乾林、徐雪、階錫隆、陳伯源、杜定友、冷鑑、姚麟書、王壯飛、胡

少亢、王英超、沈同一、沈輔倫、王沈逸芳，由於此一活動是由縣聯合會主辦，

因此，即便有部分人員可能是向省聯合會或中華童子軍借調協辦活動，然而大部

分成員應仍是縣聯合會的成員。透過他們的背景，可以發現當時上海地區三個童

子軍組織間，成員具有高度重疊性，如姚麟書、王英超、沈同一、杜定友就同時

是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的幹事員。另外，如沈同一、經乾林、周大綸、沈輔倫、

冷鑑等人則同時是中華童子軍的團長或副團長。這反映出當時上海地區具領導力

的華籍童子軍社交圈中人數有限，因此，在省、縣聯合會陸續成立後，中華童子

軍中的中階領導幹部也陸續被拉入，不僅瓜分了中華童子軍原有的人力，也為之

後的合併埋下種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分任聯合會會長、副會長的吳懷疚和

賈季英，同時也是當時上海縣教育聯合會的會長及副會長，這種由教育聯合會會

長、副會長兼任的辦法似為當時慣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亦採用此法，顯示出

童子軍聯合會與教育會之間的高度聯繫。18 

    在中華童子軍與上海童子軍聯合會於 1920 年正式合併以前，中華童子軍面

對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與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的競爭，並不是沒有採取行動來維持

其影響力，上一節所提到的發行書籍、雜誌以及舉辦會操等方式，就是其積極對

外宣傳的方式之一，然而，單靠這些方式是不夠的，除了省、縣童子軍聯合會也

 
16 〈上海童子軍聯合運動先聲〉，《江南週報》（上海），1917 年 10月 29 日，第 2 版。 
17 〈童子軍會報告〉，《新青年》，2：5（廣州，1917），頁 1-2。〈童子軍聯合運動會記

事〉，《申報》（上海），1917 年 11月 12 日，第 10 版。 
18〈童子軍第十團比賽預誌〉，《申報》（上海），1917 年 6月 15 日，第 10 版。〈童子軍聯

合運動會記事〉，第 10 版。〈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大會紀〉，第 11 版。〈中華童子軍上海支會

報告〉，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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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會操、運動會等活動外，在《中華童子軍》發行時，上海縣聯合會亦發行了

性質相似的《童子軍月刊》，反映出雙方之間激烈的競爭關係。因此，中華童子

軍決定採取更強力的宣傳策略，邀請當時上海政界的中外領導者加入協會，包括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皮爾斯（E. C. Pearce，1913-1919 在任）、上海縣知事沈

寶昌（1914年起任上海縣知事，1919 年兼滬海道道尹）都在 1918年至 1919 年間

陸續加入，擔任協會副會長一職。19筆者認為這種作法與協會草創時邀請鍾文耀、

薩鎮冰等人擔任會長、副會長的作法相同，都是希望藉由其人的身份與影響力，

來吸引民眾加入，並維持協會本身在童子軍界聲量，而且沈寶昌、皮爾斯在當時

都是具有實際的政治職務，其地位、影響力也都要比之前的鍾文耀、薩鎮冰等人

來的更高，部分也反映出中華童子軍在當時所感受到的危機感，希望藉此達到更

顯著的影響效果。	

    儘管中華童子軍採取多項政策，積極希望維持自身原有的優勢，然而，隨著

情勢有所改變，該會也認知到在某些層面上不得不有所退讓。從中華童子軍上海

支會 1919 年的報告中可以略見端倪。報告雖然仍屬名為中華童子軍上海支會，

維持 1915 年創設全國協會以後的架構，然而，當中卻指出「江蘇省童子軍聯合

會成立二載，本會現正向會中請求註冊」，顯示中華童子軍方面認知到維持名義

上的全國協會已不具意義，不如自降一級，申請加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希望

至少能維持協會在上海方面的運作正常與原有的影響力。20可惜，此項策略似乎

未能獲得省童子軍聯合會方面的支持，同年，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總教練姚麟書

在該會所發行的《童子軍月刊》中撰文，正式提出合併上海兩童子軍會之意見，

21值得注意的是，姚麟書在此時正巧受邀暫代中華童子軍上海支會的總司令一職，

兩者之間是否有關？由於資料限制目前無法確認。不過，筆者認為藉由姚麟書身

兼兩會總教練與總司令二職之便，確實使合併工作的推動更加順利。22合併之議

提出後，並未引起太多的討論，在下一期的《童子軍月刊》中便報導兩會已決議

合併，分別指派朱少屏、姚麟書、經乾林（中華童子軍代表）與沈同一、王英超、

潘競民（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代表）等人組織籌備委員會，商議相關辦法。23 

 
19〈童子軍常年大會記〉，《申報》（上海），1918 年 12月 1 日，第 10 版。〈上海童子軍會

民國八年職員〉，《申報》（上海），1919 年 4月 20 日，第 10 版。鮑威爾編（M. C. 

Powell），《中國名人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1925），頁 655。Carroll Lunt, The China 
Who’s Who 1927 (Foreign) (London: Walter Judd, Ltd, 1927), p. 200. 
20 〈中華童子軍上海支會報告〉，頁 30。 
21 麟書，〈合併上海兩童子軍會之意見〉，《童子軍月刊》，1：8（上海，1919），頁 27-
28。 
22 〈上海童子軍會總司令之更代〉，《童子軍月刊》，1：8（上海，1919），頁 26。 
23 〈上海兩童子軍會合併之籌議〉，《童子軍月刊》，1：9（上海，1919），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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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4月 17日兩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合併，合併後

以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作為存續組織，但或許出於尊重，原中華童子軍的主要領

導人都被納入，如唐露園、鍾文耀、沈寶昌、皮爾斯、奚蘭卿、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1905-1941任聖約翰大學校長）等人都被授與名譽

會長之銜，24該會幹事部部長朱友漁、書記朱少屏也都加入，分別出任新縣聯合

會的會長及書記，而原縣聯合會的賈季英、楊聘漁則出任副會長，潘競民也擔任

新縣聯合會的另一名書記。另外，中華童子軍的創辦人之一康普則和該會部分會

董、外籍成員出任新縣聯合會的會董，在十名會董中取得八個席次。25到此，或

許會認為中華童子軍會在新的縣聯合會中取得主導權，然而，事實上，在之後的

發展中，一方面，聯合會的部分事務被交由教練員會主導，而主導教練員會的總

教練等職則主要由原縣聯合會人士出任，如姚麟書仍任總敎練，王英超、戴企留、

沈同一等人則任教練。26另一方面，在主要由中華童子軍會人士出任的職務中，

名譽會長一職不僅完全不具影響力，甚至逐漸消失在公眾視野中。而原任會長的

朱友漁也在合併後僅月餘便因事辭職，改由楊聘漁出任會長。27另外，會董中的

外籍人士也逐漸被中國人、特別是原縣聯合會的成員取代，到了 1921 年底，上

海縣聯合會的董事中已不見外籍成員，上海地區華人童子軍事務開始徹底由中國

人自行主導。28由此可見，中華童子軍會中的外籍人士群體最終在這場童子軍運

動下的中西競爭中敗下陣來，逐漸消失在中國的童子軍運動中，不過，由該會所

訓練出的一批中國籍幹部、教練與團長仍在之後的發展中繼續支持著中國童子軍

運動的發展。 

 

 

 

第四節   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的籌劃與失敗 

 

    開始於 1920 年代前後的這一波全國童子軍聯合會成立倡議風潮，目前所見

最早是由奉天省敎育會在 1919 年第五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中提出，然而，或許

 
24 〈卜舫濟〉，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 
pleName=卜舫濟&searchType=1#6），最後檢索日期：2021.05.12。 
25 〈上海童子軍合併成立會紀事〉，《申報》（上海），1920 年 4月 18 日，第 10 版。 
26 〈上海童子軍合併成立會紀事〉，第 10 版。〈童子軍教練員開會紀〉，《申報》（上

海），1920 年 9月 11 日，第 10 版。 
27 〈童子軍聯合會開會記〉，《申報》（上海），1920 年 5月 29 日，第 11 版。 
28 〈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年會紀〉，《申報》（上海），1921 年 12月 30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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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省代表認為童子軍在中國的普遍程度仍不足，此案未獲支持，大會決議改

推「推廣童子軍案」，議決函請各省區教育會，從六個部分繼續推廣童子軍運動，

包括（一）師範學校添授童子軍課程、（二）由教育會設童子軍研究會、（三）

由各教育會自行發布童子軍組織法、願詞、規律、（四）翻譯歐美童子軍用書、

（五）每年定期舉行會操、（六）各省區已有童子軍者應組織協會，希望透過這

些辦法更積極的推動童子軍運動，加強童子軍在各省的基礎，而鼓勵各省區成立

童子軍協會，應該也是有意為日後成立全國童子軍組織奠下基礎。29儘管如此，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所決議的「推廣童子軍案」似乎未能得到各省的高度支持，提

出後並沒有出現顯著的童子軍團或聯合會成立潮。或許正因如此，才又出現前述，

當下一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時，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才會商請上海童

子軍聯合會召集各團表演，並廣邀來滬開會的各省代表到場參觀，積極對外宣傳

童子軍運動一事。此後，有關籌組全國童子軍組織的倡議一度沈寂，直到 1921

年。 

1921 年 5月 30日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在上海開幕，此次，在江蘇省童子軍聯

合會的主導下，童子軍再度赴會服務與表演。雖然參與活動的童子軍團以江蘇地

區為主，不過，其他已辦童子軍的各省，包括北京、天津、廣東、寧波、福建、

武昌、安徽等也分別派遣了幾名代表到會。30或許考量到能齊集各省代表的機會

實在不多，因此便也有了和中華童子軍在 1915年遠東運動會舉辦時一樣的想法，

決議趁此機會發起籌備委員會，規劃組織中華童子軍全國協會。雖然看似積極，

然而，當籌備委員會首次開會已是隔年。1922 年 5月 12日，中華童子軍全國協

會組織討論會在上海召開，共有二十三人與會，主要包括黃炎培、沈信卿、唐閏

生、沈同一、章駿、顧拯來、李啓藩、趙師復、卜舫濟、泰執中、楊舞心、章伯

寅、郭秉文、華樂之（江蘇）、黄孟奎、魏子銘（廈門）、魏亦亨（開封）等人，

31由當時出席成員的背景來看，可以明顯看到江蘇地區童子軍代表在該會中所佔

比重之大，與江蘇地區童子軍運動的高度發展應有相當大的關係。此次會議，除

了選出華樂之、郭秉文、李啓藩、顧拯來、黄炎培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決議將

 
29 〈推廣童子軍案（函各省區教育會）〉，《教育雜誌》，11：11（上海，1919），頁 51。

〈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記〉，《新中國》，1：7（北京，1919），頁 47-55。 
30 〈童子軍籌備服務遠東運動會〉，《申報》（上海），1921 年 2月 26 日，第 10 版。〈遠東

運動會消息〉，《申報》（上海），1921 年 4月 24 日，第 10 版。〈遠東運動會第一日紀

事〉，《申報》（上海），1921 年 5月 31 日，第 18 版。 
31 〈致外埠各隊隊長〉，《申報》（上海），1921 年 7月 20 日，第 15 版。〈鄭州之基督教青

年會〉，《申報》（上海），1920 年 10月 28 日，第 7 版。〈一商新校長之略歷〉，《申報》

（上海），1921 年 12月 4 日，第 15 版。〈自治協進會籌備會〉，《申報》（上海），1922 年

11月 22 日，第 10 版。〈全省童子軍聯合會大會續紀〉，《申報》（上海），1920 年 8月 15
日，第 10 版。〈國立東南大學籌備處成立〉，《申報》（上海），1920 年 12月 23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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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協會定名為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外，也通過了詳細的聯合會章程。 32同

年 7 月，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在濟南召開，有關全國童子軍聯合

會的議案在童子軍教育組的會議中被提出，然而並沒有做出什麼實質性

的建議，僅建請中華教育改進社繼續敦促上海方面早日成立全國童子軍

聯合會。 331923 年 8 月，中華教育改進社開第二次年會，童子軍教育組

在會中通過組織全國童子軍協會案，決議推張伯苓、章輯五為籌備委員，

以兩人所屬的天津南開大學為通訊機關，聯絡各地童子軍領袖在隔年年

會時到會，共同討論組織全國童子軍協會。34同年 10 月全國教育會聯合

會 在雲南開 年 會 ， 江 蘇 省 代 表黃炎培在乙組審查會中提議，請由 全 國 教

育會聯合會通函各省區敎育會，請協助全國童子軍聯合會，並指出希望全國童

子軍聯合會能在一年内儘速成立，能夠在明年的年會中提出成立經過報告。35由

此可見，1922 年選出的中華童子軍全國協會籌備委員完全沒有推動協會成立，

即便經過了一年，組織全國協會一事仍在原地踏步。 

直到 1924 年 3 月 29 日，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始在上海召開

第一次會議，才開始有所進展。會中決議將去函中華教育改進社，表達願配

合其第二屆年會所決議組織全國童子軍協會案之意，並請李啟藩通函各

地調查童子軍情形，為組織全國協會做準備。 36同年 7 月，中華教育改

進社召開第三屆年會，與會眾人咸認為組織全國協會一事不應再拖延，

因此決議在會中即行推舉張伯苓、沈信卿、顏家麟、顧拯來、李啟藩、

張英穀、黃公誠、章輯五、沈同一為董事，並推章君籌、顧拯來、李啟

藩、沈葆琦、沈同一分任總務、教練、審查、編輯、用品等五股的臨時

義務執行委員，由此，一個統合全國童子軍事務的全國協會似乎以然形

成 ， 也確實 有 人 認 為 全 國 童 子 軍聯合會已正式成 立 。 37然 而 ， 實際上 ，

雖然有了基礎的組織架構，卻由於成員散居各地，遲遲無法召開會議，

導致未有任何實際成果。於是，中華教育改進社再度出面邀請董事於年會時

 
32 〈童子軍協會開會紀〉，《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13 日，第 14 版。〈童子軍全國協

會第二日紀〉，《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14 日，第 14 版。〈童子軍全國協會第三日

紀〉，《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16 日，第 14 版。〈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章程〉，

《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18 日，第 16 版。〈來件 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章程〉，

《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27 日，第 16 版。 
33 〈第十九 童子軍教育組〉，《新教育》，5：3（上海，1922），頁 563。 
34 〈第十五 童子軍教育組〉，《新教育》，7：2-3（上海，1923），頁 208。 
35 〈教聯會在滇開會紀（六）〉，《申報》（上海），1923 年 11月 19 日，第 10 版。 
36 〈全國童子軍聯合會籌備會紀〉，《申報》（上海），1924 年 3月 29 日，第 14 版。 
37 〈第二十二 童子軍教育組〉，《新教育》，9：3（上海，1924），頁 621-625。陳卓人，

〈童子軍教育之前途〉，《申報》（上海），1924 年 7月 22 日，第 18 版。〈童子軍聯合會今

日舉行年會〉，《申報》（上海），1924 年 8月 13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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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開會，會中決議，請改進社派員協助處理文書工作，並希望能酌量贊助經費，

另外，也向武昌文華大學商借該校作為全國童子軍代表會議地點，時間定在 1926

年 1月 1日至 3日，並函請交通部發給各省代表免費乘車證。38至此，全國童子

軍聯合會的組織似乎總算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原以為此後便能逐漸步上

正軌，然而，由於政治動亂，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原定在文華大學舉行

的童子軍代表大會未能順利舉行。1926 年 2月 28日，由沈信卿、章輯五、李啟

藩、顧拯來等人以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董事的名義在上海發起談話會，

會中，章輯五指出「自民國十三年，……，兩年來受政治影響，敎育事業極受

打擊，加以各董事散居各省，各個人本身原有職務之忙迫，未獲集議機會，引爲

憾事。……，訂於十五年一月一日……舉行各地代表會議，……益以南北戰事交

通阻斷又未能舉行」由此可見政治問題以及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實是影響全

國童子軍聯合會組織的重要因素。另外，會中也決議以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作為

臨時辦公處，並將正式通告各省區聯合會，請其正式加入並繳納會費。39儘管看

似該會將開始正常運作，然而，或許由於數月後便遭逢北伐戰爭爆發，此後，便

再沒有與全國協會有關之報導或相關資料。1927 年前後，以往由民間與半官方

教育組織共同主導童子軍運動發展的時期將告一段落，在北伐戰爭結束後，童子

軍運動在中國將面對的是國民黨對於各省童子軍聯合會的接收與統合，而第一個

能實際掌控全國童子軍的國家級童子軍組織，也將在國民黨的支持下正式成形，

中國的童子軍運動將進入另一個階段。40 

透過以上對於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籌備過程的梳理，可以發現推動成立全

國童子軍聯合組織的工作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成績，雖然協會組織大致成形，卻由

於內外的諸多因素始終未能正式開始執行協會應有的功能，整體來說，此一時期，

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的籌劃工作可以說是前功盡棄。不過，從中，我們也可以

清楚看到江蘇方面的童子軍人士對於此事始終涉入甚深，即便董事引入了其他省

份的代表，然而，實際執行工作仍需要完全倚重其人，由此可見，江蘇方面童子

軍運動的發展，在當時的中國確實相當突出，然而，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僅有一

省的發展迅速是遠遠不夠的，童子軍運動的普遍性不足，導致全國各界尚未有足

夠的基礎形成對於組織全國協會的高度共識，筆者認為這點是造成此一階段全國

協會組織工作失敗的重要因素。 

 
38 〈改進社請童軍會董事出席年會〉，《申報》（上海），1925 年 6月 5 日，第 13 版。〈童

子軍教育組〉，《新教育》，11：2（上海，1925），頁 284。 
39 〈全國童子軍聯會董事開談話會紀〉，《申報》（上海），1926 年 8月 28 日，第 11 版。 
40 有關國民黨政府時期童子軍的發展，詳見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
1949）〉一文，本文不贅。參見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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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童子軍的跨國交流 

——1924 年萬國童子軍大會 

 

1920年，第一屆萬國童子軍大會（現稱世界童軍大露營，World Scout Jamboree）

及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現稱世界童軍會議，The World Scout Conference）在英

國舉行。1此後，除遭逢二戰等國際問題而暫停舉辦或延期外，兩項活動皆定期

舉行，2為全球童子軍運動中最為重要的國際性活動之一。萬國童子軍大會以露

營活動為主軸，在活動期間除了參與主辦國安排的各項活動外，也能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童子軍交流，觀摩、學習各國不一樣的童子軍技能與活動方法。萬國童子

軍國際會議則結合世界各地的童子軍領袖代表，針對童子軍的發展方針進行討論，

會中的決議將決定未來數年全球童子軍的方展方向。在兩者草創初期，中國由於

初期發展腳步較為緩慢，因此皆未能正式參與或是提出意見。然而，童子軍運動

的發展，除了國內童子軍本身的努力之外，與其他地區的童子軍進行交流與觀摩，

亦是推動進步的一大助力，能夠對自身的技能與未來發展進行檢視，因此，缺乏

國際性活動遂成為中國發展童子軍過程中的隱憂。 

正因如此，1924年由江蘇童子軍聯合會派遣前往丹麥哥本哈根參與第二屆萬

國童子軍大會與第三屆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的代表團，在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

上更顯得具有重要性。首先，當第一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於1920年在倫敦舉行時，

由於國內童子軍活動發展尚未成熟，時任中華民國駐英公使的施肇基只能從華僑

子弟中挑選十四人參與。3而1924年中國能夠自國內選派代表團參與，顯示出江

蘇地區童子軍的發展確實已相當發達。其次，在經費方面，儘管北京政府教育部

曾下訓令，稱會咨請財政部籌撥一萬元，然而，最後經費卻是來自於江蘇省財政

廳從民國十二年度留學經費剩餘款中所撥出的一萬元，4由此可見當時中央政府

對於此一活動並不相當重視。此外，在代表團團員選派上，主要也是由江蘇省童

軍聯合會組成的「籌備選派江蘇童子軍代表赴丹委員會」來主導。5正由於不論

 
1 為配合歷史脈絡，行文採用萬國童子軍大會及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作為名稱。 
2 世界童軍大露營原則上每四年舉辦一次，世界童軍會議在 1985 年以前每二年舉辦一次，1985
年後則原則上每三年舉辦一次，每次由不同會員國主辦。參見 The Scout Association, An Official 
History of Scouting (London: Hamlyn, 2006), pp.66-67. 
3參見王晉麗，〈童子軍在中國–中國近現代童子軍興衰史的初步考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6.1），頁 18。 
4 〈江蘇童子軍赴丹經費有著〉，《申報》（上海），1924 年 6月 13 日，第 13 版。〈部令籌

認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經費〉，《申報》（上海），1924 年 5月 9 日，第 10 版。 
5 〈蘇童子軍聯合會昨開董事會〉，《申報》（上海），1924 年 6月 9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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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經費籌措或是代表團成員選拔上，北方的北京政府或是南方的國民政府都未

對於此事有太多介入，因此筆者認為這可以視為是1926年以前以民間及地方半官

方教育組織主導童子軍運動的重要個案，值得進一步研究。最後，此次參與國際

性大型露營活動的經驗，提供代表團成員一個機會，能夠實地觀察他國的童子軍

活動，從而以此來檢視中國的童子軍發展，並對未來發展提出想法，而參與國際

會議，亦使中國的童子軍發展能夠逐漸跟上世界的腳步。 

以下，本文將從四個階段進行分析，分別是事前籌備、旅行見聞、大會經歷

以及歸國影響。在事前籌備上，將詳細說明此次代表團行前的各項準備，包括主

導人物、代表團選拔的過程、經費的籌措等。在旅行見聞方面，將描述代表團由

中國至丹麥旅程，說明旅途中代表團成員較為特殊的見聞與感想。而在大會經歷

的部分，將追溯中國童子軍代表團在活動中的一舉一動，像是參與了哪些活動，

或是與哪些國家的代表交流等，以期瞭解代表團成員在活動中是否獲得某些經驗

或是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另外，也希望透過觀察代表團成員在活動中的表現，

來描繪當時國際眼中的中國形象。最後，在歸國影響部分，則主要將從兩個角度

進行分析，其一是影響，將著重在經驗、新知的分享，希望瞭解代表團成員藉由

參與國際活動所獲得的新知或是經驗，或是向其他國家的代表學習到某些不同的

活動內容，在歸國後，是否對於中國的童子軍發展產生影響。其二是檢討，希望

瞭解在代表團歸國後，國內童子軍運動的主導者是否有進行相關的檢討，不論是

對於事前準備或是在活動中的表現，這些都將可能對於未來再參與此一活動時的

準備以及當時的童子軍訓練方法產生影響。 

 

 

 

第一節   事前籌備 

 

萬國童子軍大會及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自 1920 年於英國倫敦首次舉行，

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各國童子軍進行國際交流的重要活動。藉由這兩項活動，各

國童子軍不僅能在童子軍技能上相互觀摩與學習，對各地不同的風俗文化亦能親

身體驗、理解。同時，各國的童子軍領袖也透過國際會議，發表對於童子軍未來

發展的看法，透過凝聚共識、做出決議，帶領各國童子軍同步發展。中國童子軍

在 1924 年能夠派遣代表團參與這樣的大型國際活動，儘管從國際的角度來看是

相對緩慢的，然而，放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下來看，這樣的經驗無疑是特殊的。由

於民初以來中國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長期不穩定，加上發展前期中國各地童子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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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未能組成一個具有代表性、號召力的全國性童子軍組織，使得中國在第一次萬

國童子軍大會舉行時未能自國內派遣代表團。而當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舉行時，

6儘管國民黨已於 1928 年成立黨童子軍司令部，逐步收攏全國各地的童子軍組織，

亦已針對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著手擬定參加計畫，但最終卻仍未能從國內派遣

代表團。7在前、後屆皆未能派遣代表團的情形下，更凸顯出 1924 年參與萬國童

子軍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之特殊。 

1924 年 2 月，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籌備事務所來函，邀請中國派遣代表

團赴丹麥與會，但由於中國尚未成立全國性的童子軍組織，邀請函只能先寄到北

京清華大學，之後相關訊息再轉知上海童子軍會，該會認為此事重大，需要集合

全國之力來辦理，因此很快便將相關函件翻譯成中文，並發給各地的童子軍組織，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便在此時收到訊息，並在同月的董事會上提案討論。8儘管如

此，受到經費問題影響，中國方面一直未能確認是否能夠派遣代表團前往。6月

初，日本代表團於赴丹途中過境上海，雖然受到之後擔任代表團幹部的章駿等人

歡迎，卻並未獲知中國方面將會派遣代表團的訊息，因此，當日本代表團在丹麥

見到中國代表團時都感到相當訝異。9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最重要的問題

就在於旅費的籌措，由於當時出國的費用所費不貲，江蘇童子軍聯合會早在 2月

接到消息時便呈報給省政府，再由省政府呈報給教育部，期望透過政府補助能夠

順利派遣代表與會。雖然，在此期間教育部或省政府官員對於此事的討論內容目

前不得而知，不過，教育部最終在 5月初頒布訓令，指出相關經費應由中央與地

方政府共同分擔，中央方面將請財政部撥出一萬元，其餘則請各省分攤。根據江

蘇童子軍聯合會的估計，如果按照萬國童子軍大會籌備事務所的邀請，派遣四十

八人的正式代表團，全部費用大約需要六萬六千元，中央所提供的一萬元是遠遠

 
6 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於 1929 年 7月 29 日至 8月 12 日於英國勃肯黑德（Birkenhead）舉

行，計有來自 69 國的 50000名童子軍與會。“History of the World Scout Jamboree,”Scout.org, 
https://www.scout.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_files/amboree%20History%20.pdf（accessed 
November 16, 2020） 
7 張忠仁，〈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童子軍的意義〉，《黨童子軍司令部月刊》，3（南京，

1929），頁 41-45。〈參加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計劃（草案）〉，《黨童子軍司令部月

刊》，4（南京，1929），頁 17-23。〈第三次國際童子軍大會我國不派代表參加之原因〉，

《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月刊》，第一卷彙刊（南京，1930），頁 685。〈萬國童子軍大會的過去

和將來〉，《軍事雜誌》，43（南京，1932），頁 147。 
8 吳達元，〈對於本屆赴丹代表團組織之我見〉，《丹麥特刊》，特刊（上海，1925），頁

13。有關邀請函為何先寄往北京清華大學，目前沒有史料能夠說明，但筆者認為或許與清華大

學長年以來與美國關係密切有關，在江蘇方面外籍人士逐漸淡出童子軍活動後，清華方面或許

成為中國童子軍少數的對外聯繫管道。關於清華童子軍與美國的淵源，參見田耕，〈藤影荷香

中的營帳——清華童子軍鉤沉（1915-1928）〉，《晉陽學刊》，6（太原，2011），頁 99-
103。 
9 沈同一，〈我的童子軍回憶〉，《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3（上海，1948），頁 35-
36。吳達元，〈對於本屆赴丹代表團組織之我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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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而各省財政狀況不一，其餘的費用究竟能夠負擔多少，或是是否願意協

助，亦屬未知。隨著最遲出發時間逐漸逼近，中央所承諾的經費卻遲遲未撥，最

終幸得江蘇省支持，由前一年度的留學經費剩餘款中撥出一萬元作為相關經費。

10當時，江蘇省該年度的留學相關預算也不過將近十六萬元，11由此可見省政府

對於此一活動的支持。 

經費問題獲致解決，相關準備事宜也得以展開。由於經費有限，代表團員額

最終縮減為八人，分別是教練員三人與童子軍五人。12教練員人選由江蘇省教育

會幹事員會選定由李啟藩、姚麟書及章駿擔任，姚麟書後因個人職務關係，無法

赴丹麥，經省教育會同意，自第五次籌備委員會開始，其職務由沈同一代理。13

李啟藩、姚麟書、章駿及沈同一等人皆長期投身童子軍活動，在前幾章中便經常

能看到其人參與童子軍活動的紀錄，其中又以李啟藩之資歷最深。李氏長期主理

青年會童子軍事務，並積極參與其他各項童子軍活動與組織，曾任上海童子軍會

東區正區長、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幹事員、董事以及全國童子軍聯合會籌備委員

等職。14姚麟書參與童子軍活動的資歷也相當早，1917 年即擔任江蘇省童子軍聯

合會幹事員，後曾任上海童子軍總教練。15章駿之經歷亦相當豐富，1920 年起擔

任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副總教練員與幹事員，後任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董事、總

教練員等職，亦曾參與籌備全國童子軍聯合會。16沈同一服務於徐家匯南洋公學

附屬小學，1917 年擔任該校童子軍第十團副團長，其後熱心推動童子軍活動，歷

任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幹事、副總教練員以及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庶務部主任、幹

事、總教練等職，童子軍活動經驗相當豐富。17透過以上對於代表團幹部過去經

 
10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2-3。 
11 〈江蘇十三年度教育經費〉，《中華教育界》，14：5（上海，1924），頁 15。 
12 此處的童子軍係指非屬教練員的童子軍活動參與者，為求行文順暢與明確，後以幹部指稱教

練員、以團員指稱此處所稱之童子軍，指涉全體代表團時則以成員代稱。 
13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5。 
14 〈青年會童子部開幕之圓滿〉，《申報》（上海），1915 年 10月 19 日，第 10 版。〈上海

之童子軍〉，《申報》（上海），1916 年 3月 4 日，第 10 版。〈上海童子軍會將開年會〉，

《申報》（上海），1919 年 12月 3 日，第 10 版。〈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常年會記〉，《申報》

（上海），1922 年 8月 17 日，第 15 版。〈童子軍請撥用庚子賠款〉，《申報》（上海），

1923 年 4月 4 日，第 15 版。〈全省童子軍會年會記〉，《申報》（上海），1923 年 8月 3
日，第 14 版。 
15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大會記〉，《申報》（上海），1917 年 8月 22 日，第 11 版。〈童子軍

聯合運動會記事〉，《申報》（上海），1917 年 11月 12 日，第 10 版。 
16 〈童子軍全省教練員會記〉，《申報》（上海），1920 年 8月 14 日，第 10 版。〈全省童子

軍聯合會大會續記〉，《申報》（上海），1920 年 8月 15 日，第 10 版。〈童子軍協會開會

記〉，《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13 日，第 14 版。〈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董事會記〉，

《申報》（上海），1923 年 8月 20 日，第 15 版。 
17 〈童子軍第十團分隊比賽預誌〉，《申報》（上海），1917 年 6月 15 日，第 10 版。〈江蘇

童子軍聯合會大會記〉，第 11 版。〈童子軍聯合運動會記事〉，第 10 版。〈上海童子軍會民

國八年職員〉，《申報》（上海），1919 年 4月 20 日，第 10 版。〈地方通信松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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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簡單描述，可以看到幾人在童子軍活動上皆有相當資歷，經驗豐富，當非泛

泛之輩。 

在幹部人選確定後，經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同意，李啟藩、姚麟書及章駿組

成籌備委員會，負責團員選派與其他準備事宜。儘管時間緊迫，籌備委員會對於

團員的選拔並不馬虎，不僅要求必須具有優級童子軍資格且嫻熟英語才可以投表

報名，報名後尚需經過面試與兩階段的童子軍技能實地測試。經過層層篩選，籌

委會最終自十四名報名者中選出六人作為正式團員，分別是謝文通、駱志聖、蓋

其新、吳達元、林文奎以及曹庸方，六人皆為當時江蘇地區知名大學的學生（參

見表二）。而正式團員之所以從原核定的五人增加為六人，主要是為了符合大會

方面對於第六項比賽的規定。18此時代表團編制成員為九人，然而，到了出發時，

代表團成員實際上增加為十四人，除了張江泉是由南洋大學附屬小學委派，經過

正式程序，函請代表團讓其隨團赴丹考察童子軍事業外，19其他三人包含經乾林、

樂秀榮、王瑋則是由上海童子軍聯合會指派而臨時加入。經乾林、樂秀榮皆受過

良好的童子軍訓練，曾分任中華童子偵探會旗下第一隊（華童公學）及第十一隊

（中法學校）的隊長，兩人在中華童子偵探會併入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後，仍持續

參與上海童子軍聯合會會務，經乾林並曾任華童公學童子軍正教練。20根據樂秀

榮等人歸國後的報告稱，當時之所以派遣幾人隨團前往，主要是因為「派選代表

及童子軍六人，諸多蒙昧，恐辱國體」，故遣其人「一以扶助省代表之不逮，一

以監察其行動」。21對於省代表的輕視可見一斑。而代表團方面，對於上海童子

軍聯合會相當臨時的安排也有所不滿，章駿便指出：「臨時憑口頭一語，加入同

行，似合而分，似分而合」。認為如此行為不僅造成預算問題，也影響團體的統

合，22由此，似乎可略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會與上海童子軍聯合會之間有所不

合。然而，從前兩章中可以看到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與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在體制

上具有從屬關係，加上在此前的史料也未曾見兩會有如此高度的不合，筆者認為

或與經乾林等人過去受中華童子偵探會訓練的經驗有關，由於與省代表所受訓練

不同，造成兩方在部分觀點上的不同，不過，實情為何，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報》（上海），1920 年 5月 7 日，第 7 版。〈童子軍協會開會記〉，第 14 版。〈全邑童子軍

舉行大比賽〉，《申報》（上海），1922 年 5月 21 日，第 14 版。 
18 大會規定各國代表團成員應有四十八人，由於無法負擔所需經費，在人數不足的情況下，中

國代表團便只能參與人數需求較低的競賽項目。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3。 
19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7。 
20 〈上海童子軍現狀一斑〉，《童子軍月刊》，1：8（上海，1919），頁 12-13。〈童子軍聯

合會開會記〉，《申報》（上海），1920 年 9月 25 日，第 10 版。 
21〈赴丹童子軍代表之報告〉，《教育雜誌》，17：1（上海，1925），頁 7。 
22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24。 



 57 

儘管有所齟齬，代表團仍然順利成團。由於時間問題，無法如日本代表團經

海路前往丹麥，而必須由上海乘車北上，經北京、哈爾濱，從西伯利亞進入歐陸，

再從德國前往丹麥，一路上不但須多次轉乘不同鐵路的列車，尚需數次換乘輪船，

雖然旅途時間較短，但由於途中需入境多國，不僅交通方式複雜，行前各項手續

的繁複程度亦遠勝海路。23然而，正因為此，才讓代表團成員能夠在沿途看到更

多不同國家的社會情形與文化風俗，除了拓展了代表團成員的視野，也為途經各

地留下一些特別的文字紀錄。 

 

 

 

第二節   旅行見聞 

 

1924 年 6月 29日，參與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江蘇省代表團由上海北火車

站出發，除了中華職業教育社、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江蘇體育

研究會等教育團體皆派代表到站歡送，上海童子軍會、各校童子軍團亦皆派員到

站歡送，各界到站歡送者近千餘人，當時盛況可見一斑。由 6月 29日出發，代

表團直到 7月 19日始抵赤塔，共耗時 21天方入俄境。之所以如此耗時，主要因

為行前手續問題，而在北京停留稍久，另外，代表團在南京、奉天、哈爾濱等地

亦各停留數日，除了謁見各地地方官員，也受到當地各界以及童子軍團的熱烈歡

迎與招待。（日程表，詳見附錄三） 

停留北京期間，代表團幹部為了過境俄國所需的簽字手續（簽證）、免驗行

李事宜以及處理換匯與京奉鐵路的免票事宜等各項事務奔波，從此處可以發現行

前手續的繁複，也能看到當時代表團的派遣確實是在倉促之中完成，使得部分事

宜無法等待政府機關以發函方式完成，而必須由代表團幹部親自到北京處理，因

此耗費多日。在此期間，代表團亦從教育部處得知其他各省並未派遣童子軍赴丹，

教育部並委託代表團將致丹公函帶往丹麥。因此，雖然未經正式程序確認，然而

此一情形不啻確認江蘇代表團即為中國之代表，使得代表團成員頓感責任重大。

除此之外，前述中央曾承諾將核撥一萬元經費，為此，代表團幹部也親自到教育

部會計科詢問有關事宜，儘管會計科科長當場承諾在接到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的公

函後，便會請財政部斟酌補助。然而，從目前並未見到相關資料看來，最終似乎

仍是石沉大海，並未核撥此一經費，由此可見童子軍運動在當時還不是中央政府

 
23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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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的重點項目之一，因此對於經費的撥給並不是非常積極，與後續國民黨主

政時期對於童子軍活動的重視有相當差距。24 

其他沿途所經各地，代表團皆受到社會各界相當熱烈的歡迎。車經蘇州、無

錫、常州、鎮江等站時，均有童子軍到站歡送，吳縣童子軍聯合會並贈送紀念旗

一面，上書「耀我三吳」，期許代表團能夠此番出訪能有好成績。抵南京時，則

有東南大學附屬中學童子軍三十餘人到站歡迎。在此，代表團得拜會江蘇省省長

韓國鈞，在其訓詞中，也明確表示儘管江蘇省經濟拮据，仍勉強提供經費予代表

團，正是期待此行能「一雪曩日受人輕視之點。」顯示出對於童子軍參與國際活

動的重視。25隨著代表團繼續北行，在進入奉軍勢力範圍後，除了有青年會及各

校童子軍團派員接待外，也受到軍政高層高度的重視，包括張學良、東省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的朱慶瀾、濱江鎮守使張召棠等人都對代表團相當優待。張學良時

任奉天童子軍聯合會會長，因此對於童子軍事務極為關注，儘管因公在外，無法

當面與代表團會晤，仍交代下屬妥為照顧。朱慶瀾則特別下令中東鐵路準備二等

專車，專供代表團在由長春至滿洲里的旅程中使用，也因此代表團在停留哈爾濱

的五日間遂直接夜宿於專車中，以節省經費。在哈爾濱期間，張召棠多次與代表

團會晤，除與領隊就教育、社會等問題交換意見，並設宴歡迎外，之後在代表團

即將啟程前，亦親自至車站慰問。當時北方軍政長官對於童子軍活動的關心著實

讓代表團成員留下深刻印象。26通過上述內容，可以發現儘管中央方面對於童子

軍活動尚不重視，然而在代表團途經中國各地時，地方軍政及社會各界皆熱烈歡

迎，顯示出地方對於童子軍活動已有相當重視。 

    7月 18日，代表團由滿洲里出發，正式踏出國門，途經今俄羅斯、立陶宛、

拉脫維亞等國，於 31日抵達柏林。在旅程中，儘管有預先籌備，代表團仍面臨

到諸多問題，主要由於代表團倉促成行，使得對於入境各國所需的資料或各國當

前的政治狀況等方面瞭解不足。例如在從滿洲里到赤塔途中，遇到稅關巡警登車

檢查，代表團所攜帶的十台攝影器材悉數被沒收。27或如俄國自革命後，因為原

通行之貨幣上刻有沙皇之肖像，因此禁用，並重新發行盧布紙幣，但代表團幹部

竟未聞有如此更改，因此在準備時竟只換得盧布硬幣，使得在從赤塔前往莫斯科

途中，出現需要補票卻沒有錢可以付的窘況，幸得同車的俄國乘客出面與列車長

交涉，讓代表團暫以金幣付款，並多付十分之一作為押金，待代表團抵莫斯科後

 
24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5-20。 
25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2-13。 
26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20-29。吳達元，〈赴丹麥日記〉，《中社雜

誌》，1（上海，1925），頁 5-9。 
27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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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領事館派員與鐵路管理單位處理後續問題。28再如代表團途經今日的拉脫維

亞與立陶宛邊界時，由於沒有取得立陶宛的簽證而被罰款美金百餘元，造成代表

團相當大的損失。29以上這些都反應出代表團幹部在行前準備上的不足，所造成

財物上的損失，也多少影響代表團之後的支出。 

    在由滿洲里前往莫斯科的旅程中，或許是代表團成員首次有機會近身觀察共

產黨主政下的社會，因此對於當時俄羅斯的政經、社會狀況都有諸多紀錄。吳達

元筆下的俄羅斯，即呈現出一幅相當特殊的景況。雖然從莫斯科的救世禮拜堂（今

稱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美術陳列所仍能看到往日繁華的影子，市中心壯麗的

建築也仍矗立著，然而實際上的俄羅斯社會卻是一片蕭條。由於施行共產制度，

不只如赤塔之類的邊境城市「市況蕭條、路政不修」，就連莫斯科市中心亦是如

此，往日繁華壯麗的建築，今日則十室九空。不過，儘管市況冷清，晚間的劇院

卻仍高朋滿座，主要由於政府禁止人民飲酒、跳舞、穿華服，因此民眾遂將觀劇

當成日常重要的消遣之一。除此之外，吳達元亦紀錄了當時俄羅斯童子軍的現況，

透過與莫斯科當地的兩名男女童子軍談話，才瞭解到童子軍活動已被政府禁止，

因此童子軍只能私下秘密活動，原有的童子軍組織亦被改為斥候童子軍，成為共

產黨訓練預備黨員的組織之一。通過實地觀察，吳達元對於共產主義並未留下好

印象，他指出： 

經過地方，十室九空，其人民皆鳩形鵠面，衣服襤褸，求一冠裳楚楚者而

不可得，蓋俄自革命後，實行共產主義，人皆坐食，以致農田荒蕪，工廠

停閉，商店房屋，皆收歸國有，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凡此種種現

狀，皆受共產之影響。	

他認為當時中國開始有宣傳共產主義之呼聲，實是未見共產主義之失敗，而欲將

中國帶往混亂，因此，他有義務將俄國的現況告知傾心共產主義者。從以上內容，

可以看到此次近身觀察俄國的經驗實對吳達元產生相當影響，從相關內容在其遊

記中所佔篇幅之多，亦得見其對此一議題之重視。30 

    7月 28日，代表團由莫斯科啟程，於 31日抵達柏林，得中國留德學生會熱

情接待，並借宿於該會會所，以節省旅費。在柏林期間，由留德學生會安排，代

表團參觀了各個著名景點，如國家美術館、動物園、當地知名的遊樂園羅娜花園

（Luna Garden）以及位於波茲坦的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等，其中，對於

羅娜花園以及動物園，吳達元有相當多的介紹，顯示出此二景點對其來說是具有

特殊性的。羅娜花園為一現代化遊樂園，園中設有利用電力的遊樂器材，吳達元

 
28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33。 
29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頁 17。 
30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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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其「皆極精美，而有科學思想」。而動物園，除了有陸上的各種飛禽走獸，最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園中的「水產館」，他寫道「觀者幾如置身海中，而與魚蝦為

伍」。章駿則對館內能夠運用科學方法養殖水生動物感到印象深刻，認為「德人

科學之深奧，令人益信」。另外，對於柏林市容之整齊清潔、交通之便利與市政

設施的完善章駿也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為這除了與行政品質良好有關外，市民本

身的自律也是相當重要的，此外，他也對在一戰戰敗的德國能夠恢復得如此之快，

「竟不知為曾經戰敗之國」，感到驚訝與敬佩。吳達元亦認為德國「國民之精神

魄力，洵足令人欽仰無已」。31儘管兩人對於德國科技之進步以及國民精神素質

之高皆感到相當欽佩，然而，在柏林，代表團也接受到中外文化差異與缺乏理解

所造成的衝擊，例如當時代表團成員皆配戴一卍字型感謝章，就被提醒在德國應

避免配戴卍字型徽章，以免被德國人誤認為猶太人，而有人身安全的疑慮。另外，

代表團也曾在出遊時被當地兒童誤認為日本人，後者因而尾隨其後，大呼日語的

早安，雖然此一行為是否真是惡意、帶有侮辱性質值得商榷，但吳達元確實認為

受到侮辱。此外，也有德國人詢問代表團為何「頂上無辮，不穿長衣大褂」，又

問現今皇帝何名，顯示出對於中國政情社會的隔膜，經代表團說明中國今已革新

後，始恍然大悟。 

 

 

 

第三節   大會經歷 

 

    8月 5日，代表團離開柏林，晚間抵達哥本哈根，丹麥童子軍會會長哈爾姆

（Holm）、萬國童子軍大會籌備事務所副主任佛克羅生（Sven V Knudsen）、丹

麥童子軍會委員包納遜（Bonneson）、中國駐丹麥公使館書記滿黑德（Morkhalt）

等人到站歡迎。包納遜受大會指派專職招待中國代表團，代表團在丹期間，各項

事務皆由其協助處理。當天由於大會尚未開始，因此暫時入住大會安排之旅社，

8 日下午才正式至營地紮營。本次大會營地位於位於哥本哈根近郊的艾姆倫德

（Ermelunde），自 10 日正式開幕至 25 日，為期兩周。計有來自 40 國共 4549

人參與。大會活動分為兩個階段，10日到 17日為露營，17日到 25日為寄宿與

萬國童子軍會議。32露營活動部分，與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童子軍大露營不同，當

 
31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39-43。吳達元，〈赴丹麥日記〉，頁 18-21。 
32 “History of the World Scout Jamboree,”https://www.scout.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_files/amb 
oree%20History%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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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以體驗為中心，主辦單位會設計諸多不同活動供參加者體驗學習，當中也會

加入現今較為重要的課題，例如環保意識、宗教交流等，讓參與者在娛樂之餘也

能有所學習。而根據代表團所記，當時的活動內容以比賽為中心（參見表三），

透過諸多不同類型的團體賽、個人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童子軍能夠切磋彼此的

技能。 

在各項比賽中，中國代表由於人數不足，因此只獲准參加個人賽中第六項的

第一種，當中共分救護、城市觀察、烘麵包、昏夜尋路、推知（或譯推理、偵探）

與測量等六項，本來代表團方面以為可以自行分配參賽人選，因此在赴丹途中便

指定每個團員練習不同項目，殊不知到場才知道是透過抽籤決定人選，部分隊員

因而感到相當緊張。33儘管最初稍有出師不利之感，然而，最終的比賽結果卻令

當時的代表團感到相當的滿意。當時一同參與此六項比賽的國家，除了中國，尚

有美、英、法等十二個國家的代表，各項比賽滿分為二十分，而中國代表以六項

平均十二分的成績獲得第五名，排在匈牙利、英國、法國與挪威之後，成績不可

謂不佳。34章駿即指出：「此次我國加入比賽，因時間之促迫，未有充分之預備，

得有如此結果，殊堪自慰矣。」35這樣的結果也讓當時的代表團成員認識到「中

國童子軍之實質，未弱於外人，特少適當練習耳。」36 

    除了比賽，各國代表之間的交流也是大會中相當值得注意的。其中，中國代

表團曾兩次舉辦茶會活動，一次邀請各國代表團的領袖、教練與大會總事務所的

重要職員，另一次則是邀請各國代表團的隊長。兩次活動中，除了與各國代表茶

敘，也由代表團團員表演中國傳統文化，如章駿、曹庸方表演國樂，林文奎表演

國術等。37這樣的活動不僅有助於中國與其他國家代表間的交流，加深其他國家

代表對於中國的認識，對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形象也有所助益，在張江泉刊登在

《申報》上的一篇報導即指出：「中國代表團開歡迎各國教練員會每團二人，甚

受與論贊同，謂中國人最懂禮節。」38此外，這樣的表演機會對於提升中國代表

團的自信似乎也有所幫助，例如吳達元就在日記中表示：「以林文奎君之國技表

演，最為生色，我國有此好身手，可雪昔日病夫之恥矣。」39值得注意的是，根

據章駿所說：「大會中國際間交際事宜，由中國首創。」40如果其所言為真，在

 
33 章駿口述，吳寶生筆記，〈江蘇童子軍常任考驗員章君疇先生在本校之講演詞〉，《江蘇省

立第四中學校友會季刊》，2（太倉，1926），頁 23。 
34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53、74-79。 
35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74。 
36 章駿口述，吳寶生筆記，〈江蘇童子軍常任考驗員章君疇先生在本校之講演詞〉，頁 24。 
37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53-54。 
38 張江泉，〈丹京哥本哈經通信（三）〉，《申報》（上海），1924 年 9月 4 日，7 版。 
39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中社雜誌》，2（上海，1926），頁 5。 
40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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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童子軍大會中舉辦這樣的國際交流茶會是由中國首創，筆者以為在萬國童子

軍大會的發展過程中實是一項重要的貢獻，當然，事實是否如他所說，尚需更多

資料佐證。 

    在露營活動結束後，大會第二階段的活動共有兩項，分別是幹部參與的第三

次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以及團員參與的寄宿活動。在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國際會議

方面，由於中國當時尚未加入萬國童子軍會，因此未能參與會前的議案提出與審

查，根據章駿的紀錄，各項議案在會前便已經由萬國童子軍董事部詳加審查，因

此其實對於決議的結果已早有把握，因此會中大部分的內容皆屬報告性質，41這

也使得中國代表無法對於議案內容產生實際影響，或是提出本身關心的議案，不

過，透過參與會議，仍使代表團幹部得以獲知萬國童子軍會最新的決議與未來政

策，對於返國後推動童子軍活動的進步產生相當影響。42其中對於中國產生較大

影響的議案則為推動羅浮童子軍發展與教練員訓練兩案，詳見下節說明。 

在寄宿活動部分，六名童子軍分別寄宿在不同的當地居民家中，這樣的機會

讓他們能更深入的認識當地的社會文化與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吳達元的紀錄中可

以看到，活動期間除了由寄宿家庭接待，帶領他參觀哥本哈根市政廳、蒂沃利花

園（Tivoli Gardens）等名勝景點外，大會仍有安排活動。大會方面將該週稱為丹

麥週，並訂有實業日、農業日、北西蘭日（North Sjælland Day）43與商業及航海

日等主題日，在每一天中安排童子軍去參觀丹麥不同的產業與歷史名勝，例如在

農業日就讓參與者去參觀驗豬場、屠宰廠與全丹麥最大的乳酪工廠，使其能更深

入認識到丹麥的畜牧產業。透過吳達元在日記中對於每一天活動的詳細記載，以

及其在回國後所參與編輯《丹麥特刊》中的內容，可以看到大會所安排的活動確

實讓中國代表團的童子軍們更深入的了解丹麥的文化與產業。44當然，這種對於

異國社會文化的進一步認識並不是單方面的，透過寄宿活動，也改變了一些當地

人對於中國的認識，例如吳達元就曾有如下紀錄：「丹國歷史中，記載我國民情

風俗，更及婦人小足，余力闢其妄，並將中國歷史地理，及現在國內情形，詳細

說明，俾丹人知今日之中國，非復昔日之中國也。」也曾提到：「薩君導余至一

中國貨之商店，詎料純為日本貨，而丹人受欺，誤認為中國貨，余即為薩君解釋

之。」45這兩條紀錄都反映出當時丹麥人對於中國文化的不了解，而透過吳達元

 
41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79。 
42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78-79。 
43 西蘭島為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所在地。 
44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頁 2-10。〈丹麥國略述〉，《丹麥特刊》，特刊（上

海，1925），頁 1-16。 
45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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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相信也讓與會的丹麥友人對於中國有了不一樣的認識。這種異文化之間

的互相認識正是這項活動的可貴之處，而在當時就能有這樣的機會則更顯特殊。 

8月 26日，代表團由丹麥啟程，途經倫敦、巴黎，分別停留數日後，於 9月

11 日自馬賽登船，於 10 月 14 日返抵上海，此次活動至此告一段落。然而，此

次代表團所帶回的經驗與新知則自此才正要開始產生影響。 

 

 

 

第四節   歸國影響 

 

對於此次代表團出訪過程的檢討，目前所見的資料主要可分為兩派意見，主

要即由於筆者在第一節中所提及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及省代表之間的齟齬。上海童

子軍聯合會方面，在樂秀榮、經乾林以及王瑋等人歸國後向上海方面作出的報告

中，可以看到其對於江蘇童子軍聯合會以及省代表多有批評，例如，稱：「章、

沈兩君，以言語不通，不能十分明瞭，李君雖能了解，實亦不知所以。」或認為：

「對於開會之唯一感觸，乃童子軍之真精神——服從、扶助、合作——而以丹麥

童子軍為最，還視吾國童子軍，相去甚遠，是殆教練之不得其人耶。」除此之外，

甚至暗示省代表有竊佔公費之嫌疑，稱： 

省代表行動詭異，常黃夜外出，午夜歸來，此中暗昧，非局外人可得而知，

巴黎素稱世界繁華之場，初涉足其間者，自不能忽然於心，是以一萬元之

公款尚不敷用，復有四千元之（）漏。	

當中針對代表團領隊李啟藩的批判更是相當多，例如，稱其童子軍學識不足，又

不願請教或請求幫助，而只用敷衍手段來裝點門面，因此常恭維麾下童子軍說：

「你們都是高級童子軍，又都是大學學生，不必我等時時訓練」，上海方面認為

這種論調實是掩耳盜鈴。另外，對於李啟藩在大會中的行程安排，樂秀榮等人也

有不同的看法，認為： 

此次赴丹之目的，並非徒事虛名，實欲將他國童子軍之學識，灌輸至中國

實習，……，吾人欲從事學習，而李領袖偏於大會緊要之星期二三兩日，

以茶點宴請各國代表，我等又不得不為之襄助一切，致無暇外出參觀。46	

使得他們無法有充分時間向其他各國童子軍觀察、學習。從以上的相關論述，可

以明確看到上海方面的代表對於省代表可以說是有相當多的不滿，部分批評也相

 
46 〈赴丹童子軍代表之報告〉，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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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激烈。然而，上述所說之事皆為事實嗎？實際上可能未必如此。首先，從第二

節中對於代表團三位主要幹部的背景介紹，可以發現三人皆有多年的童子軍資歷，

且皆曾擔任上海或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的幹事、董事與總教練等職，倘若三人在童

子軍方面的學識、能力真的如此不足，又怎麼能擔任這些重要職務。其次，如同

其人自承，其之所以加入代表團，目的正是為了「一以扶助省代表之不逮，一以

監察其行動」，顯見在出發之初便對省代表抱持著負面的看法，在這樣的前提下，

其人是否能夠持中立的態度去做評論是需要考慮的。此外，其人暗示省代表有竊

佔公款嫌疑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畢竟在省代表歸國後，相關經費的細目清單

是有送江蘇省長公署備查並經正式函覆，如若真有問題，省政府方面對此應會提

出相關質疑。47最後，在同屬上海童子軍聯合會的代表團團員吳達元、林文奎等

人所寫的《丹麥特刊》以及吳達元的遊記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部分對於省代表

的批評，然而，並沒有如同上海方面代表所說的那麼嚴重。因此，筆者認為省代

表在處理相關事務上確實可能有不盡人意之處，然而實際上的情形或許沒有上海

方面的代表們所說的那麼不堪。 

此次中國派遣代表團與會，畢竟是首次，許多事務都未有經驗，在過程中處

理的不夠完善或有所失誤也是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透過合理且具建設性的檢討，

將過程中的經驗保留下來，才能讓之後的中國代表在未來安排參與國際活動時，

能有所依據，而不會重蹈覆轍。在《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丹麥特刊》

中可以看到更多此類實質性的建議。在行前的準備方面，首先，章駿、吳達元、

林文奎都認為中國應該盡快組織一個全國性的童子軍聯合會，以便負責對外事務，

且將有能力籌集更多經費，以推派更完整的代表團出席。吳達元更建議應該盡快

加入萬國童子軍會，才能及時獲知相關訊息，避免如同此次因為倉促成團而造成

許多問題。48另外，關於代表團選派問題，吳達元認為不論幹部或團員都應該通

過考試來指派，並且應該訂定更嚴格的標準，雖然他也瞭解其他各國的代表團幹

部也並非通過考試選出，但他認為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童子軍聯合會的董事

並不能夠很好的瞭解、掌握旗下的所有教練員的品德操守與能力，因此只能從比

較熟悉的人之中挑選，倘若透過考選的方式，更能選出優秀者以代表中國。49章

駿則指出下次組織代表團時，應至少在出發前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理清每個人的

權責，而不能再像此次接受臨時或憑口頭加入者。此次正是由於這樣的情形，造

 
47 〈省教育會幹事員會紀〉，《申報》（上海），1925 年 05月 10 日，第 12 版。 
48 吳達元，〈對於本屆赴丹代表團組織之我見〉，頁 13。林文奎，〈觀此次世界大會我國童子

軍發展之方針〉，《丹麥特刊》，特刊（上海，1925），頁 15。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

報告》，頁 123。 
49 吳達元，〈對於本屆赴丹代表團組織之我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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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代表團領袖在領導團體上發生困難，而且在經費的使用上也出現問題。50此外，

章駿、吳達元都認為下次的代表團必須安排行前訓練，章駿認為行前應該至少有

一個星期的聯合訓練，如此才能求「精神上、形式上之統一」，從而在大會上有

更好的表現。吳達元更認為「須于大會六個月前，集合各童子軍於一處，以資訓

練」。51 

而有關大會活動方面的檢討，吳達元認為代表團出訪的目的是「取他人之所

長，而補己之短，借資他山之助爾」，而此次代表團並未做到，主要由於大會期

間對於童子軍有不得離營及有事離營不得過久等命令，使得他們未能「遍觀各種

比賽及各國營地，頗抱憾歸」。52這點可以與前述上海代表指出由於舉辦茶會，

而未能外出參觀的問題相連結，可以發現這方面的問題可能確實是當時上海方面

的童子軍比較注重的。不過，這方面的問題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李啟藩等人，只能

說是成員各人所重不同，畢竟在大會中除了觀摩比賽以及各國的營地外，各國童

子軍之間的交流也是大會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對於團員外出的限制或許是出

於安全的考量，倘若放任團員外出而發生意外，其責任的歸屬也是一大問題。章

駿則指出中國童子軍在平時可以加強訓練的方向，根據其在大會中的觀察，他認

為：「歐美童子軍愉快活潑之精神，誠非無人可及」。而中國的童子軍則有「東

方民族偏於呆板之通病」，雖然這種性格上的不同，很大程度是受到民族性與文

化的影響，但他認為應該嘗試去改變，當中國的童子軍變得更開朗、外向時，將

能更好的發揮本身的潛能。除了精神方面，在技能上，章駿也指出歌唱、歡呼、

游泳、划船等項目是中國童子軍比較弱的項目，因此，歸國後也應該在這些項目

上著意練習。53 

上述有關本次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的檢討，由於派遣代表團參與第三次萬國

童子軍大會的計劃遭國民黨中央常會以時間過於倉促為由否決，因而無法確認各

項檢討內容是否有被採納與付諸實踐。然而，從會前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曾持續

在其官方刊物上報導萬國童子軍大會的相關資訊以及各國的準備進度，並提出

〈參加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計劃〉，顯示出中國方面最初似乎曾相當積極籌劃

派遣代表團，雖然計畫最終夭折，不過，從當時的計畫草案中，或許還是能略見

端倪。54在經費方面，當時編列 115,545,60 元的預算，並按照活動期間的各項經

 
50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24-125。 
51 林文奎，〈觀此次世界大會我國童子軍發展之方針〉，頁 15。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

報告》，頁 124。 
52 林文奎，〈觀此次世界大會我國童子軍發展之方針〉，頁 15。 
53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23-125。 
54 〈萬國童子軍將舉行聯合大露營〉，《黨童子軍司令部月刊》，1（南京，1929），頁 63-
64。〈萬國童子軍協會函覆本部告知國際大會舉行日期和地址並附送大會文件〉，《黨童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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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列出細目，與第一次的代表團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將各項科目上分得更

細，讓預算更為清楚。在人員選拔上，計畫中也訂出更為仔細、嚴格的標準與選

拔方法。團員部分，當時希望由各縣、特別市到各省再到全國分別舉行聯合露營，

藉由縣（特別市）、省、全國的三級選拔，層層篩選出最優秀的團員。而在幹部

方面，也訂出諸多標準，包括語言能力、童子軍技能等，並需通過司令部安排的

臨時智力與教育測驗，合格者才能擔任。此外，針對前次代表團成員重視的行前

訓練，計劃中也規定人員選定後須留京訓練，項目包括專業技能、唱歌、歡呼等，

並且對於旅途中的訓練與複習也特別強調。儘管，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中，無法確

認以上的計劃是由哪些人所擬定，不過，以第一次代表團成員的經驗為基礎來看，

黨童子軍司令部方面的規劃確實是有所進步。55而且，從章駿在童子軍組織改制

後，仍持續擔任黨童子軍蘇省（江蘇省）軍部籌備委員以及之後的中國童子軍總

會籌備處秘書等要職，56可以看到其在國民黨掌控的童子軍組織中仍具有相當重

要性，因此，相關報告中所提出的意見能夠被部分的付諸實現或許也與其影響有

關。 

    最後，在經驗、新知的分享與推廣方面，在代表團回國後，就有諸多學校或

童子軍會邀請李啟藩、章駿等人前去分享參與活動的經驗。57甚至，在代表團返

國途中經香港時，也受香港中華童子軍邀請針對赴丹經過發表演講。58從這些演

講的內容，可以讓我們略知在活動中有哪些部分是讓代表團成員比較印象深刻的，

也代表當時中國的童子軍活動中比較缺乏的部分。以章駿在江蘇省立第四中學的

一次演講為例，當中分享了露營場地設施的便利，例如有自來水管能夠自由取水，

糧食是由管理單位按時分送，而且特別為中國代表團準備米食，以及廁所方面衛

生程度相當高，不僅空氣流通，且每日有人清潔。上述有關營地設施的便利與衛

生紀錄，在吳達元的遊記中也可以看到。因此，這些設施可能是當時中國的露營

活動中比較少見的，如同章駿在演講中自承「住此一星期頗為安適，誠出吾人之

初料也」。可見在其過去的經驗中露營並不是一項相當舒適的活動。59 

 
司令部月刊》，3（南京，1929），頁 102。〈參加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計劃（草案）〉，頁

17-23。〈萬國童子軍大會近訊〉，《黨童子軍司令部月刊》，4（南京，1929），頁 110-112。

〈第三次國際童子軍大會我國不派代表參加之原因〉，頁 685。 
55 〈參加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計劃（草案）〉，頁 17-23。 
56 〈黨童子軍蘇省軍部籌備委員會記〉，《申報》（上海），1928 年 3月 20 日，第 7 版。

〈總會代表演說〉，《申報》（上海），1933 年 10月 30 日，第 13 版。 
57 〈女體師歡迎童子軍代表〉，《申報》（上海），1924 年 11月 3 日，增刊 1 版。〈中國體

育學校歡迎會〉，《申報》（上海），1924 年 11月 4 日，第 7 版。〈童子軍赴丹代表演

說〉，《申報》（上海），1924 年 11月 30 日，增刊 18 版。 
58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頁 120-121。 
59 章駿口述，吳寶生筆記，〈江蘇童子軍常任考驗員章君疇先生在本校之講演詞〉，頁 22。吳

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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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經驗的分享，第三次萬國童子軍大會中所決議的推動羅浮童子軍發展與

教練員訓練兩案，在代表團回國後，相關推動工作也很快在中國展開。其中，在

推動羅浮童子軍發展上，60代表團成員經乾林、樂秀榮、王瑋、史邦俊等人即在

返國途中，於 10月 10日船上組成羅浮童子軍一隊，定名為中華羅浮童子軍，並

在返國後積極推動後續發展，如成立事務所於華童公學、廣肇公學，以及確認資

格、規律、誓願與考試等，後續陸續有十餘人加入。61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

中國的首個羅浮童子軍隊，在前一年，清華童子軍就曾成立一隊，譯為成年隊，
62但在中國國內並沒有獲得注意，直到赴丹代表歸國後，才帶起一股成立羅浮童

子軍的風潮。除了中華羅浮童子軍外，代表團成員沈同一、張江泉兩人在返國後，

也開始在南洋公學推動成立羅浮童子軍，沈同一認為羅浮童子軍的組織對於中國

的童子軍發展相當重要，過去，正是由於缺乏羅浮童子軍的組織，使得年輕人在

超過童子軍組織所規範的年齡（無錫童子軍規定為 12歲至 18歲）時，即使對於

童子軍有相當興趣，也因為沒有適當的組織，而被迫放棄，使得過去的訓練也功

虧一簣，因此組織羅浮童子軍，完善整個童子軍的進程與組織，讓青年能夠接受

更完整的訓練是相當重要的。同時，張江泉也擬定羅浮童子軍的組織法草案，希

望能促成當時的南洋公學校方盡快組織羅浮童子軍，然而第一時間似乎未獲得校

方首肯與支持，因此進度較慢，直到 1926 年始成立。63另外，南開中學與光華大

學等校也在之後陸續成立羅浮童子軍。64 

相當有趣的是，關於英文名稱「Rover Scout」的翻譯問題，在推動過程中其

實經過多次修改。最初，在活動期間傳回國內的相關報導中已經看到有羅浮童子

軍一詞的使用，然而，到實際成立羅浮隊時，又將之改譯為盧浮童子軍，之後再

以為求「譯音正確且意義並稱」，而改稱為羅阜童子軍。65最終，在 1925 年的一

次羅浮童子軍均討論會中，當時與會同人咸認為：「英義兩國於此項童子軍，已

努力進行，破除艱難，越高山大嶺，而得獲幸福。」因此，決定「以高山標示艱

 
60 羅浮童子軍 1918 年首先於英國試辦，當時適逢一戰結束，大批青年自戰場返回，為協助其

融入社會，故鼓勵他們重新加入童子軍，但限於童子軍原有的年齡限制，遂決定增設羅浮童子

軍一級，其後，貝登堡更將羅浮童子軍視為儲備未來童子軍領袖的重要單位。參見 The Scout 
Association, An Official History of Scouting (London: Hamlyn, 2006), pp.68-69. 
61 〈昨晚討論童子軍事業之宴會〉，《申報》（上海），1924 年 10月 25 日，第 11 版。〈組

織羅阜童子軍之發起〉，《申報》（上海），1924 年 11月 16 日，第 14 版。〈羅浮童子軍討

論會開會記〉，《申報》（上海），1925 年 5月 25 日，第 11 版。 
62 〈創設成年隊〉，《清華周刊》，268（北京，1923），頁 40。 
63 沈維禎，〈我校急宜組織羅浮隊建議〉，《南洋周刊》，7：1（上海，1925），頁 27-28。

張江泉，〈中華羅浮隊組織法草案〉，《南洋周刊》，7：1（上海，1925），頁 28-30。〈南

洋羅浮隊成立〉，《南洋周刊》，9：1（上海，1926），頁 55。 
64 〈童子軍羅浮隊 Rover Scouts立成〉，《南中周刊》，10（天津，1926），頁 30。〈光華大

學之羅浮隊〉，《圖畫時報》，296（上海，1926），頁 3。 
65 〈組織羅阜童子軍之發起〉，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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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我國南方有山名羅浮，其音與英文原名相恰，葉羅浮多梅詩人所稱登山而得

首春之梅，亦為幸福之表示。」正因如此，決定將「Rover Scout」的中文譯名定

為羅浮童子軍，以中國廣東省境內的羅浮山為名，以其發音相近，且有不畏艱難、

越高山、得幸福之意，66而此一名稱也一直沿用至今，只是，時至今日，此一名

稱的由來與意義似乎已經漸漸被人們所遺忘，只認為是由音譯而來，這是相當可

惜的。 

最後，在推動教練員訓練方面，代表團成員在歸國後便開始有相關動作。例

如經乾林、樂秀榮等人就在歸國後的一場餐敘中向與會來賓分享英國的教練員訓

練情形，並報告此次大會中決定推廣教練員養成所的決議。67福建集美學校的童

子軍教練員顧拯來也在申報上發表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的組織草案，提出個人對

於訓練童子軍教練的看法，文中也提及其與李啟藩、章駿等人曾針對此一議題交

換意見。68而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也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年會的童子軍教育

組分組會議中提出設立童子軍教練養成所之議案，並經會議通過。69其後，包括

浙江省教育會附設童子軍教育促進會、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等皆陸續籌設童子軍

教練員養成所（班），並且已編有相關的預算與報名簡章等資料。70江蘇省童子

軍聯合會籌設的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在章程、規定上與顧拯來所撰之草案以及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提出之議案有諸多相似之處，由此

或可認為三者之間具有部分傳承關係，本來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或許是希望透過

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力量籌辦一個全國性的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然而，如同第三

章中所述，中華教育改進社實際上未能幫助中國童子軍達成全國性的統合，也許

正因如此，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才決定改以省為單位設立教練員養成所，並以在

改進社年會中所提之議案為藍本進行修改。江蘇省的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在訓

練上相當專業、扎實，訓期定為五個月，初級、本級、優級等三級課程都個別有

至少一個學月以上的授課時間，並計畫教授教育原理、兒童心理等教育專業知能，

補充課方面，由於項目多達 75 種，無法全部講授，因此選擇具服務社會、公民

知識、體育所需或與職業教育有關的項目進行授課，包括攝影、農事、公民、農

業、電學、電報、園藝、體育、游泳、駕駛、槍術、汽車、公共衛生、救護、消

 
66 〈羅浮童子軍討論會開會紀〉，11 版。 
67 〈昨晚討論童子軍事業之宴會〉，11 版。 
68 顧拯來，〈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組織草案（上）〉，《申報》（上海），1925 年 2月 14
日，12 版。 
69 〈童子軍教育組〉，《新教育》，11：2（上海，1925），頁 153-158。 
70 〈童子軍教練養成所簡章與預算〉，《中華教育界》，16（上海，1926），頁 4-5。〈浙江

教育廳訓令第三八〇號〉，《教育月報》，6（蘭溪，1925），頁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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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飛機，同樣反映出童子軍運動在地化後強調公民道德、衛生、與職業教育的

特質。 

透過上述幾個例子，可以清楚看到赴丹代表確實將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的經

驗以及國際會議的相關決議內容帶回中國，積極在國內進行分享，並直接或間接

推動了設立羅浮童子軍以及設立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等項目的執行。這些動作與

影響，幫助中國童子軍調整其發展方向，使之更為切合萬國童子軍會的政策與目

標。 

 



 70 

結論 

 

    過去討論中國的童子軍運動時，人們往往只記得其在國民黨掌控下，成為黨

國體制控制、訓育青少年的一種手段，童子軍在中國的早期發展情形則經常被簡

化、甚至忽略。然而，通過本文，可以清楚看到，童子軍運動自 1910 年代初通

過威海衛租界中英國教育人士的引介，首次踏上中國土地後，其發展其實經歷了

多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公共租界中外籍社群對於此一運動的支持，造就兩支以

外籍成員為主的童子軍團，但由於成員國籍、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兩童子軍團

發展出不同的訓練內容與活動。其後，童子軍的訓練方法通過西人在中國建立的

教育機構逐漸進入到中國人的視野中，不論是武昌文華學校的嚴家麟抑或是華童

公學的康普，都透過租界中外籍童子軍的指導，在中國首次嘗試開展以中國青少

年為中心的童子軍運動，顯示出租界與中國童子軍運動間的重要關聯，而租界作

為西方知識傳遞節點的功能也由此可見。本文透過仔細疏理武昌文華學校與華童

公學兩校首創童子軍前後的史料，發現兩者創立時間極為相近，但仍以武昌文華

學校童子軍較早成立。不過，或許由於上海方面擁有此前外籍童子軍團所積累下

來的宣傳基礎與影響力，加上康普最初便建立起以中華童子偵探會為首的科層化

組織，使得中華童子偵探會在上海推動童子軍的成績遠較文華學校來的優異，發

展速度也更快。江蘇省未來十餘年在童子軍運動中能夠較其他省縣更為蓬勃發展

的基礎也是在此一時期便奠定了。 

    1915 年遠東運動會首次在中國舉辦，吸引了中國全國上下的高度關注，這

點從袁世凱、黎元洪等北京政府要人皆列名運動會贊成人便可看出。而透過參加

遠東運動會，在會中服務並舉行公開的會操表演，中華童子偵探會順利借用了社

會大眾對於運動會的關注，藉以宣傳童子軍運動，讓更多的中國人看到有這樣一

種新的教育方式，將中國的童子軍運動推向下一個階段。此後，不僅更多其他省

份的教育機構開始組織童子軍，北京政府方面也開始注意到童子軍運動，要求地

方政府派遣專員調查，幫助中央瞭解當時童子軍的發展狀況。不過，或許由於政

治、社會狀況仍不穩定，北京政府對於童子軍運動的關切也僅止於此，並未進一

步介入或掌控童子軍運動。然而，地方的狀況則稍異於此，開始出現由具有半官

方身份省、縣教育聯合會所主導成立的童子軍省、縣科層化體制，江蘇省童子軍

聯合會即為首個童子軍省級組織，開始統合省內的童子軍活動，不過，與後期國

民黨統制時期相比，此時的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並未受到中央或省政府的高度控

制，主導此會的童子軍界人士仍具有相當高的自主能力。而在該會成立後，從其

願詞、宗旨及章程等方面，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童子軍運動在地化的轉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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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詞直接刪除關於上帝的語彙，並未以其他詞語替換，顯示出配合本土傳統宗教

信仰的改變。但規律中增加對於尊重他人宗教信仰的內容，則是尊重當時中國宗

教信仰多元性的表現。另外，課程中對於整潔、衛生的強調，正是對於當下中國

社會所需而做出的調整。此外，補充課程中也出現許多具地方特色或工作實用性

質的課程內容。這些都展現出童子軍運動的在地化。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成立後，其下轄的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也在隨後成立。

由於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亦以上海為總部，因此，以中國人為主的省、縣兩會，

開始與原本就以上海公共租界為核心的中華童子偵探會相競爭，力求爭取轄內各

童子軍團的認同與加入。然而，由於省、縣聯合會具有半官方背景，在統合地方

童子軍組織上更為名正言順，加入兩會者日眾，以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為例，會

員數很快便追上已在當地耕耘近五年的中華童子偵探會，導致該會漸被邊緣化。

儘管中華童子偵探會嘗試也曾透過一些手段與策略與省、縣兩會相競爭，甚至自

我矮化，希望以加入省童子軍聯合會換取該會組織的獨立，然而皆未能成功，最

終難逃被合併的結果，成為上海縣童子軍聯合會的一部分。 

    隨著省、縣聯合會的陸續成立，倡議成立涵蓋全國範圍童子軍聯合會的呼聲

也開始出現，並漸成風潮。然而，事實上，中華童子偵探會早在 1915 年便藉遠

東運動會之際，聯合少數幾個自稱代表該省的省份代表，以該會成員為核心成立

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成為名義上的全國協會。不過，由於當時的中國，除了上

海以外，其他各地的童子軍組織仍相當零星，在基礎不足的情況下，加上代表性

不足，所謂的全國協會只是空有其名，根本未能推動任何全國性的童子軍活動或

政策。隨著中華童子偵探會被合併，此一「全國協會」也漸為人所遺忘。1921 年

起，以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成員為主的一批童子軍界人士開始籌劃成立中華民國

童子軍聯合會，此後，有關議案數次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年會中被提出，籌備行

動持續數年，然而進度始終緩慢，最終，如同之前的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一般，

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即便選出了董事、執行委員，在推動全國性活動與政策上

仍一事無成，隨後便在北伐混亂的政治局勢中逐漸消聲匿跡，地方童子軍組織也

漸被國民政府派員接收，為早期自主性較高的童子軍發展時期劃下句點。 

1924 年中國童子軍參與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標誌著早期童子軍發展的

巔峰，是此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反映出江蘇地區童子軍活動的發達。此次大會

是中國童子軍首次參與大型跨國交流活動，因此，代表團成員在活動過程中所得

到的經驗與想法更顯得重要。雖然，受到當時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狀況不穩定以

及尚未形成一個足以代表全中國童子軍的組織等問題影響，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

只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展開籌備工作，因此在行前準備上無法完善，從而造成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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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產生，然而，代表團最終仍順利成行，且確實將當時封閉

的國內童子軍運動重新與國際聯繫上，這點對於當時中國的童子軍運動來說更為

重要，為之後的發展帶進國際童子軍發展潮流等因素。代表團成員不僅透過旅行、

活動拓展自己的視野，並帶回相當寶貴的經驗，指出中國童子軍在訓練上應該改

善與加強的部分，並針對此次與會的過程進行檢討，希望傳承經驗，避免相同的

錯誤再次發生，在 1929 年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主導的〈參加第三次萬國童子軍

大會計劃〉草案中，便或多或少能夠看到這些經驗的影響。此外，亦將萬國童子

軍大會的決議案帶回中國，通過童子軍組織或報章雜誌向國內的童子軍傳達當時

國際童子軍的發展方向，即時開始推動組織羅浮童子軍與加強教練員訓練等項目，

使中國的童子軍運動重新跟上世界的腳步。 

    回顧童子軍運動引進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歷程，在中國內部，代表著近代中國

欲藉由西方童子軍的理念與訓練方式，教導青少年紀律、樂於助人、富有意志與

勇氣等多層意義。對外則展現出中國參與國際活動的一種面貌，1924年參與萬國

童子軍大會的經驗，和 1920 年代中國逐漸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的經歷相互呼應，

如同吳翎君的《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一書所談及中國藉由中國工程師學會及中

美工程師協會參與「萬國工程會議」（World Engineering Congress）的經驗，正

是此一時期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不同個案展現。1 

本文的研究發現，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早期發展相當多元。最初，外籍教育

工作者首先將童子軍帶入租界，在租界建立起以外僑為主的童子軍團體，其後嚴

家麟與康普藉由外僑童子軍的協助，陸續建立起屬於中國人的童子軍。透過建立

科層化的童子軍組織，康普所組織的中華童子偵探會曾嘗試主導中國童子軍運動

的發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童子軍，不僅童子軍團開始在許多

地方出現，完全由中國人組成的童子軍組織也陸續成立，中外童子軍界人士對於

童子軍運動主導權的競爭也隨之出現，最終外籍人士逐漸被邊緣化，江蘇省童子

軍成為此一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中流砥柱。在這個競爭、發展的過程中，中

國逐漸發展出具有部分地方特色的規範與訓練內容，代表著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

第一次在地化。而且，由於中央政府尚未大力介入，童子軍在此一時期尚能保有

高度的自主性，地方多能以其需要自行調整訓練內容，同時也能大致遵循童子軍

原初的目標。本文還原了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多元化的童子軍發展時期，呈現

早期童子軍活動在中國租界和各地發展的多元樣貌；全然不同於 1920 年代後期

以後國民黨逐漸將童子軍運動納入黨國教育體制，成為政治化活動和趨向軍事化

精神的童子軍教育。 

 
1 吳翎君，《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頁 2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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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華童子偵探會、無錫童子軍聯合會、江蘇

童子軍聯合會各項規制比較表 

 中華童子偵探會 無錫童子軍聯合會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 

組織 

隊 每隊七至九人 每隊六至十二人 未規定 

團 一單位有兩隊以上可

成一團 

一單位有三隊至六隊

可成一團 

未規定 

職員 團長、副團長各一人 團長、副團長各一

人，另酌設教練員 

未規定 

團員 身份不限，年齡以十

二歲至二十歲為限 

以中華民國國民、年

齡滿十二歲至十八

歲、志願且得家庭允

許為限 

未規定 

經費 由團員自行籌措為主 服裝費由團員自行負

擔，其他一切置備費

由職員捐助或由校友

會、學校補助 

未規定 

願詞 

 完全盡我對於上帝及

國家之天職 

盡國民之責任 盡國民之責任 

 時時扶助人民 扶助他人 隨時隨地扶助他人 

 遵守義勇隊規則 遵守童子軍規律 遵守童子軍規律 

規律 

 義勇隊員必誠實不欺 誠實：童子軍須誠實

不欺，若以謊言欺人

或服務不盡職須撤銷

徽章或令出團 

誠實：童子軍須立志

自重誠實不欺，若服

務不盡職或以謊言欺

人，應即撤銷徽章 

 義勇隊員宜盡忠於國

家長官父母及其東翁 

忠心：童子軍須盡心

於其軍團國家及所任

之職務 

盡忠：童子軍須盡忠

於國家及所任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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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勇隊員之本分在使

己為社會有用之人及

扶助他人 

利人：童子軍常常以

利人為念，如遇人己

利害不並立之時寧犧

牲自己而利他人，並

常以救生療傷救濟窮

困代人服務自任，每

日至少作一利人之事 

助人：童子軍須竭己

之力扶助他人，故無

論何時見有受傷或失

其生命者宜立即施

救，凡公共利益之事

必須盡力為之，每日

至少行一助人之事 

 義勇隊員對於無論何

等社會眾人皆我朋

友，同志皆我兄弟 

親愛：童子軍待人須

親切，對於團員猶當

互相親愛視若兄弟 

親愛：童子軍宜以公

眾為朋友兄弟 

 義勇隊員須謙讓有

理，而對於婦人小子

年老殘疾多病者尤為

要 

禮節：童子軍當遇人

以禮，對於婦孺老弱

猶當曲盡禮節且不可

因禮遇他人而受人報

酬 

禮節：童子軍當人以

禮，對於婦孺老弱尤

宜愛護 

 義勇隊員宜愛護牲

畜，無故不得妄殺 

愛物：童子軍當救護

無害於人之動物，並

不可無故殺傷動物 

愛物：童子軍對於動

物不可虐待或無故殺

傷，凡無害於人者均

須愛護 

 義勇隊員宜順從父母

統制（隊中職名）或

隊長之訓令，不得執

疑 

服從：童子軍須絕對

服從父母團長及其他

長上，雖以上之人有

時所出之命令非所樂

聞，亦不可不毅然服

從，及事後可訴述自

己之意見 

服從：童子軍須服從

父母及其長上之命

令，雖有時非所樂

聞，亦須毅然服從，

惟事後可訴述自己之

意見 

 義勇隊員無論何時均

宜面帶笑容，口弄音

樂，自娛而更以娛人 

快樂：童子軍無論遇

何困難或受何譴責，

時當笑容，當召集時

欣然疾往，不可稍呈

遲緩或畏難態度 

快樂：童子軍作事須

帶笑容，無論遇何困

難及受何譴責當不失

常度，遇召集時須欣

然疾往，不可稍有畏

難態度 



 75 

 義勇隊員須生活儉

約，期得稍有儲蓄，

以便自助助人 

節儉：童子軍須節省

銀錢以備自己不時之

需，並可周濟他人 

節儉：童子軍須戒絕

嗜好，節省費用以備

不時之需，並可周濟

他人，如為人工作不

妨得金錢之報酬，惟

理應助人時不在此例 

 義勇隊員之思想言語

舉動均宜純潔坦白 

勇敢：童子軍須力持

正義，不為利慾所

誘，不為威權所懾，

而有堅韌不拔、百折

不回之氣慨 

勇敢：童子軍遇事須

力持正義，不為利

誘，不為威脅，且須

勇往直前不避危險，

即遇失敗亦不可灰心 

  公德：童子軍須崇尚

公德，對於公共之物

尤當盡愛護之責 

公德：童子軍須崇尚

公德，愛護公物，對

於他人所守之宗教習

俗，亦宜敬重，無所

排斥 

  整潔：童子軍服裝須

整潔，語言舉止亦宜

嫻雅合度，不可稍呈

粗野態度，使他人厭

惡 

整潔：童子軍思想須

整潔，言語舉動須整

飭，身體服裝須清潔 

課程 

初級 知義勇隊規則、記

號、禮文 

知童子軍願詞及規律 熟習願詞及規律之解

說 

知國旗與飛升之法 知國旗之組織及升旗

法 

知國旗之組織及使用

法 

應用之結六種，至少

須能四種 

能打下列諸結並知其

用途：捲帆、繫帆、

縮短、稱人、雙套、

捉魚、捉狗 

熟習下列扭結並知其

用途：捲帆、繫帆、

單結，縮短、稱人、

雙套、捉魚、捉狗 

 能知童子軍之操法及

其禮節 

知童子軍之禮節操法

（依據國定操典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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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練）記號及徽章

之命意 

 能知修剪指爪及清潔

指爪、齒牙之方法理

由及不可隨意涕唾與

必須鼻呼吸之故 

知下列各項衛生方法

及理由：修剪及清潔

指爪、清潔牙齒、鼻

呼吸、涕吐時之注意 

本級 至少作過初級一月   

知調護微傷如何入手

與包裹之法 

能知普通消毒法及包

裹指傷、燙傷或火傷

之法並知不潔之物入

於傷口之害 

習普通消毒法及包裹

指傷、燙傷或火傷之

傷法並知不潔之物入

於傷口之害 

知收發信號，書空號

之初步與電碼 

能知單旗雙旗之記號

並知旗語字典之使用 

知單旗、雙旗之記號

（習英語者即用西文

字母之摩爾斯及賽末

福記號，未習英語者

用中文之摩爾斯及賽

末福記號，須備旗語

字典檢查之） 

於二十五分鐘內能牽

纜一英里，若在城市

則向肆中陳列貨品之

玻璃窗內注視，一分

鐘後須將窗內所有貨

物紀錄無疑 

能於二十五分鐘內行

二里半路，圖中所見

諸店，每四店內將一

店牌號或玻璃窗中所

陳列之物詳細報告

（觀察每店時間以一

分鐘為率）或經一分

鐘之視察而能於二十

四種易於判別之物件

內記憶其十六種或參

觀一工廠或勝蹟後而

能做一詳明之報告 

練習觀察及記憶，須

合下列方法三種之

一：１、市中行路每

四店內須認明一店牌

號或店中所陳列之物

詳細報告（觀察每店

之時間以一分鐘為

率）。２、經一分鐘

之視察能於二十四種

易於判別之物件內記

憶其十六種。３、參

觀一工廠或勝蹟後能

做一詳明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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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分鐘內能行一英

里 

 四分鐘行一里路，跑

步二十步、便步二十

步交換行之， 

能堆物舉火，所需火

柴至多不得過兩條 

能於室外有風處劈柴

生火，所用火柴不得

過二根 

能自行劈柴，並以二

枝以內之火柴，不用

它物輔助於室外生

火，可經歷十分鐘 

能將肉三兩、芋半枚

煮熟，除通用之鐵罐

外，不許另用他器 

能於所舉火上煮飯、

雞卵及蔬菜 

能於所舉火上煮飯及

簡單之菜二種 

儲蓄銀行中至少須有

存銀六分 

能於儲蓄機關（不論

銀行、錢莊、其他儲

蓄處）有銀半元之儲

蓄 

有銀半元以上之儲蓄 

知羅盤之十六方位 能知羅盤針之八個方

位 

知羅盤針之八個方位 

 能知正宴客及宴會時

賓主之禮節 

習下列各項之禮節：

１、正式謁客。２、

接待友朋。３、宴

會。４、服務社會時

之交際 

 能穿針以縫鈕扣或修

補破孔及清潔衣服一

件或鞋襪一雙。復能

正確傳一口信，其字

數在十五個以上者，

或掃除街巷一條，其

掃去之廢紙與塵土須

滿一畚箕者 

具有下列各項之能

力：１、穿針以縫鈕

扣或修補破孔。２、

清潔衣服一件或鞋襪

一雙。３、傳達字數

十五個以上之口信，

或收拾掃除街巷上之

廢紙與塵土，積盈一

畚箕者 

優級 能游水五十碼（或八

分鐘內能跑一英里或

其他相當之事） 

能游泳至十丈以上之

距離，或十二分時間

能游泳至十丈以上之

距離，或由團長選定

相當之事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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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跑三里路，或能任

團長所選定相當之事 

儲蓄行中至少須有存

銀一先令 

於儲蓄機關有銀一元

之儲蓄 

有銀一元以上之儲蓄 

每分鐘能接收或發出

書空號碼（或電碼）

十六個 

能以單旗、雙旗收信

發信而正確無訛，雙

旗每分時間內打二十

四個記號，單旗每分

時間內打十六個記號 

能以單旗、雙旗收信

發信而正確無誤（雙

旗每分鐘內打二十個

記號，單旗每分鐘內

打十六個記號）且能

知成語記號十種以上 

在相距七英里處步行

或操舟往返，在相距

十五英里處乘車或牲

畜往返，須能作短遊

記 

一人（或偕一友）步

行（或駕舟）至二十

里外復返至原處，或

乘牲口往返於四十五

里路，並筆記旅行之

狀況 

一人或偕一友步行或

駕舟往返二十里外之

路程，或乘牲口往返

四十里之路程，而筆

記旅行之狀況 

失火、墮水、陷冰、

逸馬、中毒、創傷溺

斃等事須有兩事能述

其解救之法 

能於火事、失足、落

河、逸馬、煤氣充

塞、觸電諸事之救濟

法內知其一種，並能

為受傷者束縛繃帶或

遇溺者而施人工呼吸 

能為受傷者束縛繃帶

或遇溺者而施人工呼

吸並知下列救濟法各

法二種以上１、火

事。２、失足落河。

３、逸馬。４、煤氣

充塞。５、觸電 

肉湯、醃肉、獵者煨

肉，三者須有兩色能

烹調完美，或能宰煮

野兔、飛鳥，及以乾

麵半磅能作磅饅頭或

辮子饅頭 

能烹調魚肉、烘蒸糕

糰及其他點心 

能烹調畜禽水產及其

他家常菜四種以上並

製點心一種 

熟悉地圖，能做簡略

地圖，並能不用羅盤

而定方位 

能了解地圖上之一切

通用記號與繪簡略地

圖，並能不用羅盤針

而辨別方位 

能製簡略地圖並了解

地圖上各種通用記

號，以標示道路、橋

樑、房屋、河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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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電桿，並能不用

羅盤針以定方位 

能用斧砍坎，或修剪

鬆木，或能自出心

裁，製出完美之木工

品或金工品一種 

能自出心裁製一適宜

之模型（無論金工、

木工、厚紙、黏土、

編物、結繩均可）或

繪水彩畫八枚成一組

（材料則各國國旗、

花卉或勳章綬均可） 

能自出心裁製一適宜

之模型（金製、木

製、厚紙、黏土、編

物、結繩均可）或繪

水彩畫八幅成一組

（各國國旗、各級勳

章之綬、各種動植物

均可） 

辨遠近大小多寡高低

之差數，須不出百分

之二十五 

能判別距離、面積、

數量、高度及重量，

所誤不得過百分之二

十五 

能判別距離、面積、

數目、高度、重量，

所差不得過百分之二

十五 

能以已所教練之初級

隊員，置於應用之位

置 

能依法訓練一初級童

子軍 

能依法自行訓練一初

級童子軍 

補充課 

 軍醫部 急救班 救護 

救生 

看護 

肺病檢查 

 遊獵部  遊獵 

 先鋒部 工程班 斥候 

 收發部 信號班 電報 

 航海部 游泳班 游泳 

搖船班 駕駛 

 車行部 嚮導班 嚮導 

自由車 

 射擊部   

 練身部 遊技班 技擊 

擊技班 

  音樂班 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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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班 園藝 

  養蠶班 養蜂 

  書記班 友誼 

  鄉土班 公民 

  通譯班 木工 

  扎營班 生理 

  攀登班 星象 

  炊事班 電學 

  軍事班 氣象 

  農事班 飛機 

  簿記班 森林 

  商業班 化學 

   攝影 

   印刷 

   巡海 

   禮節 

   裁縫 

資料來源：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教育研究》，19
（上海，1915），頁 1-7。 

王朝陽，〈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童子義勇隊報告（續第十九期）〉，《教

育研究》，20（上海，1915），頁 1-21。 

〈上海、無錫各學校童子軍辦理狀況報告書〉，《教育公報》，4：11（北
京，1917），頁 140-161。 

〈指令江蘇省教育會江蘇童子軍聯合會章程及願詞規律課程准備案文（第

四百五十五號，六年七月二十日）〉，《教育公報》，4：12（上海，1917），

頁 82-87。 

〈補充科徽章圖（其三）〉，《童子軍月刊》，1：3（上海，1919），頁

1。 

〈補充科資格及程度〉，《童子軍月刊》，1：4（上海，1919），頁 1。 

〈補充科徽章圖（其六）〉，《童子軍月刊》，1：6（上海，1919），頁

1。 

〈補充科徽章圖（其七）〉，《童子軍月刊》，1：7（上海，191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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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科徽章圖（其八）〉，《童子軍月刊》，1：8（上海，1919），頁

1。 

〈補充科徽章圖（其九）〉，《童子軍月刊》，1：9（上海，191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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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924 年參與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中國代表

團姓名一覽表 

姓名 職業 職務 備註 

李啟藩（佑之）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董事 

江蘇童子軍名譽總教練員 

領袖  

章  駿（君疇） 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董事 

江蘇童子軍總教練員 

幹部  

沈維楨（同一） 上海童子軍總教練員 幹部  

張江泉 上海南洋大學學生 

南洋附小童子軍副教練員 

幹部 南洋大學附屬小學委派 

經乾林 上海童子軍副總教練員 幹部 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委派 

樂秀榮 上海童子軍區教練員 幹部 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委派 

王  瑋 專科教練員 幹部 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委派 

史邦俊 商 幹部 上海童子軍聯合會委派 

駱志聖 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 團員  

吳達元 上海南洋大學學生 團員  

謝文通 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 團員  

蓋其新 蘇州東吳大學學生 團員  

曹庸方 南京東南大學學生 團員  

林文奎 上海南洋大學學生 團員  

資料來源：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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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924 年中國童子軍代表團參與第二次萬國童

子軍大會籌備與行程表 

日期 事務內容 備註 

2月中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呈請省長與教育部咨商出

席事宜。 

 

5月初 教育部頒訓令於各省，指經費應由中央與各省

分任，並咨請財政部籌撥一萬元。 

 

5/8 江蘇省教育廳致函江蘇省教育會，請確認所需

經費額數。 

 

 省教育會幹事員會議決議交由江蘇省童子軍聯

合會酌議。 

 

6/8 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召開臨時董事會，估計全

部費用約需六萬六千元，就本省派遣十人約需

一萬二千元，會中並議決童子軍選派辦法，並

另設籌備委員會，李啟藩、姚麟書、章駿為委

員。 

經省教育會呈省

長，核定撥款一

萬元，並選派八

人，交幹事會議

決 

6/17 選派隊員考試，初試考科共十二項（國歌、觀

察、推知、博物、急救、願規、打結、衛生、禮

節、口令、英文），參與者十四人。 

 

6/19 複試，考戶外科目，正取六人，備取三人。  

6/29 由上海火車站出發，各界踐行者一千餘人，經

蘇州、無錫、武進，皆有當地童子軍到站歡送，

下午三時半抵南京，先謁省長韓國鈞，並赴督

軍公署，後與東南大學附中童子軍餐敘，夜宿

瀛洲旅社。 

 

6/30 上午十時乘津浦鐵路赴天津，途經徐州，有省

立第十中學童子軍到站歡送。 

 

7/1 下午四時抵天津，再轉赴北京，晚間抵達，夜

宿交通大學。 

 

7/2 上午，代表團幹部訪謁醫大教授楊粟滄，詢問

西伯利亞近況，團員於寓所寫信向親友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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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幹部拜會教育部沈司長，團員吳達元等

人赴中央公園參觀。 

7/3 上午，代表團幹部赴各單位處理換匯、護照、

簽證等事宜，下午全體參觀清故宮之太和、保

和、中和等三殿。 

 

7/4 上午，代表團幹部赴各單位處理簽證、京奉鐵

路免票等事宜，下午全體參觀中央農事試驗場，

晚間參與交通大學校長張運詔之宴席。 

 

7/5 上午，代表團幹部謁教育總長張國淦與普通教

育司司長張燮和，領取教部致丹公函，其餘代

表團成員於寓所完成入境俄國所需之文件，下

午假交大圖書室請北京教育界人士校閱，有交

大校長張運詔、前赤塔領事沈崇勳、醫大教授

楊粟滄、交大教授吳采蓴到場。 

當時欲取得入境

俄國之許可，除

詳述入境之理由

外，尚有 28項問

題須一一答覆。 

7/6 上午，全體參觀頤和園與香山，有江蘇同鄉顧

頡剛等人導遊，下午訪清華學校，由教務長梅

貽琦引導參觀。 

梅貽琦當時亦為

清華學校之童子

軍教練員 

7/7 上午，代表團幹部赴教育部詢問經費補助事宜，

並赴外交部商議後續旅行事宜，下午，至蘇俄

代表處，遞交相關文件與費用，正式取得護照

（應為今日之簽證）。 

 

7/8 上午，全體參觀協和醫校，晚間乘京奉鐵路前

往奉天。 

 

7/9 晚間抵奉天南滿車站，青年會幹事王化一到站

接待，夜宿日租界之悅來旅館。 

 

7/10 上午，全體參訪奉天青年會，下午，參觀內務

部皇產事宜處（瀋陽故宮），原訂當晚即乘車

赴長春，後因欲安排與奉天童子軍聯合會會長

張學良會面而延後。 

後因張學良不及

返奉，故仍未得

與其會面。 

7/11 上午，代表團幹部謁陸軍整理處李笠堂官長與

朱慶瀾將軍，朱慶瀾將軍特電長春站備二等專

車以送代表團赴哈爾濱。晚間十時許乘南滿鐵

路赴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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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清晨七時許抵長春，即換乘中東路所備之專車

赴哈爾濱，下午抵達，有熊知白（朱慶瀾代表）、

王鴻錫（張召棠代表）、青年會總幹事童星門

等人以及廣益學校童子軍到站迎接。下午赴行

政長官公署，由總務科長劉劭青接待，並於俄

國飯店宴請代表團。當晚夜宿中東路所備之專

車，以節省旅費。 

 

7/13 上午，代表團幹部往謁張召棠少將，後往謁濱

江道道尹蔡運升。團員於車站附近遊覽，傍晚，

全體參與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主辦之歡迎會。 

 

7/14 中午，張召棠少將宴請代表團於東省護路軍總

司令部，下午，代表團幹部訪哈埠蘇俄代表，

商議赤塔至莫斯科免驗行李事宜。 

 

7/15 上午，遊哈爾濱道裏、道外，中午，全體參與

哈爾濱普益學校、三育中學、鐵路第一學校、

鐵路第二學校、廣益中學等五校童子軍團所舉

辦之歡迎會，下午，章駿、張江泉、駱志聖、

曹庸方赴松花江划船遊覽，遇英國海童子軍副

教練喬治，遂往參觀其司令船。 

 

7/16 上午，英國海童子軍副教練喬治至車站拜訪代

表團，下午，受其之邀，全體前往參訪英俄童

子軍團。 

 

7/17 上午，張召棠少將親至車站慰問，致贈乾糧四

大箱。後代表團幹部分至各機關團體致謝辭行。

下午，代表團幹部往蘇俄駐哈代表處領取西伯

利亞鐵路免驗行李證，傍晚六時許啟程赴滿洲

里，臨行前，張召棠少將再度至站歡送代表團，

並有各校童子軍及英俄童子軍一同到站歡送。 

 

7/18 傍晚五時許，抵滿洲里，有護路軍司令部萬司

令、鄧副官及警察署趙署長到站接待，萬司令

並致贈飲品乾糧等物。七時許，續乘車前往赤

塔，途中遇俄國稅關巡警登車檢查，帶團所攜

攝影器材悉數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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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上午十時許抵赤塔，中國駐赤塔領事派員至車

站接待，並代訂赴莫斯科之萬國通車（臥鋪），

下午三時許啟程前往莫斯科。 

 

7/20-7/25 由赤塔至莫斯科需時六日又二十一小時，代表

團生活皆在列車上，每日除溫習功課外，章駿

自言並無可記之處，故略。 

 

7/26 清晨六時許，抵莫斯科，中國駐莫斯科公使館

派員至站接待，全體一同步行至歐羅巴旅館，

用早餐後，代表團幹部外出訂購赴德車票並處

理換匯事宜。下午，全體赴中國公使館謁駐俄

代表李蘭舟，代表設宴歡迎。傍晚，赴街市遊

覽，並弔列寧墓。 

 

7/27 上午，全體參觀救世禮拜堂（今稱基督救世主

主教座堂），後遊美術陳列所。中午赴公使館

用餐，席間由團員表演拳術音樂。傍晚，遊覽

列寧山。晚間，受李公使之邀，與其伉儷同赴

戲園觀劇。 

 

7/28 下午六時，乘車前往柏林，李公使伉儷及使館

重要職員均到站歡送。 

 

7/29 下午四時許，車經司配顯站（Sebesch），有俄

邊境查驗，幸有免驗行李證，得免遭扣留或加

稅。 

 

7/30 清晨六時，抵利亞（Riga），在此換乘列車。晚

間十時 許 ，車經密敦站（Meitem ，今寫為

Meitene），有查驗員登車檢查，因無立陶宛

（Lithuania）簽證，而遭罰美金百餘元。晚間七

時 許抵愛可能站（ Eydtkahnen ，今寫為

Eydtkuhnen），在此換乘往柏林之臥鋪列車。 

 

7/31 上午十一時許抵柏林，有中國駐柏林公使館專

員曾憲恆及中國留德學生會會長曹谷冰等人到

站迎街。入住盎蘇旅館（Hotel Am Zoo）。下

午，赴中國公使館拜會代辦胡世澤，因已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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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時間而未得見。後吳達元偕沈同一、林文奎、

謝文通等人訪中國留德學生會。 

8/1 寓所遷至中國留德學生會，上午，代表團幹部

赴通濟隆公司（Thomas Cook & Son Ltd.）預訂

9月 11日由馬賽返上海之郵船艙位，後全體往

謁駐德公使代辦胡世澤，下午，中國留德學生

會開歡迎會。晚間，全體同遊羅娜花園（Luna 

Park）。 

 

8/2 上午，全體前往油畫博物館參觀，中午，參觀

普法戰爭紀念塔，下午，參觀動物院。晚間赴

公使館參與晚宴。 

 

8/3 上午，於寓所休息。下午，赴波茲坦參觀皇宮

（Schloss Sanssousi，今譯為忘憂宮）。 

 

8/4 上午，代表團幹部外出購買赴丹麥車票與船票，

其餘團員則各自外出購物或赴郵局寄信。 

 

8/5 上午八時啟程赴丹，中午，抵佛勒明特站

（Warnemunde），換乘輪船，下午三時許，抵

搿子姆站（Gjedser，今寫為 Gedser），再換乘

列車，至屋爾海夫站（Orehoved），再換乘輪

船，晚間七時許抵哥本哈根。丹麥童子軍會會

長哈爾姆（Holm）、萬國童子軍大會籌備事務

所副主任佛克羅生（Sven V Knudsen）、丹麥童

子軍會委員包納遜（Bonneson）、中國駐丹麥

公使館書記滿黑德（Morkhalt）等人到站歡迎。

當晚入住潑鹿文斯旅社（Provinse Hotel）。 

中國留德學生楊

心德與代表團同

赴丹麥參與 大

會。 

包納遜受大會安

排專職招待中國

代表團。 

8/6 早上九時許，召開代表團全體會議，十時半，

赴中國駐丹麥公使館訪謁，因代辦徐兆熊患病

在外休養，故僅得會公使館書記。因大會營地

尚未佈置妥當，故仍居於旅社。 

 

8/7 上午，樂秀榮赴大會籌備處商洽中國加入比賽

事宜，下午，吳達元、李啟藩、駱志聖、蓋其

新等人與丹麥童子軍二人一同出遊。晚間，全

體赴公使館參與宴會。夜十時半，李啟藩與沈

因代表團團員人

數不足大 會 規

定，故需另行商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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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包納遜同赴丹麥、德國、法國、日本、

芬蘭等國代表住處拜訪。 

前上海東區區教

練翁秩曹由倫敦

抵達，加入代表

團。 

8/8 下午，全體赴公使館拜會代辦徐兆熊，後即赴

大會營地紮營。傍晚，徐代辦同書記滿黑德至

營地檢閱。晚間，受包納遜邀請，赴其住所聚

會。 

 

8/9 營地生活，各國代表團陸續抵達。  

8/10 上午，全體至營地醫院建行身體檢查。後代表

團開教練會議。正午，參與大會開幕式。下午

四時，觀賞舞蹈表演。晚間八時，參與大舉火

（營火晚會），至十時解散。 

 

8/11 上午九時，代表團團員赴比賽事務所進行比賽

項目抽籤。下午，有拔河、國際跳舞比賽（中

國未參加）。晚間，參與舉火。 

 

8/12 今日有救護比賽，中國由蓋其新代表。下午四

時，中國代表團舉辦茶會，招待各國童子軍領

袖教練及大會事務所重要職員，出席者七十餘

人，會中由章駿、曹庸方做音樂表演，林文奎

表演拳術。晚間，參與舉火。 

 

8/13 上午九時，有城市觀察比賽，中國由駱志聖代

表。中午，李啟藩出席瑞典童子軍主辦之午宴，

並被出席之各國代表推為臨時代表，向瑞典童

子軍致謝詞。下午四時，中國代表團再招待各

國代表團隊長，萬國童子軍總會董事部部長馬

丁（Martin）亦出席。晚間，參與大舉火。 

 

8/14 上午九時，有製麵包比賽，中國由林文奎代表。

下午，全體赴靈培市（Lyngby）遊覽。晚間七

時，除吳達元外，全體赴丹麥友人魁斯慶生家

聚會。晚間九時，有昏夜尋路比賽，中國由吳

達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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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上午七時許，世界童子軍領袖貝登堡抵丹，各

國均派員至車站迎接，中國由李啟藩、駱志聖

代表。九時，有推知比賽，中國由謝文通代表。

下午，全體赴哈爾高蘭（Helgoland）參與游泳

比賽（中國未出賽）。傍晚五時，全體童子軍

集合於哥本哈根公共體育場，接受貝登堡校閱。

晚間，營地因大雨而淹水，各國童子軍皆暫離

營地，中國代表團分住於包納遜及哈爾比

（Haoby）宅。 

 

8/16 上午九時，有測量比賽，中國由曹庸方代表。

十時，全體返營整理場地。下午，貝登堡赴各

國營地巡視。晚間，參與最後一場舉火。 

 

8/17 上午九時，全體童子軍赴舊王宮前接受丹麥國

王校閱。 下午三時 ， 大 會 於格林平白

（Klampenborg）跑馬廳舉行給獎禮。中國代表

團提供之大銀盾由匈牙利以第三名得之。六時，

全體離營入城，大會安排代表團團員分別入住

當地居民家中，體驗當地生活。 

 

8/18 上午九時，萬國童子軍會議於哥本哈根市政廳

舉行開幕式，中國方面由李啟藩、沈同一、翁

秩曹、張江泉、樂秀榮、章駿、經乾林代表出

席，下午二時起開始討論議案。 

 

大會未安排活動，由接待家庭自行安排。 

8/19 代表團幹部參與萬國童子軍會議。  

大會訂今日為農業日，安排童子軍赴哈斯辣夫

（Hasleo）參訪，參觀牧場、屠宰場以及乳酪作

坊、農業學校等。 

8/20 代表團幹部參與萬國童子軍會議。晚間，各國

代表團公宴貝登堡伉儷於派立司旅社。 

 

大會訂今日為北西蘭日（North Serland），安排

童子軍參觀斐特烈堡（Frederiksborg）、克倫堡

（Kronborg）等北西蘭島上的名勝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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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大會訂今日為哥本哈根日，安排參觀市政廳以

及市內各商號。晚間，在蒂沃利公園安排晚會，

有各式表演及煙火秀。 

 

8/22 大會訂今日為商業及航業日，安排童子軍乘船

到波羅的海沿岸遊覽。 

 

8/23 大會未安排活動，由接待家庭自行安排。  

8/24 大會未安排活動，由接待家庭自行安排。  

8/25 接待家庭活動結束。  

8/26 上午，代表團啟程赴英，下午四時，抵阿四匹

阿站，換乘渡輪。 

 

8/27 下午七時半，抵哈惠奇（Harwich），轉乘火車，

晚間九時許抵利物浦站（應為今利物浦街車

站），駐英領事館派員至站接待。 

 

8/28 上午，拜會駐倫敦總領事蘇銳釗及駐英公使朱

兆莘。下午，參觀動物院。四時許，蘇銳釗假探

花樓開歡迎茶會。晚間赴劇院觀戲。 

 

8/29 上午，參觀萬國童子軍會所，拜會董事部部長

馬丁。下午參觀博物院（大英博物館）。四時

半赴公使館參與茶會。後轉赴留英學生會主辦

之歡迎會。 

 

8/30 上午，參觀西敏寺及議會。中午，至惠勃萊

（Wembly）參觀大 英帝國博覽會（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 

 

8/31 上午，赴極偉園（Gillwell Park）參觀，此為英

國童子軍教練員養成所。下午，返回倫敦參觀

美術院。 

 

9/1 上午，團員各自外出遊覽、購物，置備行李。

晚間，赴翁秩曹主辦之晚宴，後至其住處茶話。 

 

9/2 啟程赴法，中午抵杜佛站（Dover），換乘輪船

至開利亞斯（Calais），四時抵巴黎，由領事署

及公使館派員接待。當晚入住阿爾培脫旅館

（Hotel De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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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上午拜會駐法公使陳籙及駐巴黎領事趙詒濤。

下午，寓所遷至聖米歇爾旅館（Hotel S'michel），

因費用較為低廉。 

 

9/4 上午，至公使館攝影。下午，參觀凱旋門、巴

黎鐵塔等名勝景點。晚間，領事趙詒濤至旅館

拜訪，向團員宣傳至法留學。 

 

9/5 乘車環遊巴黎全城。  

9/6 上午赴飛機總站，分次搭機觀覽巴黎。下午五

時，應邀參加先聲報社之歡迎會。晚間七時，

轉赴駐法公使陳籙之宴會。 

 

9/7 至蘭斯（Reims）參觀歐戰戰場遺跡。  

9/8 參觀巴黎全城商店展覽會。  

9/9 參觀凡爾賽宮及蠟人院。  

9/10 晚間乘車赴馬賽。  

9/11 下午三時，乘巴篤斯號（S. S. Porthos）由馬賽

啟程返國。 

 

9/12-9/15 略。  

9/16 上午十一時抵彼得塞得（Port Said）。下午六時

啟航，進入蘇伊士運河。 

 

9/17 上午九時，抵蘇伊士。  

9/18-9/20 略。  

9/21 上午十時，抵結布的（Jibuti），登岸稍作遊覽。

下午五時啟航。 

 

9/22-9/27 略  

9/28 下午，抵可倫坡，登岸乘車遊覽。  

9/29 中午，啟程往新加坡。  

9/30-10/3 略  

10/4 上午十一時，抵新加坡。有領署專員到埠接待。

中午至領署拜謁總領事賈文燕。下午一時半，

至陳嘉庚橡膠製造廠參觀。後至中華中學、道

南學校拜訪。晚間七時赴上海酒樓參與晚宴。 

 

10/5 清晨六時啟航，經湄公河，十時半抵西貢，登

岸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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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略  

10/8 至中華總商會拜訪，後參觀中法學校、崇正國

民學校、義安兩等小學校、穗城學校、福建坤

德女學、福建學校等華僑學校。再赴安南南圻

日報館參觀。晚間，赴兩益公司陳偉堂之宴。 

 

10/9 上午，李啟藩赴中華總商會商洽參與國慶事宜。

團員則自行登岸遊覽或休息。 

 

10/10 上午七時，全體赴中華總商會參與國慶典禮。

後赴南隆米廠參觀。十一時啟航離西貢。 

 

10/11-

10/12 

略  

10/13 下午二時，抵香港。登岸遊覽，參觀青年會。

晚間與香港中華童子軍餐敘，並由李啟藩演說

赴丹經過。 

 

10/14 清晨五時啟航，晚間十一時許抵上海。  

資料來源：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46-96。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中社雜誌》，2（上海：1926），頁 2-
10。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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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924 年中國童子軍代表團參與第二次萬國童

子軍大會露營活動日程簡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備註 

8/10 12:00 開幕式  

 16:00 舞會（表演）  

 20:00 營火晚會  

8/11 9:00 個人競賽抽籤  

8/12  （比賽）救護 蓋其新代表 

 16:00 茶會（接待各國童子軍領袖、教練） 中國主辦 

8/13 9:00 （比賽）城市觀察 駱志聖代表 

 10:00 （比賽）拔河  

 14:00 （比賽）攀登、國際跳舞、二十四小時長

途旅行 

 

 16:00 招待各國童子軍代表（每國二人） 中國主辦 

 晚 營火晚會  

8/14 晨 （比賽）烘麵包 林文奎代表 

 14:00 （比賽）擲索、擲石、障礙競走  

  靈培日（Lyngby Day） 遊覽靈培市 

 16:00 國際跳舞  

 18:00 （比賽）拔河  

 19:00 代表團至丹麥友人家參與茶會  

 21:12 （比賽）昏夜尋路 吳達元代表 

8/15 7:10 世界童子軍創始人貝登堡抵達 

（各國推派代表兩人於車站迎接） 

李啟藩與駱志聖

代表 

 9:00 （比賽）推知 謝文通代表 

 15:00 （比賽）游泳  

 17:00 貝登堡校閱全體童子軍  

  （比賽）賽跑、拔河  

8/16 9:00 （比賽）測量 曹庸方代表 

 14:00 貝登堡檢閱各國營地  

 20:00 營火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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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9:15 丹麥國王校閱各國童子軍  

 15:00 閉會式  

 傍晚 離營  

資料來源： 

章駿，《參與萬國童子軍大會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46-96。

吳達元，〈赴丹麥日記（續前）〉，《中社雜誌》，2（上海：1926），頁 2-

10。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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